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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理论与实践

论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与爱国统一战线的
内在逻辑与辩证向度

陈　曦，许翔杰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上海 杨浦区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与爱国统一战线关系密切、相互促进。从历史逻辑上看，加强
中华儿女大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从内在联系上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

共同的宏伟目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共同的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团结思想是共有的理论根

源，争取人心汇聚力量是共同的本质要求；从辩证向度上看，爱国统一战线是加强中华儿女大团

结的重要载体，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有助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关键词：中华儿女大团结；爱国统一战线；历史逻辑：辩证向度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０１－０６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 “坚持统一战线”作为党百年

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指明不断巩固和发展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是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磅礴伟力的力量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①。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

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发的新征程之际，“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共创美好新时

代的政治宣言。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论述，厘清加强中华

儿女大团结与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在逻辑，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逻辑：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与爱国统一战线具有历史关联性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统一战线高度重视加强中华儿

女大团结，致力于团结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一）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其 “从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团结联合其他阶级阶层的战略思想，

赋予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使命”②。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呼吁 “全国爱国同胞团结起

来”③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一切抗日的各个阶级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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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和各个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发展 “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①，包括了广大海外侨

胞。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超过４００万的海外侨胞为抗战捐款捐物，数万名侨胞参加抗战，
在抗战最艰难时候有３０００多名南侨机工志愿回国参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抗日战争时期团结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历史使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提出 “联合各地华侨和其他爱

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②；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

民主统一战线开展卓有成效的军事统战工作，傅作义、高树勋、曾泽生、吴化文等人纷纷起义投

诚；争取和团结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和影响下，汇聚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中，重新集合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广泛团结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有志青年，把

汇聚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转送到解放区；邀请华侨代表陈嘉庚、司徒美堂等海外侨领作为

“团体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将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到人民解放

事业和协商建国的序幕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和巩固爱国统一战线，将加强

中华儿女大团结摆在爱国统一战线的突出位置，强调 “团结一切热爱祖国的中华儿女，同心同德，

奋发图强，为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③；改革开放后，爱国统一战线成员范

围不断扩大，由 “大陆内”向 “大陆外”拓展，更多的海外华侨归国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广大港澳侨商率先在华投资兴业，带来资金和先进技术，港澳侨商投资占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引进海外投资的６０％以上。由此可见，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
期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

（二）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爱国统一战线的时代主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高度重视统一战线

工作，更加注重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

时、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６５周年大会上、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招待会
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等多个重要场合都强调要加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指出
“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团结一心奋斗，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

梦想的强大力量”④。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等一系

列重要会议，颁布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

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明确了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而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

不仅仅是爱国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集聚力量的直接体现，也是广大中华儿女实现梦想的强大动

力，也是 “大团结大联合”本质要求在具体工作中的直接体现，也是 “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组

成部分。党的十八以来，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将他们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汇聚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中，“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０年，民族八省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人均纯收入从４２０３元增长到１０７７０元，增长达１５６％”⑤。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 “春苗行
动”为１８０个国家的数百万海外侨胞、留学人员接种疫苗，不断完善远程医疗平台为侨胞提供在线
服务。当前，我国虽然面临较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但是国家综合国力提升明显，经济发展具有可持

续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这些都离不开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齐心协力和共同奋斗。

进入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呈现出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中华儿女大团结已经成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不仅是爱国统一战线的时代主题，也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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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一战线永恒的主题。

二、内在联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与爱国统一战线具有内在一致性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与爱国统一战线两者关系密切，具有内在一致性，表现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是共同的宏伟目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共同的政治引领，马克思主义团结思想是共

有的理论根源，争取人心汇聚力量是共同的本质要求。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共同的宏伟目标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始终被摆在重要位置，它因党而生，伴党而行。“中

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①，其从

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抵御侵略、振兴中华，到解放战

争时期创建和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布 “五一口号”，加强新政协的筹备力量，组织起草并通

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 “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

斗”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领导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

发展，都是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在２０２０年底颁布的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统一

战线”被确定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③。中国近现代１８０多年来的历史是一部中
华儿女觉醒的历史，是无数中华儿女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牺牲的历史。在抵御外来侵略和实现

人民解放中，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为振兴中华出钱出力；在建设人民国家和推进改革开放

中，广大中华儿女 “心聚在了一起、血流到了一起”④，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心和动

力。因此，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和爱国统一战线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共同的政治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回顾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发展历史，

在倡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毛泽东指出，“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

败的关键”⑤。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的认识也是经历模糊到澄清的过程，其

从与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坚持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重要性和关键性，认识到

“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⑥。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人

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中，“深刻体会到统一战线领导权是原则问题、方

向问题”⑦，因此其在对待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上绝不含糊，一直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

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

主持研究统一战线各个领域问题，多次强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事实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是统一战线的鲜明特征，“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才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⑧。

在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 “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统一战线工作原则”部分将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在首位。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

主要目的是凝聚起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力量，将广大海外中华儿女的心拢到一起、情聚到一块，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而凝聚力量需要凝聚 “主心骨”，而这个 “主心骨”正是中国

共产党。“２０２１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１１４３７万亿元，增长８１％，是世界经济恢复发展的主要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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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进一步提升”①，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广大中华儿女的贡献和智慧，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广大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创造的成就。事实证明，只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促使中华儿女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因此，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和爱国统一战线都离不开坚持党的领导。

（三）马克思主义团结思想是共有的理论根源

统一战线既是一个从实践中获得的认知，也是基于理论而开展的实践。恩格斯指出 “在同宗

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②，这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理论

的起源，因此统一战线的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团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马克思认为，没有团结，无产阶级事业便不能成功，他指出每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只能通过

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取得成功”③。马克思主义团结思想内涵很丰富，涵盖了无产阶级团结、党内

团结、工农联盟团结、民族团结和国际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 《关于改变对

富农政策的决定》是调整富农的政策，在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宣布调整对待地

主的土地政策，先后发出 《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 《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

示》，调整对各抗日阶级和阶层关系，实行 “三三制”，提出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政治口

号，团结宗教人士共同抗日。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团结思想来指导统一战线建立与发展

的具体举措。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逻辑起点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共同利益和民族独立是民族间实现真

正团结的基础，只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实现 “民族平等”和 “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思想，提出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

开汉族”“全国各民族的团结”“争取整个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思想不断得

到深化。“从 ‘三个离不开’到 ‘两个共同’到 ‘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④，中国共产

党的民族团结思想从逐步成熟到转向深化，党的十八大后，又提出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中国梦”，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正是

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思想中国化的结晶。因此，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和爱国统一战线都是马克思

主义团结思想的中国化。

（四）争取人心汇聚力量是共同的本质要求

“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⑤。１９４５年，毛泽东
在延安与黄炎培座谈并回答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时候，就指出民心向背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联系，

民心即为人心。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历史进程上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 “四万万同胞”

的人心抵御外来侵略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号召打倒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都发挥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从中国共

产党统一战线客观条件上看，团结凝聚最广泛的人心，联合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是实现无产阶

级战略目标、最高理想、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是统一战线长期存在和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客观条

件。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现实条件上看，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带来一系列新矛盾新挑战，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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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总书记指出 “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①，而把统一战线发

展好的前提条件就是要争取人心，“统一战线的价值在于凝聚人心”②。“中华儿女是海内外华人华

裔共同的象征，是一种共同的血缘、内在的情感和祖先认同”③，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用 “共同

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来增进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２０２１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我国的 “春苗行动” “新春暖心包”和加大对因局势动荡而遭

遇困难侨胞的帮扶力度，都是温暖海内外中华儿女 “人心”的具体行动。同时，２０２２年６月神舟
十四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又让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纷纷表示感到 “与荣有焉”。回顾历史不难发现，

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始终联结在一起。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本质是争取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的

人心，是团结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广大华人华侨参与中国建设和发展的 “人心”。因此，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和爱国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都是为了争取人心、汇聚力量。

三、辩证向度：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与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相互促进性

在新征程上，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离不开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

线也离不开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两者息息相关、相互促进。

（一）爱国统一战线是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功能载体

爱国统一战线历来被中国共产党所重视，被中国共产党视为 “重要法宝”并将其摆在极其重

要位置。２０２０年底，中共中央颁布的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将 “统一战线”确定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

不同时期都强调爱国统一战线的地位和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指

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

从功能结构视角出发去思考，爱国统一战线既是一种战略和策略，也是多种功能的整合体。

爱国统一战线是实现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团结载体，“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广泛的政治联盟，它历来要

求最广泛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政党、团体、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⑤，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华儿女

大团结的协商载体，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出，爱国统一战线是致力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各个民族、各个党派、各民主人士协商的 “平台”，其将中华儿女的精气

神聚合在一起形成 “１＋１＞２”的功能效应。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华儿女大团结的联谊载体，而联谊
交友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功能，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式，联谊交友有助于扩大

统一战线团结阵容，广大中华儿女以爱国统一战线为纽带，通过这个纽带联系起更多的致力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人们”。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将统一战线的作用总结为：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爱国统一战线为中华儿女大团结提供社会参与平台，通

过统一战线综合协调功能，能够协调关系，化解隐性矛盾，消除不稳定因素，有助于促进社会各个

方面发展，团结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参与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为中华儿

女参加国家社会性事务提供了社会参与平台。

（二）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有助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首先，海内外中华儿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梦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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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努力。中国有６０００多万海外侨胞广泛分布在世界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
世界各地有几千万海外侨胞，大家都是中华大家庭的成员，广大海外侨胞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事实证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本

质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

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其次，海内外中华儿女是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重要桥梁。进入新时代，在社会结构调整变化

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受到外部思潮的影响，思想观念更加多元，国内改革发展任务繁重。

同时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仍然复杂。

“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

战略选择”①，海内外中华儿女遍布世界各地，有的华人华侨已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在当地社会的

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他们是住在国与中国各个领域交流的桥梁。从历

史上看，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中国在国际社会树立形象、增进往来、加强合作、深化交流等诸多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新的征程上，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凝聚

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识，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

最后，海内外中华儿女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助力。当今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联

系更加密切，经贸合作更加深入，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但同时国际局势变化莫测，不稳定、不确

定性因素增多，“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仍然存在，“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

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②。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在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下，“这场疫情启示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地球村里，各国紧密相连，人

类命运与共”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向世界提交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作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一份子，华侨华人的事业发展已深深融入世界各国之中”④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

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关系密切。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团结海内外中

华儿女的价值引领，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也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现实需要。因此，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有效助力。

总而言之，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

素，有助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四、结　语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和爱国统一战线之间关系密切，两者在历史发展、理论逻辑、现实要求

等方面实现了历史的统一与融合。爱国统一战线是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条件，加强中华儿

女大团结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前提。实践证明，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

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在新的征程上，我们需要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的嘱托：“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

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巩固

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磅礴力量。

责任编辑：念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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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树升，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刊图书资料部编辑，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中华文化。

①　黄苏华、李生校：《转型背景下家族化民营企业破解代际传承难题路径的田野研究———基于越商的访谈案
例》，《绍兴文理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８８页。

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

刘树升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３９９）

摘　要：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问题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
长必须处理好的迫切问题。调研发现，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大多面临接班人问题，其中其子女的接

班意愿、经营理念等主观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他们迫切期望党委、政府提供帮助。第一代民营

企业家多理性务实，更倾向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重视传承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普遍看重实践锻炼

这一接班人培养方式，并重视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结合。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对我国的教育水

平、市场活力、发展空间等较有信心，多认为子女应该在国内接受系统的基础教育后，再去国外

求学、考察和培训，同时他们也充分尊重子女的求学意愿。解决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的突出问题，

推动实现民营经济 “两个健康”发展，党委政府要做好教育引导，推动民营企业家职业化发展；

统战部门要各负其责、主动作为；民营企业家要树立现代企业管理意识，提前做好规划，综合运

用多种方式培养企业 “接班人”。

关键词：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两个健康”发展；统战工作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１１－０６

我国４０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也成为我
国众多行业的领军人物，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据中信银行与胡润研究院共同发布

的 《２０１８中国企业家家族传承白皮书》，我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平均年龄在５５～６０岁，他们面临
着管理者身份卸任和企业接班人培养的难题。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企业接班人培养问题更加迫切，

所以笔者对民营企业家进行了相关调研，以了解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现状，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

提出对策建议，助力我国民营企业家顺利完成代际传承。

一、顺利完成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的重要性

（一）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

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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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这是对民营经济重要性最凝练

的概括。他还指出：“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② 当前，

由于经济全球化逆流、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发展方式发生转变、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

民营经济发展遭遇阵痛，加上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又面临代际传承问题，导致我国民营经济发展遭

遇严峻挑战。二代民营企业家的健康成长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重要内容。二代民营企

业家成功接班，带领企业平稳过渡，并进一步发展壮大，能够推动我国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进而推动我国整体经济行稳致远。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助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精力、视野、求知欲、开拓性等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而这些正是二代民营企业家的强项。二代民营企业家虽然人生阅历和经营经验不足，但是年富力

强，敢闯敢干，学历较高，尤其多具有国际视野，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二代民营企业

家成长在改革开放年代，具有较高的学历学识，对新发展理念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和更强烈的践行

意识，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更高的自觉，对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培育新型消费等有更

主动的追求。同时，他们多具有国外留学或考察经历，更加了解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更容

易把握国际规则，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和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能力更强，更能在立足国内大循环的基

础上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因此，顺利

实现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促进二代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能够有效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三）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迫切要求

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不应只是资本和管理权的传承，更应是企业的优秀制度、文化、价值

观和企业家精神的传承。只有这些优秀基因被传承下来，民营企业才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

核心竞争力，拥有长远发展目标和定力，不断取长补短，开拓创新，做大做强，成为 “百年老

店”，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新一代民营企业家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人

艰苦奋斗、敢闯敢干、聚焦实业、做精主业的精神，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民营企业还要拓展国

际视野，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③

（四）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必然要求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统一战线１２个工作范围之一，民营企业家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
的重点对象。《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要求，“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形成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 “全面贯彻信

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了解反映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诉求，帮助其依照法定程序维

护合法权益”④。这些要求涵盖了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方面的工作，如了解民营企业家在代际传承

方面的诉求，服务、引导、教育民营企业家顺利完成代际传承，形成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市场

环境、社会环境等。因此，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是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重要课题，其牵涉众

多统战工作内容，是检验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

二、山东省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现状

针对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课题，笔者对山东省７９位民营企业家和统战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
对一些上市民企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在问卷调查对象中，山东省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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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位，他们是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 “民营企业家理想信念培训班”和 “全省民营企业管理

技术代表人士研修班”的学员，是民营企业家代表人士，其企业在各自行业领域内具有较强竞争

力和较大市场占有份额。企业家身份方面，职业经理人有７位，创业人有４７位，二代企业家有８
位，创业人和二代企业家合计占比达８８７％，说明受访民营企业家大多面临或已完成代际传承。
调研对象还包括１７位来自山东全部地级市市委统战部经济科的统战干部，他们对民营经济领域状
况比较了解。以上两方面证明本调研样本具有一定典型性，为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研究提供一定

参考。通过梳理调研数据，笔者总结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在代际传承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一）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是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

调研数据证明了民营企业接班人问题的普遍性。当问及 “是否遇到接班人问题”时，有１７位
民营企业家回答 “遇到”，占比２７４％，比重不是很大。但是在问及 “所面临的最大的接班人问

题”时，有１６位民营企业家回答 “子女不愿接班”，有９位回答 “两代人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方向

等有冲突”，有６位回答 “子女愿意接班但没有能力”，有３位回答 “选择哪个子女接班”，有２
位回答 “子女接班后，创业人没有放权”，有 ２位回答 “企业内部其他管理人员不同意接班人

选”，有１位回答 “其他问题”。虽然仅有１７位民营企业家回答面临接班人问题，但是有３９位对
面临的具体接班人问题进行了选择，占比高达６２９％，这说明接班人问题确实是大多数，第一代
民营企业家面临的问题，只是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有所不同。

对统战干部的调研结果更能说明这个问题。１７位统战干部中，在回答 “所接触的第一代民营

企业家是否面临接班人问题”时，有４位回答 “普遍面临”，１３位回答 “较多面临”，这从另一个

侧面证明了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接班人问题的普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营企业家面临的接班人问题中，“子女不愿接班的问题”比较突出，占比

４１％。另外，“两代人经营理念和发展方向存在冲突的问题”占比２３１％。二者合计占比６４１％，
说明子女的接班意愿、经营理念等主观方面问题在接班人问题中占据多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

年轻人有独立的人生追求。比如在深入访谈中，有的民营企业家表示子女对管理企业不感兴趣，

有的民营企业家表示子女有独立的创业意愿和选择。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两代人沟通交流不足，存

在隔膜和抵触心理。

（二）更倾于发展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当问及企业是否采取家族制时，有４８位民营企业家回答 “否”，占比高达７７４％。这说明无
论是否已经顺利完成代际传承，大多数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已不再固守传统的子承父业观念，他们

对企业未来的规划更多的是考虑职业经理人制度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这种考虑一方面反映了民

营企业家代表人士大多具有现代的商业理念和管理思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接班人问题的普遍和

复杂。因为无论是选择由子女接班经营企业，还是选择由职业经理人经营企业，对于民营企业未

来的发展都影响深远。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都十分慎重，如果子女不愿或不能接班，他们宁愿摒弃

传统的家族制，转而采取现代管理制度。

（三）重视传承企业文化和价值观

在受访民营企业家中，有５３位表示企业一直践行新发展理念，占比高达８５５％；剩余９位民
营企业家则表示正在努力或计划践行新发展理念。这说明新发展理念在民营企业家代表人士中深

入人心，践行新发展理念是他们的一致选择。

在现代企业管理学中，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是企业倡导、信奉同时必

须付诸实践的价值理念，也是企业永续经营、充满活力的内在源泉。调研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受访民营企业家在回答 “对民营企业来说，哪方面的传承最重要”这一问题时，有３８位选择 “企

业文化和价值观”，占比高达５９４％；有１６位选择 “企业治理结构和制度”，占比２５％；有６位
选择 “管理权”；仅有４位选择 “资产”。在受访统战干部中，分别有９位选择 “企业文化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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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和 “企业治理结构和制度”，有３位选择 “资产”，有２位选择 “管理权” （见图１）。这说
明，在民营企业家代表人士和统战干部中，大多人认为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最重要，他们对

民营企业的长远发展和真正价值有较为科学的认知。

　图１　民营企业最重要的传承内容　　　　　　　　　　　　　　　图２　是否有培养接班人的计划

（四）注重理性务实培养企业接班人

顺利完成代际传承和企业的持续发展，取决于接班人的综合能力。因此，培养接班人至关重

要。当问及是否有培养接班人的计划时，有８位民营企业家表示早已考虑并实施，占比１３８％；
有２３位表示正在考虑，占比３９７％；只有１０位表示没有考虑，占比１７２％；１７位表示还年轻，
无需考虑，占比２９３％ （见图２）。这表明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非常重视培养接班人。

图３　民营企业家最看重的培养方式

民营企业家最看重的接班人培养方式是什

么？受访者中，有２３位选择 “实践锻炼”，占

比高达 ４２６％；有 １１位选择 “言传身教”，

占比２０４％；只有２位选择 “学校教育”；有

１８位选择 “以上同等重要”，占比３３３％ （见

图３）。这说明经历了市场经济大浪淘沙的民
营企业家非常务实，他们普遍看重实践锻炼对

接班人成长的促进作用，并重视与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的结合。

送子女赴国外留学曾是我国精英家庭教育子女的热门选择，那么民营企业家对子女留学的态

度如何？受访者中，有４４位回答 “看子女意愿”，占比高达８０％；有４位回答 “非常有必要”；

有６位回答 “没有必要”；有１位回答 “随大流”。大多数人尊重子女的留学意愿，一方面说明民

营企业家的教育思想开明理性；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民营企业家对我国的

教育水平、市场活力、发展空间等有了更坚定的自信和更高的预期，他们相信子女在国内学习和

历练，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有助于他们更顺利地接班。比如，民营企业家说：“要对中国

文化有自信，而且国外也不会对我们开放真正高端的技术。”这反映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

国民营企业家的清醒认知。

另一组数据也可证明这一点。在子女的教育安排方面，有１７位民营企业家选择 “安排工作

后，出国考察或短期培训”，占比３２１％；有２３位选择 “在国内读完本科，然后出国留学”，占

比４３４％；有７位选择 “高中毕业后出国留学”；分别有２位选择 “初中毕业后出国留学”“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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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上学”和 “不需要出国”。这说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代表人士认为，子女应该先在国内

接受系统的基础教育，再去国外求学、考察和培训，以进一步提升学识，开拓视野，锻炼能力。

（五）迫切期望党委、政府提供帮助

前文的调研数据说明：一方面，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多面临代际传承的现实需要，他们非常重

视对接班人的培养；另一方面，选择和培养接班人又存在诸多困惑和问题，民营企业家们普遍焦

虑。选择子女还是职业经理人经管企业？如何选择接班人？选择后如何培养接班人？如何顺利实

现交接班？这些都是十分现实和迫切的问题。

调研中，问及是否希望党委、政府在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方面提供培训、指导等帮助时，有

３０位民营企业家表示 “十分希望”，占比高达５４５％；２１位表示 “希望”，占比３８２％；分别只
有２位表示 “无所谓”和 “不希望”。这说明，一方面，民营企业家在代际传承方面十分焦虑，

寻求指导帮助的需求十分强烈；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十分认可党委、政府的权威性、专业性，

十分期待党委、政府给予帮助和支持。因此，党委政府理应高度重视，主动作为，回应他们的信

任和期待。

三、顺利实现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的对策建议

（一）党委、政府做好教育引导，推动民营企业家职业化建设

　　一是做好教育引导。回应民营企业家的期待和诉求，帮助其顺利完成代际传承，是各级党委、
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贯彻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题中应有之义。各级党委和

政府应抓住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的契机，全面贯彻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深入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着重引导民营企业家传承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的企业家精

神，引导民营企业家树立新型财富观念和现代企业治理理念，指导民营企业家提前制订好交接班

计划，为企业的平稳过渡和长远发展保驾护航；选择并推出一批成功实现代际传承的民营企业家

典型，总结优秀经验，通过纸媒、电视、网络、宣介会等多种渠道，加大宣传力度，供其他民营

企业家参考借鉴。

二是推动民营企业家职业化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借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契机，大力倡导

民营企业家职业化和企业制度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职业经理人队伍，为民营企业家提供更丰富

更优质的接班人选，为民营经济发展增添助力，一些地方在这方面的成功探索值得借鉴。例如，

上海市在２００５年组建了全国第一个职业经理人评价委员会和职业经理人事务所，开展专业化服
务，促进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济南市工商联在深入调研后建议，在充分发挥济南市现代职业经理

人协会等中介组织作用的前提下，打造职业经理人市场，成立企业家人才评价专家咨询组，建立科

学的企业家人才素质评价体系，以更好地推进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市场化、职业化和制度化。

（二）统战部门各负其责、主动作为

一是党委统战部方面。首先，统战部在必要时应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相

关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其次，统战部可与组织部门、经信委、工商联等相关部门相互配合，共

同制定、推动落实引导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的方针政策，如将二代民营企业家教育培养纳入人才

培养总体规划，举办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专题培训班等，并拨付相关专项经费。笔者在调研中了

解到，青岛市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有效探索。再次，统战部可与工商联一起，通过参与民营企业

党建工作，以党建引领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尤其是引领二代民营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做合

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二是工商联方面。首先，可通过举办线上线下结合的专家讲座等方式，对面临代际传承问题

的会员开展教育培训。其次，对以民营企业家为主体的行业协会、商会加强代际传承方面的指导

和服务。再次，支持成立青年企业家商会、协会组织，为二代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提供学习、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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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交流平台。最后，充分发挥工商联领导班子成员联系民营企业和商会制度作用，选择面临代

际传承问题的典型民营企业，通过走访、座谈、个别谈心等形式，及时了解企业代际传承方面的

具体问题、困难和需求，做好协调服务工作。

三是社会主义学院方面。社会主义学院可结合自身实际，采取专兼教师结合的方式，开设民

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相关专题课程，针对 “如何选择和培养接班人”“如何顺利实现交接班”“采取

哪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等民营企业家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专题辅导，并结合组织学员交流心得

体会、赴样板企业开展现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为学员顺利实现代际传承奠定基础。

四是统战智库方面。充分发挥统战智库作用，设置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方面的招标课题，组

织科研人员进行相关研究，深入民营企业家群体进行调研，了解代际传承方面的具体问题和诉求，

形成一批高质量的资政成果，供党委和政府决策参考。

（三）创业人树立现代企业管理意识，提前规划，综合培养

一是树立正确认识。企业家的事业成就和人生价值不只取决于给子女和家人留下多少物质财

富，更取决于通过打造优秀的企业制度、品牌、文化和价值观，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贡

献。同理，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更重要的是企业制度、品牌、文化、价值观的传承。如果子女

坚决拒绝接班，或完全没有能力接班，就应果断采取职业经理人制度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借代

际传承契机，推动企业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明确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

权责，形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治理规范、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和

长远发展。如果固守子承父业观念，一旦接班人不合格，企业很可能发生动荡，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败下阵来，创业人多年奋斗成果将付诸流水。另外，创业人如果确定了合适的接班人，就应

在交接班后果断放权，让接班人真正接管企业。即使企业承受短暂的转型阵痛，也是长远发展所

必须，一代民营企业家不应贪恋权位，对企业运营多做掣肘，这样很可能给企业的发展埋下巨大

隐患。当前我国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出现了两代企业家争斗内耗的问题，尤其需要第一代民营企业

家重视和警醒。

二是提前做好规划。不管是选择子女、其他亲友接班，还是选择共同创业人、职业经理人接

班，都需要提前做好规划，给接班人以充足的时间锻炼成长。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可以主动寻求党

委、政府的指导帮助，并与社会专业机构合作，制定科学的接班人选择机制和评价指标体系，避免

选择接班人时的 “一言九鼎”、过于主观；制定科学的接班人锻炼培养机制，促进接班人顺利成长。

三是运用多种培养方式。这是针对希望子女接班的情形而言。首先，重视学校教育。让子女

接受系统完整的学校教育，保证其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然后通过出国留学、培训等方式，进一

步提升子女的知识素养和眼界。其次，加强实践锻炼。笔者在深入走访中发现，较好实现代际传

承的民营企业，其创业人大都较早安排子女进入企业基层各部门锻炼，使其了解企业运营模式、

品牌文化、市场行情、人员配备等基本情况，学习业务，锻炼能力，并获得企业高层和员工的好

感与支持，之后再逐步提拔，为其提供更大的锻炼平台。实践中也有民营企业家让子女到其他企

业工作锻炼，了解其他企业行业状况，学习先进经验，通过比较加深对企业管理的思考，同时也

能避免 “特殊待遇”。再次，做好言传身教。通过与子女沟通交流等多种方式，以情感的力量、榜

样的作用和润物无声的方式，实现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价值观的传承。摒弃家长制作风，以

平等观念了解子女的思想，鼓励子女干事创业、大胆创新，容忍犯错，并及时提供意见建议。对

于期望子女接班的民营企业家来说，综合运用以上培养方式，可以提高子女的接班能力，激发子

女的接班热情，助力代际传承的顺利完成。

责任编辑：念兴昌

·６１·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ＮＯ３，２０２２



基金项目：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全省社会主义学院 （校）重点课题 “云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研究”

（２０２１ＳＹＸＴ２１）。
作者简介：李晶燕，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学；邓青州、杨丽均为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

教师。课题组成员还包括吴节、胡艳，均为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教师。

云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实践探索、
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李晶燕，邓青州，杨　丽

（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云南 蒙自 ６６１１９９）

摘　要：政商关系是衡量营商环境的重要标志，其既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关系着党风、

政风和社风。笔者从云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实践探索入手，在分析构建过程现实困境的基础上，

从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建立健全政府官员同民营企业家交流沟通机制和相关平台、加强

对民营企业家的规范引导、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政协和工商联合会的作用、加强各类监督等方面提

出了云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云南；营商环境；新型政商关系；“两个健康”；优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１７－０６

政商关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它不仅关乎营商环境的好坏，而

且也是党风、政风和社风的具体体现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

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云南省是一个边疆民族省份，民营经济

在经济发展中占４７３％，具有重要的地位。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在云南

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云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实践探索

（一）营商环境正在改善，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基础已基本奠定

２０１９年以来，云南省开展了全省营商环境政策体系建设、全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公布、上线

“一部手机办事通”等多项工作，营商环境得到了优化。一是改善营商环境的十大行动已经实施。

云南把２０１９年作为 “营商环境提升年”，打出 “１＋１０”政策 “组合拳”，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意见》和 《云南省营商环境提升十大行动》，通过推出政府服务 “六张清单”

行动、 “放管服”改革 “六个一”等十大行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放管服”改革６个行动计划，共实施２０条具体措施、调整４８２项涉及省级行政审批事项，内容

覆盖了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用水用电用气、不动产登记、企业简易注销、通关便利、出口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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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正在逐步实现 “企业开办时间再减一半、项目审批时间再砍一半、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

只进一扇门、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一律取消、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一部手机办事通”的

目标，营商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二是建立了营商环境评价制度。出台了 《云南省州 （市）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登记财产、获得电力、获得用水、获得

用气、纳税、跨境贸易 （评价有口岸的州、市）、获得信贷、政务服务等 １０项，建立营商环境
“红黑榜”制度，按季度对各州市营商环境进行评价，并通过省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通报、与

全省综合考评挂钩机制、限期整改和帮助解决问题等方式，推进全省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三是用

心帮群众解决问题。各地均推出了轻微交通违法 “首违不罚”、交通 “流动服务”、车驾管 “六

办”、部分证件核发审验 “一次办”、服务 “免费办”、出入境证件容缺受理服务、“１２３６７”出入
境咨询服务、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群众预约 “上门办”、便民利民 “马上办”、车驾管 “下乡办”、

窗口周六周日不休息、对特殊人群开通 “绿色通道”等，最大限度地为群众服务。

（二）相关政策已经制定，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已经明确

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中，云南省的相关政策已经出台，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已经明确，政商

关系的处理有据可依。一是云南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政策已经出台。例如， 《云南省关于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施意见》，列出了政府主体责任单位的 “责任清单” “负面清单”；

《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强化服务构建 “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若干措施》，为构建新型政

商关系提供了规范。二是部分州市和县市也结合本地实际出台了相应的实施意见。昆明市出台

《关于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施意见》，从优化服务环境、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强化

监督执纪三方面提出１１条措施；德宏州出台的 《德宏州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若干意

见 （试行）》开列 １３条 “正面清单”和１１条 “负面清单”，倡导 “主动服务”和 “红色界线”；

保山市出台了 《关于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施意见》，从培育良好营商环境、规范政

商交往行为、强化执纪监督和制度保障三个方面提出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楚雄市出台的

《进一步改善民营经济发展法治环境１０条措施》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暂行办法》；富民县出台的
《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施意见》通过督查问效、明纪立规、清风进企系列举措，严厉

查处涉企违纪违法案件，助力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祥云县从注重思想引导、提升服

务水平、严守交往底线等方面，多措并举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三）构建共识正在达成，逐步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政策制定后，云南省通过各种形式，促进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共识的达

成，并努力推进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一是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共识正在达成。云南省各级党委、

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坚持把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融入企业发展。同时，实

施 “云南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教育培训百千万工程”，组织民营企业家进党校培训。二是构建新型

政商关系的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云南省工商联与企业家签订了履职承诺书，承诺依法经营、加强

自律，严格遵守从商规矩；搭建党委、政府与企业、商会沟通协商的制度化平台；建立云南省民

营企业评议政府职能部门管理信息系统，促进各级各部门改进工作作风等。

（四）拓展监督渠道，促使政府服务企业

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中，云南省还通过多种形式拓展监督渠道，促进政商关系的改善。一是

建立和完善党委、政府听取民营企业意见建议的常态化机制。省、州 （市）、县 （市、区）党委、

政府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听取民营企业的意见建议。有关部门深入企业，了解企业的情况，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二是建立企业评价职能部门制度。省工商联开展云南省民营企业评议政

府职能部门工作。三是建立企业维权机制。制定了 《云南省民营企业投诉处理办法》，成立了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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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民营企业维权委员会，推动建立 “政府、工商联、银行、企业”常态化对接机制。省、州

（市）和县 （市、区）设立民营企业维权投诉中心，构成了三级投诉网络，按照 “分级受理，属

地管辖”的原则，在解决民营企业投诉事项上形成合力，不断规范投诉事项处理程序。同时，通

过投诉统计分析，形成服务 “百县百企”的工作机制。四是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政商交往中出

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发现的涉及政商关系的违纪问题线索，交由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规严

肃查处。五是以民营企业的监督推动政府部门转变工作作风。省工商联在全省范围内组织７７２０户

民营经济代表，对全省３７个政府职能部门在服务企业过程中的表现进行线上与线下评议。对参评

企业反映的不作为、乱作为部门，报省级监察部门按照规定予以问责。六是用纪律加强监督。纪

检监察部门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作为分内之事，立足纪检监察机关职能职责，监督与鼓励并重，

依法依规依纪优化发展环境，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纪律保障。

（五）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

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优化了营商环境，消除了政商之间的顾虑，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健

康发展。一是消除地方政府为企业服务的顾虑。各地均要求领导班子和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及企业

时间不少于２个月，联系、调研商协会和企业不少于１０００家 （次），建立非公企业政策服务信息

清单和企业服务政策包，搭建起集政策解读、项目发布、融资对接等为一体的工商联综合服务大

数据平台。领导干部和有关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和商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消除企业的顾虑，

使得政商关系不断改善。二是创新服务方式。建立掌上办事平台，实现全省政务服务事项 “一网

通办”。云南 “一部手机办事通”上线２年来，实现了政务服务 “掌上办”“指尖办”，打造出了

政务服务新环境。同时，借助建设银行金融科技优势，深化 “办事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实现了多个重点领域新突破，将审批事项送到 “指尖端”。目前，“办事通”不但能刷脸注册

登录，还能运用语音识别、人脸识别功能开口办事、刷脸办事，形成了移动端ＡＰＰ、微信小程序、

公众号、支付宝小程序、建行所有网点等多个渠道共通的服务体系，政务服务实现了 “就近办、

随时办、主题办、跨省办”。以 “掌上政务”为代表的 “网络政商直通车”为政、商之间的交流

沟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政府对企业的服务通过平台完成，消除了企业的顾虑，改善了政商关系。

二、云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现实困境

（一）“放管服”改革尚不完善，有待进一步深化

云南省的 “放管服”改革虽然已开展多年，但仍不完善，有待进一步深化。一是顶层设计尚

不完善。云南省 “放管服”改革中，职能转变过程还需要做好上下协调。在电子政务服务平台建

设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数据壁垒，如部门数据库尚待盘活，平台需要整合，政务信息跨部门、

跨层级、跨区域互认共享尚未实现，“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二是实体政务服务

大厅建设尚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地方政务服务大厅面积小，服务人员配置不到位，政务服务事项

不集中，政务服务办事指南不清晰，为民服务水平不高。三是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尚待进一步改进。

有的地方在线办理事项比例低，网上公布的事项要素不规范，网上政务服务平台运行效果不明显。

四是综合监管难到位。对 “中介超市”的综合监管主要有审查中介机构法人资格、企业信用管理、

价格检查等，在价格监管上办法不多，事后跟踪督查不到位，较难有力约束中介机构。由于信用

监管难以及时、准确反映中介机构的履约情况，导致收费、服务质量和服务时限等方面的不规范

行为时有发生。五是 “放管服”改革监管中难度仍然较大。监管力量远远不能适应区域宽、任务

重的现实情况，监管人员的设施配备、人员状况等条件仍未达到要求，市场监管难度仍然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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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而不亲，基层存在 “矫枉过正”的现象

由于对新型政商关系理解不到位，基层普遍存在 “矫枉过正”“清而不亲”的现象。一是由

“勾肩搭背”变成 “背靠着背”。由于部分基层干部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和执行的偏差，出现了 “清

而不亲”和 “背靠着背”的新倾向。虽然企业对公接待费用明显减少，但部分干部在主动提高办

事效率、缩短办事周期等方面也没有积极性了；虽然门难进、脸难看现象有所好转，但事难办现

象并没有根绝，主要是办事程序多、政策落实难、服务手段新但贴合度低；减少审批备案事项还

落实不到位，存在形式上的备案、实质上的审批问题。同时，由于不少政府官员选择 “明哲保

身”，与企业刻意划清界限，导致企业家缺乏谏言陈情途径，还有新官不理或难理旧账等问题，让

企业无所适从。二是部分干部为保清白而为官不为。部分基层干部搞不清与企业交往的分寸，有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接触企业的想法，干脆舍 “亲”而保 “清”，求个稳妥。由于容错纠错

机制不健全，有的干部做起事来很容易畏首畏尾、过度谨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三）政府官员同民营企业家经常性和有效性交流沟通机制尚需完善

虽然，云南省已经建立起政商之间的正常沟通机制，但是尚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私下沟通

优先、体制内沟通次之仍是企业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的政府官员同民营企业家虽然按照制度进行

接触，但仍流于形式，没有解决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民营企业能够通过人代会、政协会

等沟通渠道反映问题的也只是少数，很多民营企业家仍然采取私下沟通优先、体制内解决放后的

办法，通过微信群、ＱＱ群、电子邮箱等形式反映问题的较少。二是司法官员同民营企业家的经常
性、有效性交流沟通机制尚未完善。省、州 （市）和县 （市、区）尚未完全建立起司法官员与民

营家的沟通机制，已经建立起来的也尚不完善。三是尚未建立起政府官员改革创新中的容错纠错

机制。目前，各地改革攻坚任务繁重，而高压反腐态势不减，一些干部 “求稳怕错”，如不能建立

科学合理的容错纠错机制，将影响新型政商关系的建立。

（四）相关平台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云南省各州市虽然建立了一些政商沟通的平台，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是各地的政企沟通

平台各自为政，需要进一步规范并加以整合。各地政企沟通平台功能不一，各有特色，有的平台

尚不能实现招商引资项目平台代办。二是现有的维权平台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虽然省里有民营企

业法律维权委员会和云南省民营企业投诉中心，它们为民营企业维权发挥了作用，但是很多民营

企业的维权发生在州 （市）和县 （市、区），而州 （市）和县 （市、区）一级的民营企业维权平

台还没有完全建立，难以达到为民营企业维权的效果。由于人力有限，这些平台难以解决民营企

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更难以围绕参与地方性立法和政策制定、畅通投诉渠道、

开展 “法律三进”活动、组织民营企业评议政府职能部门、商会调解、个案维权等重点开展工作。

（五）各类监督仍然不能放松

云南构建良好的新型政商关系，有关部门也有一定监督的措施。但由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面又相当广，各类监督难以一步完善到位。一是纪检监察部门对构建新型

政商关系的专项监督还需进一步加强。二是人民政协的监督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发挥。对构建新型

政商关系的监督只是人民政协的监督内容之一，难以做到开展以案明纪、以案促改，做到举一反

三、标本兼治的目的。而且部分政协委员本身就是民营企业家，难以完成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

监督。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力度不够。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虽然已经进行多年，但除了政府官员和企

业家等相关人员外，大多数人对此了解不多，也就没有监督的意识，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制定具

有可操作性的奖励措施。四是新闻舆论监督还没有完全到位。对于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虽然有

一些规定，但在实际监督特别是新闻舆论的监督中， “亲” “清”的度不太好把握，也难以监督

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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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优化策略

（一）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

　　 “放管服”改革不仅可以优化环境，也可以促进新型政商关系的建立，必须进一步深化 “放

管服”改革。一是要落实责任。要正确认识 “放管服”改革的难度，突出问题导向，层层落实责

任。二是要努力实现 “一站式办结”。要努力使分散的审批权向公共行政服务中心集中，使行政审

批事项同时向网上审批平台集中。要建立审批服务窗口巡查通报制度，实施窗口工作人员年度、

季度考核制度。三是要逐步提高网上政务服务比例。启动网上数字证书认证工作，开展网上咨询、

网上办理、结果查询、网上诉求等业务在线办理，提高在线办理事项比例。要积极推进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的搭建和应用，逐步实现上级监管平台的对接。要积极开展全流程免费代办，

制定代办服务手册、代办窗口服务工作制度、代办工作人员管理制度等，形成以制度管人、管事

的工作格局。要优化代办流程，为企业提供自企业设立登记至项目落地 “一门式”全流程跟踪审

批服务，依托并联审批事项目录和申请材料目录清单，实行代办服务 “介入预审”，保障项目审批

顺利进行，实现部门审批 “互不前置”。四是要提升 “中介超市”服务。要通过大数据、“互联网

＋”等技术手段，创新监管方法，规范中介超市运行管理。要加强项目挖掘，对照中介服务事项
清单，编制预选取中介服务清单，推进中介服务。五是要健全考核机制。要把目标任务分解到部

门，明确工作完成时限。将 “年终考核”与 “日常督查”相结合、“组织考核”与 “群众公议”

相结合，提高考核的 “含金量”，并将企业对营商环境的评价纳入评价体系。

（二）适应新常态，打造新政商关系

意识是行为的先导，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必须破除旧的 “官商”理念，树立新的政商关系。必

须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一是要促进领导干部廉政意识的养成。要促进领导干部保持政治

定力，筑牢思想防线，守住行为底线。二是企业要注重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民营企业要增强

机遇意识、竞争意识、市场意识、法治意识，立志做大做强。要主动对接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

明确发展目标，立足科技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三是要担负起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主体责

任。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民营企业要培养企业

家精神，合法守规搞经营。

（三）建立健全政府官员同民营企业家经常性有效性的交流沟通机制

建立政商联系沟通机制是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制度保障，必须建立制度化常态化政商沟

通机制，促进政商双方 “亲”“清”交往。一是要建立政府行政官员同民营企业家经常交流机制。

要建立企业家与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纽带 “清单”，拓宽制度化的、正式的沟通机制。要让工商

联、政协会、人代会等多元化的正式沟通渠道成为畅通企业家与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纽带，并将

企业家通过正式渠道反映的问题纳入督察范围，限期督办。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地

召开企业家座谈会，了解和收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以解决。

要定期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等开展座谈活动，倾听企业的诉求，加以政策引导。政府有关领导要

深入企业现场办公，为企业提供服务、解决问题。要利用新媒体和现代通信技术，通过微信群、

ＱＱ群、电子邮箱等形式，建立政商间立体化的沟通机制。二是建立各级司法部门同民营企业的有
效性交流沟通机制。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与工商联的沟通与交流，并与工商业联共同合作，定期

或不定期召开司法人员与企业家的沟通交流会，与企业家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人民法院

要针对企业家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进行改进完善，并采取多种形式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法律

意识、法治观念和依法经营水平，支持帮扶企业健康发展。要通过座谈会、网络等多种形式，搭

建好法院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平台，建立涉企行政司法综合服务平台。三是不断优化政府官员改革

创新中的容错纠错机制。要根据政府官员所犯错误的性质，把先行先试的失误与明知故犯的行为

区分开来、把尚无明确规定时的探索与明令禁止后有规不依的行为区分开来、把推动改革的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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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与谋取私利的故意行为区分开来，按照 “尽职免责，失职必究”的原则，建立履职容错纠错

机制，为改革担当者撑腰，让改革者卸下包袱前进。同时，对有规不依、借改革名义谋利、阻碍

改革发展和损害群众利益等三种情形 “零容忍”，一律不准免责或从轻发落。

（四）建立健全相关平台，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供保障

政商服务平台是政商沟通的有效途径，云南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建立健全相关平台。一是

要实现招商引资项目平台代办。整合各地、各部门现有的政务服务平台，不断优化服务内容，方

便企业通过网络办事，实现招商引资项目平台的网络代办。二是不断完善现有的维权平台。要进

一步发挥云南省民营企业法律维权委员会和云南省民营企业投诉中心的作用，通过强化平台、组

织评议、聚合力量、普法教育、个案维权、商会调解等一系列工作的开展，着力解决民营企业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着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要围绕参与地方性立法和政策制定、畅通投诉渠道、开展 “法律三

进”活动、组织民营企业评议政府职能部门、商会调解、个案维权等重点开展工作。

（五）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政协和工商联合会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中的作用

人民政协和工商联合会与民营企业有着直接的联系，必须充分发挥其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中

的作用。一是要发挥省、州 （市）、县 （市、区）人民政协的作用。云南省有很多企业家是政协

委员，他们可以通过参政议政，与党委、政府交流协商、资政建言；政协要组织企业家委员积极

参加全会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常委会议协商、民主监督协商、专题议政性协商等多种协商议政

活动。同时，要引导民营企业主动从 “拉关系、搞圈子”的旧模式、旧习惯中摆脱出来，从过去

“潜规则”交往走向 “明规则”交往，实现从 “靠关系”到 “靠本领”的思维转变，由 “找政

府”向 “找市场”转变。二是要充分发挥工商联优势，积极搭建政商沟通桥梁。工商联作为民营

企业的 “娘家”，在推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上要态度更坚决、践行更严格、落实更到位。要更加积

极协助党委、政府搭建政商沟通互动平台，不断完善工商联自身联系服务民营企业的长效机制，

既做到 “亲上加亲”，更做到 “一清二白”。要及时了解企业家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解疑释

惑，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要引导民营经济在 “万企帮万村”的基础上开展 “万企兴万村”行

动，通过项目引领、就业培训、智力援助等多种途径开展帮扶，助推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

（六）加强各类监督，促进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

监督是改善企业经营发展环境、提高政府服务效能的重要着力点，政商关系不仅关涉营商环

境，而且集中体现了党风、政风和社风，云南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加强各类监督。一是要加

强纪检监察部门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专项监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找准监督重点，通过制定

“正面清单”“负面清单”，进一步明晰政商交往的界限和禁区、红线和底线，推动加快建立优化

营商环境的长效机制。要充分发挥纪委监委专责监督作用，深化专项治理，强化对权力集中、资

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行业的专项整治，严肃查处各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案件，压

缩 “围猎”与被 “围猎”的生成空间。二是要充分发挥政协的监督作用。省、州 （市）、县 （市、

区）人民政协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依托工商联组织企业家委员参加政协组织的各种形式

的民主监督活动，紧紧围绕我省营商环境建设的重点内容，特别是在政府简政放权后行政审批权

力运行、金融服务企业发展、政务环境、执法环境、招商引资和市场准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等

方面加强民主监督，向省委、省政府提出高质量的对策建议。三是要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

政府部门应通过聘请民主党派人士担任廉政建设特邀监察员、联络员，参加党风政风检查及经济

案件和其他有关案件的查处工作。四是要加大人民群众监督力度。要加大群众监督宣传的力度，

为公众监督创造条件。五是要增强新闻舆论监督权利。新闻舆论要承担起反腐败的社会责任，创

造公正的舆论环境，弘扬正气，打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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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阶层双重性特征与政治引领分析

段　华

（昆明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统一战线工作就是把无组织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组织起来，把有组织的政治力量
引领起来。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新生的重要社会力量，其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特征。做

好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引领，就是用共同的政治理想把新的社会阶层 “凝聚起来”，用有效的形式

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 “组织起来”，用创新的方法使新的社会阶层的正向作用 “发挥出来”。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双重性特征；政治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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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重大历史决议中指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

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①新的社会阶层是伴随改革开放产生的新的政治力量，

这个阶层是中国走向伟大复兴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社会力量，是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重要社会

力量，其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特征。新时代做好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引领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任

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领域。

一、历史上社会阶层作为政治力量对政权的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每一个时代都可能会从原有的社会阶层中分裂出适应时代的新的社会

阶层，这个阶层客观上就会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其主要社会阶

层都比较清晰，那就是士、农、工、商。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为每个阶层进行了制

度化的政治安排，从而让封建制度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保持着稳定和发展。直到明朝末年，

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地区才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中以苏州、杭州等地的丝织业最为明显。如

张瀚在 《松窗梦语》中记载了其祖上在明成化年间于杭州购织布机增至二十余张并雇工生产②，

这说明在杭州的丝织业中已经有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在松江棉布袜制造业和云南铜矿产业中也存

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这些明代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是可以说

明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可能影响未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力量。这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尽

管很小，但也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当时发达的明代城市始终没能摆脱中国传统的历史

阴影，发育成长为真正的工商业中心并产生市民阶级，但高度发展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诱导城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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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生活的奢变。①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中的部分商人开始引入大机器生产方式，以契约工人作为劳

动力，投资近代工商企业，于是在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些由买办、商人、地主、

官员构成的民族资产阶级。清政府希望通过 “新政”奖励实业，这在客观上也刺激了民族资产阶

级的发展。《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在政治上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在经济

上加紧对中国的掠夺，使得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在内外双重因素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作

为一支政治力量终于走上了政治的舞台。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准备了

物质和阶级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则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兴起

的强大动力和群众基础。② 辛亥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

目的的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华民国成

立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新的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新的社会群体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在政治制度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以人

民民主专政为国体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经济制度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上全面实现了

社会主义全民与集体所有制，国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通过国家政治权力统一管理经济。在

社会管理上，国家建立多领域多层级的单位，每个单位都隶属于不同的行政级别的组织，城市中

的每个人都被纳入了不同的单位之中。③ 国家采取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改造，建立了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随之消亡。农村从

１９５６年开始实行城乡户口制度，逐步取消农村的小农经济，实现土地集体所有制，建立农业生产
合作社，后来发展为人民公社与人民大队。在社会阶层上，整个中国形成了城乡分割、城市优先

发展的计划经济新模式。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传统意义上作为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被

消灭，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差异变得比较小，经济不平等程度很低。国家对于政治、经济与社会进

行一体化制度安排，国家权力直接影响着每一个阶层乃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与社会流动

机会。④ 在社会中，个人社会地位的上升与下降，个人阶层地位的兴盛与衰落，都是基于国家制度

与政策的变化。这个时期社会流动中政治资本占主导地位，成为政治精英是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

社会流动呈现单一化状态。中国共产党充分地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融合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使

得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处于一种非常平衡和稳定的状态。

改革开放是中国新的社会阶层形成的 “催化剂”。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再次打破了中国社

会各阶层之间的平衡。农村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

饭等弊病，而且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使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浮出水面，农民群体的分化明显。从农村

到城市的改革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超速发展，带来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的蓬勃兴起，各种外商

投资企业中出现了大量管理技术人员，新的社会阶层产生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已经具备。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劳动分工日益精细，以服务、沟通、监督、协调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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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职能的各种中介组织应运而生①。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需求，大部

分需要通过社会组织来满足，于是大小不同、功能各异的社会组织构成了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

目前，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超过９０万个，其中全国性社会组织２２９２个，吸纳社会各类
人员就业近１０００万人。随着互联网技术运用的日益广泛，基于无线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出现的新
媒体致使媒体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产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新媒体从业人员。现代社会在

结构上具有开放性、异质性、多样性的特点，职业类型越来越细分，人们从业方式也更加多样化、

个性化，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专业知识技能，并为社会提供合法的服务性劳动从而

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这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即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

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四大群体就逐步成长

起来。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它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中国社会各阶层

的人群构成，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壮大了新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力量，提高了新的社会阶层

的政治地位。新的社会阶层的发展壮大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必将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② 新的社会阶层在利益上追求最大化、在个性上追求张扬、在自我实现上追求强

烈，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得越来越充分。新的社会阶层作为一支新的政治力量出现并展

示出强劲发展的态势，原有的政治体制要创新机制容纳新的社会阶层作为政治力量的进入，通过

制度化的政治安排让这支政治力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三、新发展阶段新的社会阶层的主要特征

新的社会阶层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产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新

的社会阶层所包含的具体群体类别在演变和积蓄过程之中还会有其他群体不断产生和加入。新的

社会阶层作为一支新生的社会政治力量，具有以下双重性特征。

（一）正式组织的低组织性和自组织的 “去中心化”性并存

作为改革开放以后新生的社会群体、社会力量，该社会阶层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数量上有

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在１９９２年中国的第三产业总产出为
１７９亿元，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为１１４亿人，到了２０１６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７４４１２７亿元时，第三
产业增加值比重为５１６％，约３８３万亿元，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达到３２８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口
的４２％。整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着整个职业结构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就诞生于这种社
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之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占据重要地位③。全国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规模不低于７２００万，其中党外人士占比为９５５％，约６９００万人。④ 这些人拥有较高的知识技
能和专业优势，绝大部分没有在单位、街道等传统意义的组织中，也没有处于相对稳定正式的社

会组织之中，而是以高活跃的个体 “原子化”存在于社会之中，处于分散状态。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在实际生活中以各种各样的自组织状态存在。这些组织具有小众性的特点，没有进行正式的注

册登记，在组织中强调 “去中心化”管理，其中没有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在社会政治参与

上尤其是体现在网络上，他们的意见表达在表面上呈现多元化倾向，但是总体上有较强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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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更及时地通过内部变革来有效应对各种复杂外部环境的挑战。

（二）缺乏政治归属感和对政治高度关注并存

我们经常说的 “体制内”，是指党政机关、国有单位、国有企业以及传统事业单位等各种机

构。改革开放前，“体制内”人员基本上涵盖了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群，如知识分子、干部等都

是在一定的单位内工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机制发生变化，

社会运行机制、社会组织机制均发生变化，“体制外”的机构越来越多，人员越来越多。新的社会

阶层的四大群体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经常游离于传统的政治管理之外。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主要在体制外的组织中工作，职业流动性高，工作场景多元化，缺乏政治归属感。但是新的社

会阶层中的很多人从事的职业就是知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他们对国家和社会上的各种信息比较

敏感，有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新闻的习惯，是社会中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核心应用群体，加上他

们分布在市场经济前沿领域，各类新闻消息对其事业发展和突破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导致他们

对政治较为关注。

（三）群体的力量聚合性和个人的行动离散性并存

无论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还是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

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他们都占据着重要的社会资源。他们不是工厂流水线上的普通工

人，也不是在农田中的普通体力劳动者，他们常常是以管理者、引领者的身份出现，在社会上与

他人交住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和改变他人心理与行为的能力。其中，很多人是从 “体制内”走出，

既带有曾经 “体制内”人士的光环，又作为专业人士是对周围人群有着很强的影响力的 “能人”，

他们为社会多个阶层关注。但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同时又追求个性，他们比较强调个人自由，和

其他阶层和社团之间的人际交往、互动沟通频度较低。

（四）阶层的开放性和职业的壁垒性并存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数量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高学历人才毕业

后进入该阶层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方向，毕竟 “体制内”的容量已经远远不能容纳每年９００多万
的大学毕业生。新的社会阶层从事的职业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成为大学生就业的 “风向标”。新

的社会阶层是开放的，是很多有较多知识较强职业能力者理想中的工作状态。由于 “互联网 ＋”
带来的经济化学仍在发酵，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① 这 “四新”

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一大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将从中产生。我们同时也看到新的社会阶层因为自身

学历层次高、职业资格要求高，社会中的一般就业人群仍然难以加入该阶层，他们从事的职业具

有较强的壁垒。

（五）社会和谐助推和扰动双向调节性并存

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主要群体之一。实证研究发现，“体制内”的中间阶层对政

府的信任度显著高于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和社会中的一般工人、农民相比，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的

政治态度不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倾向；而在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内部，和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相比较，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更加偏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态度。② 这就使得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一方面享受着中产阶层的收益，同时作为知识和技术拥有者思想更加开放，更加希望有更

宽松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并且在特定空间和时间里其可能成为激进社会话题的引领者和拥护者。

但是新的社会阶层有七成分布在民营企业中，其就业的身份在职业晋升、政策性购房、教育、看

病等方面受到现有体制的阻碍，缺乏社会安全感的社会地位让他们对现行体制不满意。作为具有

较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群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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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意见领袖，在社会舆论中有极大的话语权。① 尤其是其中的新媒体人士富有批判精神，又是

影响社会思想文化和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②，在特定话语领域和条件下可能成为干扰社会的不和谐

因素。作为社会和谐稳定状态下的受益者，新的社会阶层在社会出现不稳定因素时，常常又通过

各种形式维护社会和谐，从而保持该阶层人士在社会中的各项良好收益。

四、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凝聚起来、组织起来、发挥作用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③。统一战线工作就是把无组织的

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组织起来，把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引领起来，实现体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党

的阶段性和长期性目标。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的政治力量，我们的首要任务就

是把这支力量组织起来，在组织的基础上实现政治引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通过以上对新的社会阶层双重性特征的分析，要求我们必须组织、引领好新的社会阶层这一支新

的政治力量。

（一）用共同的政治理想把新的社会阶层 “凝聚起来”

“要坚持党的领导，依靠党的基层组织，通过团结引导、联谊交友等方式，使他们更加拥护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信任尊重团结引导，寓思想引导于服务帮助之中，充分调动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④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

士的追求目标。“中国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作为实现基础，把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现实方向，是国家发展战略和人民群众诉求之间的桥梁。“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形象表述，表述上的浅显易懂更容易引起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共鸣，激发包括新的社会

阶层在内的各阶层和群体塑造人生理想和价值目标的激情斗志，是凝聚新的社会阶层各个群体多

元力量去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梦”能够作为中国社会的灯

塔，统合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协调多元分化的利益冲突，激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拥有自己的 “中

国梦”，从而增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目标的真正理解和高度认同，把新的社会

基层人士团结在 “中国梦”周围，让 “中国梦”真正成为引领新的社会阶层的一面光辉旗帜。共

同政治思想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深悟透这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深入到新的社会阶层中去，围绕新的社会阶层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开展好对伟大祖

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教育，真正把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的思想引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来，增进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共识。充分体现共同政治思

想的 “中国梦”这面旗帜色彩一定要鲜明，这样，我们才会在政治引领上更加有定力、更加有持

久性，才会让新的社会阶层安心聚力。

（二）用有效的形式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 “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实现抗战胜利指出，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⑤，并强调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

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同群众相结合”的大前提是深入群众的生活、虚心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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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为群众谋幸福。党在建国之初，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中国基层民众组织起来，让中

国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７０多年过去了，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组织起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体制发展形成的最大财富之一，是我们党工作的比较优势。① 我们把中国社会不同群体组

织起来，把不同的民族组织起来，把社会和政府组织起来，使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凝聚力

最强的现代化国家之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创新发展的重要领域，要

总结推广实践创新基地建设经验，以 ‘组织起来’为依托大胆探索，紧紧依靠基层党组织，扩大

工作覆盖面，团结更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②。面对新的社会阶

层蓬勃发展的形势，利用现有各种群团、统战性社团等平台的制度化组织能力，不断拓宽组织的

载体、提高群体的覆盖面、提升组织的功能，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各类联谊组织的作用，让新

的社会阶层在现有的政治体系、社会体系中建立起组织化的途径与渠道。

（三）用创新的方法使新的社会阶层的正向作用 “发挥出来”

新的社会阶层是在服务社会中成长壮大的，是通过服务社会实现服务大局的。有意识地把新

的社会阶层中代表人士选拔出来、组织起来，由被动服务社会到主动让他们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服务社会、正面发声，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公益活动、国家发展大局的正向力量。一要树立让新

的社会阶层发挥作用的思维导向，构建起 “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团体积

极参与”的社会化大统战工作格局，建立各种双边和多边协调机制，根据新的社会阶层中律师、

网络意见人士、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的不同特征精准施策，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

教育培养上形成心往一处想的思想合力。二要打造让新的社会阶层发挥作用的组织平台，为新的

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发声发力提供支持。与各大主流新闻媒体、文化传媒企业一起组建网络代表人

士队伍，引导其在互联网舆论领域正面发声，弘扬正能量、传播主旋律。与民政部门合作，建立

和完善新的社会阶层联谊组织的规章制度，提高新的社会阶层联谊组织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

范化的水平和底气。三要创新让新的社会阶层发挥作用的项目活动。对于新的社会阶层这支社会

建设生力军，要通过活动尤其是集体活动推动新的社会阶层建立内部语言和团队精神，增进阶层

内部凝聚力和整合力；深化新的社会阶层和公众之间的交往，增进他们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扩大

新的社会阶层对社会的贡献和美誉度，凸显他们在社会上的价值和知名度。通过项目活动，不断

激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热情，畅通他们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增加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的机

会，帮助他们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发挥他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

独特优势和作用。

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他们是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重要社会推动力量，是我们党可以信赖的重要社会政治生力军，做好政治引领就是把他们

把实现个人梦、群体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群体发展与国家事业

结合并统一起来；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智力密集、资源丰富、成员众多、联系广泛等优势，

把他们的长处和新时代的社会需要统合起来，把他们的愿景和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统一起来，引

导他们和其他社会力量一起共同推动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新征程上贡献智慧和力量。

责任编辑：念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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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贵州地下党统战
工作实践与当代启示

沈　港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解放战争时期，贵州地下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构筑了广泛且有效的统战格局。
这一格局的构成主要包括报刊宣传组织、学生青年、工人阶级、军事武装力量以及国民党上层和

爱国民主人士等的统战工作，为塑造党的正面形象、保存和抢救贵州工业资源、加速贵州解放取

得重要成效。贵州地下党利用 “多样化”的统战宣传方式、“实效化”的统战策略、“组织化”的

统战领导原则，形成了宝贵的统战经验。以史为鉴，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我们要坚持把党的领

导作为统战工作根本前提，坚持因时而变、应势而动的策略方法，坚持胸怀天下，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坚持多元媒介构造统战宣传大格局，为民族复兴注入磅礴泉源。

关键词：解放战争；贵州地下党；统战工作；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２９－０９

抗战时期，国民党将南京政府迁至重庆，贵州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战略基地，并依照大

后方的独特地缘环境，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贵州地下党遵照

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在抗战后期撤销贵州省临工委，之后各地党组织隐蔽下来，利用其他方式开

展革命活动，为党组织的发展积蓄革命力量。解放战争开始后，革命重心发生偏移，面对国统区

有增无减的波谲云诡形势，贵州地下党开展统战工作，利用多种形式的爱国民主活动广交社会各

阶层朋友，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为顺利解放贵州奠定坚实基础。这一

时期的统战工作是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总结党在解放战争时期

统战工作经验继而提供当代借鉴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术界针对解放战争时期贵州的统战工作研究成果并不多。聚焦抗战时期贵州的统战

工作有过一定的总结但未形成专题研究，①另一些研究则以抗战时期贵州某一市为背景，展开统战

工作的探讨②，有的以贵州知名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为研究内容③，有的则是研究红军长征转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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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开展的统战工作①。本文将时间范围限定为解放战争时期，聚焦贵州地下党开展的统战工作进行

研究。

一、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的统战工作实践

中共贵州地下党在开展统战工作的实践过程中，着力通过有效的统战宣传策略，将党的政治

主张传导到民众，并针对不同阶层进行统战工作，扩大统战工作覆盖面，增强党的武装力量，为

解放贵州做出突出贡献。

（一）发挥报刊统战宣传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相应的统战宣传方面与抗战时

期有所区别，又要突出重点。抗战时期，党领导下的报刊以全民族统一战线为前提，揭露日本法

西斯行径，号召全民共御外敌。而解放战争时期政治形势发生改变，宣传的目的一方面是揭露国

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要将党的政治主张传播给民众，使民众充分认识党的路线方针，

坚定对共产党的拥护。在这种背景下，贵州地下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发挥报刊独特的宣传作

用。在宣传过程中，贵州地下党将统战工作落到实处，利用国民党的报刊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

张发声。如地下党员张鸣正、黄先利用 《中央日报》《贵州商报》记者、编辑的身份，广交朋友，

宣传党的政策。② 用国民党官报进行宣传，扩大了宣传的覆盖面，报刊的宣传鼓动作用不言而喻。

而发刊词作为其振聋发聩的口号，往往对民众有着重要的引导价值。据萧奇富回忆：“根据中共中

央的指示，地下党员将贵阳 《力报》进行改组，响亮的提出：《力报》作为追求真理的园地，望

读者来共同发掘真理……为了追求真理，就要揭露丑恶的现实，让黑暗与丑恶在我们面前发抖

吧！”③ 发刊词以独特的语言魅力，营造出一种肃穆气氛，也体现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在革命斗

争中，党组织还通过秘密出版一些机关刊物将党的最新文件传达下来，供党内同志阅读。例如，

遵义油印的 《曙光周刊》，省工委出版的 《真实》刊物，帮助地下党员明晰解放方针，从而将党

的主张更好地传达，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在动员民众、瓦解敌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团结国民党上层和爱国民主人士

将宣传教化功能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就是尽可能地团结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发展民主

的革命活动。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

敌人，当然敌人也想孤立我们，但被孤立的只能是他们自己。”④ 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需要极强

的工作艺术和工作技巧，要游刃于各种势力之间，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效。这一时期，贵

州地下党组织通过与各地的国民党官员接触，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贵州地下党员王家鼐、黄体贤

与兴仁专署专员谭本良秘密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并起义成功。⑤ 在织金县，县工委派中共党员毛少

益打入织金县三民主义青年团总部任秘书，为共产党搜集情报，又派黄典伍利用亲戚关系打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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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织金县民众教育馆，开展地下活动。① 同时，贵州地下党组织主动适应贵州少数民族的特点，

与少数民族联系密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贵州地下党组织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接触，宣传党

的政策，做好上层统战工作。这些，充分彰显了党的统战工作策略方针的正确性，既团结了少数

民族地区的进步力量，又减少了在解放过程中的阻力。在开展统战工作中，贵州地下党组织不仅

针对上层人士的统战，也涉及中下层的，如各地的国民党乡保保长，把这样一批社会基础力量团

结起来，辐射的统战范围更大。另外，贵州地下党组织还掌握统战策略，利用已团结的进步力量

进行扩大化，让他们进行二次动员，这样的宣传更具效果。如彝族龙腾霄同志，组织创建革命武

装力量并积极主动开展对中、上层人士的说服工作，在１９４８年将云南烤烟技师王贵寿接到糯寨，
以传授技术为掩护积极从事地下活动，为党筹集了活动经费。②

（三）掌握军事反蒋武装力量

１９４７年３月８日，党中央发出了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要趁国民党统治区
后方兵力空虚、征兵征粮使民不聊生、群众斗争情绪普遍增高的有利时机，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

况，有步骤地发动与组织农民和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③ 加强国统区党能领导和

掌握的武装力量，不仅是应对反动派对人民的控制，更是壮大储备力量以应对蒋介石的武装，是

统战工作团结武装力量的又一实践。据盘北游击队第八支队副队长龙野平回忆：“在南方局和罗盘

区的指示，盘北游击支队逐步发展壮大，以反 “三征” （征兵、征粮、征款）口号发动群众全力

开展策反工作。”④ 盘县第６、第７、第８支队建立后，通过组织整顿逐步壮大起来，其中第６支队
全支队共有骨干６４名，队员６００余人，各种枪支３００余支；第７支队共有骨干８６名，队员７００余
人，各种枪械４００余支；第８支队能召集３００人 （枪）。⑤ 受此前红军活动的影响，长征时期贵州的

扩红成绩显著，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贵州地下党抓住这一优势，开展全省区域范围的游击战争，

以武装的力量对抗国民党反动势力，在统战工作和强力宣传下，许多国军部队起义投诚，而针对少

数民族较大势力武装力量，党组织积极做工作，促使他们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极大减少了解放阻力。

这一时期，群众的热情高涨，先后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黔东纵队、黔北游击队、猫场农民武装组

织、大硐口游击队、普定县游击队、川黔边区游击纵队、思南游击支队等游击武装队伍。

（四）凝聚学生青年的进步力量

学生是运动中的先锋，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号召力，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中坚力

量。针对国民党对贵州的盘剥，中共中央指出：“尽管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

的斗争，像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⑥ 在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贵阳大中学校

发起以 “抢救师长员工生活”为主题的反饥饿运动，掀起了贵州反蒋民主运动的高潮。贵阳师院

学生组成 “贵阳师院反饥饿运动委员会”，举行游行示威时高唱：“薪水是个大活宝，要和物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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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跑，物价一天涨一尺，公教人员不活了！”① 鲜明表达了师生的诉求，反映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民

众生活现状，从而激起民众爱国热忱，为争取生活改善而发声。同时，在歌曲宣传过程中，贵州

地下党注重结合重要节日，扩大宣传效果。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由学生自治会组织的清华中学十一周

年纪念会上，革命的、进步的歌曲和诗朗诵，对全校师生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贵大师生在

１９４９年 “五四运动三十周年文艺晚会”上，邀请乐恭彦 （后被国民党暗杀的地下党员）讲师上台

独唱了 《让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等好几首革命歌曲。② 特殊的节日烘托出的爱国气氛，将文艺活

动具象化，赋予了歌曲、戏剧、朗诵会新的表征内蕴。在遵义，地下党员幸必泽和王孝源联系遵

义省高中学生，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学生，掌握学生自治会等学生组织的领导权，取得合法地位以

利于开展斗争。③ 学生运动不局限于学校，而是通过学校与民众密切联系，利用学生中的积极分子

做民众中的宣传动员工作，为统战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青春活力。

（五）发挥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他们破坏已有的工业、道路、桥梁等，以

便撤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除了领导人民游击战争，配合解放军进军外，还发

动和组织民众保护城市、交通、邮电、工厂、学校、仓库、银行等，遏制统治当局溃败前的破坏

活动。发动各大工厂、电信局等的工人，通过自卫斗争反对压迫和争取独立。解放战争时期，贵

州的工人反蒋民主运动主要体现在大定羊场坝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的罢工斗争、贵阳电信局职工的

怠工斗争、公路运输系统的工人运动以及其他城市随之响应的护厂行动。贵州地下党员早期通过

各种方式打入工厂内部，团结大批先进工人，拥有一定的民众基础。面对国民党当局破坏电信设

备阴谋，地下党员组织工人消极怠工，粉碎其销毁电台的阴谋。“由于电台工人少，不能采用武装

护台，只能采取拖延的方式，一方面把机器上的电子管拆卸下来隐蔽，还找一些破旧东西装箱来

以假乱真。”④ 贵州地下党组织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一些爱国人士深受感召，主动帮助民众进

行护厂运动。这些护厂行动保障了民众的生存发展权利，调动了工人阶级的爱国积极性，基本上

阻碍了国民党破坏的 “应变计划”，并取得积极成果。仅遵义地区，国民党茅草铺有三十多万斤的

粮食，伪军政部第七军械总库遵义仓库有大批子弹约一百万发，各种炮弹一万多发，手榴弹四十

五万发，以及大量黄色炸药和军事装备，还作为当时黔北转运中心的遵义存盐约四百吨，都在地

下党的组织运作下得到了有效的保护。⑤

二、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成效

贵州地下党领导的统战工作，通过多种艺术策略，覆盖范围既包括广大的农民、青年学生、

工人阶级，也包括针对敌伪派、顽固派的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为贵州的解放做出

了突出贡献，深刻阐释了党领导下统一战线工作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是党运用统一战线这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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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的生动彰显。

（一）认清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塑造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当局为了巩固独裁统治，不顾民众的和平意愿发动内战。贵州当局继续

反动统治和高压政策，限制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基本生存权利。１９４７年，国民党宣布实行 “戡

乱总动员令”，之后又颁布了 《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令》等反

动法令，利用各种反动政策加紧对统治区的镇压，以满足其发动内战的需求。这种反动统治随着

解放形势的发展，愈发严重。为了诋毁共产党的形象，国民党当局管辖的中央社和几家官报编造

了许多无中生有的消息，并对党的民主政策进行虚假歪曲。贵州地下党通过团结社会各阶级、各

阶层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反动统治展开斗争，帮助群众认清反动统治的本质，扩大了党的群

众基础。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当局炮制了一套 “应变计划”，通过了 《贵州省反共保

民救国纲领》，其宗旨就是：“以行政系统为纲，纠集地方武装反共力量，以便解放军到来前进行

阻扰破坏，解放后进行暴乱，骚扰。”① 这些反动政策强化了对群众的政治控制，暴露出国民党当

局独裁统治的真实面目，而其针对颓势做最后的挣扎，通过各种手段破坏已有的工业基础则是对

资源的进一步破坏。除此之外，国民党当局逮捕进步积极分子、群众，控制报刊宣传阵地，压制

爱国进步思想。贵州地下党将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始终坚持有理、有节、有利的斗争策略，使

国民党政权日益动摇，共产党的主张逐渐深入人心，尤其在少数民族居多的贵州地区，共产党的

民主思想传播范围更加宽泛，塑造了正面的形象，赢得了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二）保存和抢救一批工业资源，奠定贵州工业发展基础

国民党迁都重庆以前，贵州在抗战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且由于交通闭塞，导致经济发展相对

滞后，工业基础发展薄弱。抗战以来，东部大批工厂内迁，随之带来大量迁移人口，贵州的工业

在这一时期得到短暂的发展。抗战结束后，大批内迁的工厂、高等院校迁回原地，贵州的经济发

展遭到打击，工业方面甚至出现萎缩。解放战争后期，贵州当局奉行所谓的 “搬家行动”和 “坚

壁清野”，将贵州的工业资源重整带到中国台湾，带不走的就实行破坏策略，加紧对工人的剥削，

防范贵州地下党在工人中的活动，并且对电厂、铁路、公路等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严密控制。

１９４９年，二野发出指示：“大军即将进军贵州，解放后遵义设市，要保护遵义地方不受破坏，资

财不受损失，特别是粮食不受焚毁，不要运走，电厂要继续发电。”② 中共中央已经明确接管城市

的政策，要求尽可能保护现有的工商业资源，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解放战争初期，部分地下党

员就已经渗透到各类工厂中，与厂内积极分子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大批工人阶级，为后期的护厂

运动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护厂行动的感召下，大批工商业者不仅没有在解放前离开，并

且自发组织起来保护经营的各类工商业。学校的地下党员在这一时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动动

员工人、学生巡逻，保护附近的工厂和学校。同时，针对国民党破坏贵州重要交通要道如桥梁、

铁路等行为，地下党员也积极应对，避免承载工业发展的交通行业遭到损失。共产党领导的多种

行动，从国民党手中顺利抢救了一批重要的资源，保护了本就萎缩的贵州工业，为解放后贵州的

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加速解放贵州步伐，呼应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贵州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重要战略基地，是国民党重点统治区域，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意

·３３·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贵州地下党统战工作实践与当代启示★沈　港

①
②

中共贵州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 （第一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８２页。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贵州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贵州党史资料 （第４辑）》，贵

阳：贵阳大南印刷厂，１９８６年，第１６５页。



将其建成反共剿共的基地，以维持其反动统治。贵州地下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展广泛的爱

国民主运动，尤其在初期的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取得显著成效。以学生为主体的爱

国民主运动，调动了全省热血青年的爱国热情，他们对蒋政府日益不满，对贪污腐败的统治现状

强烈反对，当时在贵大、师院、贵阳中学、省立高中、贵师、女师、女中和中山中学都有他们开

展的学运活动。在都匀，龚鳌 （地下党员））回忆道：“都匀扶轮小学中大多数都是工人的子女，

而且年岁较大，他们要求进步并向往革命，有些毕业出去的学生奔往南京、江西等地迎接解放

军。”① 正是地下党的积极宣传下，贵州的学生青年渴望早日解放，不仅在思想上接纳解放军，更

是从行动上密切配合。除此之外，以工人为主体的广大群众、倾向进步的工商业界、国民党贵州

当局的开明人士都深受共产党的影响，为顺利解放贵州做出了积极贡献。１９４８年针对蒋政府的最
后挣扎，中共中央指示：“党在蒋管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晰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

群众而不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②

在此基础上，贵州地下党密切联系群众，利用群众的广泛力量扫除解放的障碍。一方面深入群众

中宣传，加强群众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另一方面动员群众积极配合解放行动。大批武装游击队的

建立、组织起来的 “护厂、护校、护工”的保护行动，有效地在国统区与反动派展开斗争，牵制

了国民党部署正面战场的军事力量，并且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利用贵州作为后方相持的阴谋，加速

了贵州的解放步伐以及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三、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

贵州地下党领导的统战工作，显现了与党中央的政策保持一致又具有地域政治环境的特点，

以 “多样化”的宣传方式、“实效化”的斗争策略、“组织化”的运动领导，将统战工作优势充分

彰显出来，是贵州顺利解放必不可少的实践要素。

（一）以 “多样化”的统战宣传方式，构筑全方位的政治宣传攻势

首先，解放战争时期，在贵州地下党的领导下，宣传工作主要是帮助全省各族人民认清国民

党的反动面目，根据解放形势的变化，适应性地调整宣传策略，并密切配合党开展的兵运、民运、

学运等统战工作，为取得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不断努力。贵州地下党的宣传方式多样，他们以报

纸、刊物、组织文艺社团活动等载体，极大地解放民众的思想，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报刊宣传，

是当时覆盖面最广，也是一直沿用的宣传方式。当时，贵州报刊受国民党的控制，大批量公开发

行宣传党的主张政策较为困难，贵州地下党利用分散在各地的党组织的特点，组建报刊编印室出

版地下报刊，以秘密的方式在民众中进行宣传，并且与学校的读书会相联通，通过宣传部分主体

带动全部主体，使得宣传的受众面积以被动变主动的方式不断扩大。

其次，地下党也通过国统官报发声，其背后逻辑离不开一批地下党员的统战工作，离不开宣

传策略的灵活选择。创办自有刊物也是重要的宣传方式，这一时期的刊物内容主要为介绍全国解

放形势，增进民众的胜利信心，如中共贵阳特支创办的 《理论与实践》，还有地方党组织创办的报

刊，多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主。同时配合报刊，印发传单等进行宣传，如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

在 《告贵州人民认清敌我，争取人民解放的早日胜利》表述道：“一切过去受瞎气、受压榨的贫

苦劳动人民，这是千万年来第一次，我们翻身的时候到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洗净无限的痛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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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丰衣足食快快活活的好日子了。”① 此外，读书会、教唱革命歌曲、文艺演讲会、学校社团组织

的朗诵会、舞台戏剧、木刻画、壁画等各种形式，都对推动爱国民主活动进程起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二）以 “实效化”的统战策略，逐步瓦解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国统区环境复杂，抗战时期贵州作为大后方，容纳着学校、工矿企业、社团的迁入，承担着

后勤保障要地角色，自贵州军阀被蒋介石以各种途径瓦解后，贵州的地理位置也愈发变得重要。

首先，应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贵州地下党利用早期建立的良好群众基础，通过卓有成效

的斗争策略，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瓦解国民党统治基础，促进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战

争时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不断失败，导致经济危机凸显，民生凋敝。为应付这种复杂局面，贵

州当局通过放开鸦片禁令、捐税等手段加深剥削，令民众苦不堪言。针对这一现状，贵州地下党

领导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切实维护自身的生存权利。在斗争过程中贵州地下党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统战工作中，他们善于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逐个击破，瓦解其统治基础，充分彰显斗争策略艺

术。他们发动工人阻止敌人迁厂，开展护厂斗争，利用蒋嫡系厂长顾光复和非嫡系副厂长汪福清

在迁厂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以拖延时间无法搬迁②。通过间隙矛盾既达到了护厂要求，也避免了党

的秘密工作被公开的危险。

其次，贵州地下党组织在斗争过程中还利用知己知彼战术，未雨绸缪，提前开展针对国民党

贵州统治区域的调查。如在凤冈，地下党员按照 “三勤” （勤学、勤业、勤交友）精神，认真教

书和广交朋友，并利用节假日、以游山钓鱼为掩护，进行地形、交通和各种社会调查并搜集有关

情报，绘制了凤冈地图。③ 中共贵州省工委１９４９年５月发出指示：“要求所有党团员必须从事城市
政治、经济、社会、帮会、反动党团详细情况的调查。”④ 调查研究所得来的有价值的信息，为顺

利解放贵州奠定了基础，也为贵州解放后党开展诸如土地改革、剿匪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以 “组织化”的统战领导，发挥第二条战线的强大牵制作用

在推进解放贵州的进程中，中共中央以实现和平与民主为目标，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宣传和政

治斗争，在国统区形成了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社会各阶层联动起来呼应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彼时的贵州解放进程，实现了 “内部组织”与 “外部组织”的双线作战。

首先，“内部组织”是指在抗战胜利后，由于受到国民党大肆搜捕地下党员的影响，当时贵州

省工委被迫解散，各地的党组织转移到地下以及党员疏散隐蔽。解放战争爆发后，这些党组织就

相继发动起来开展活动。“外部组织”则是贵州归属中共华南局领导，派驻共产党员到贵州工作。

当时恢复的贵州省工委、建立起来的中共贵阳特支，同时云南、四川、广西、湖北等地也先后派

遣党员到贵州开展革命活动。双线作战的特点，构筑了区域方位化的活动格局，以纵向的组织领

导避免与贵州地下党发生横向关系。其次，在贵州地下党 “组织化”的领导下，学生运动成为斗

争的前沿阵地，学生教师群起响应，凝聚起了贵州各大高校的进步力量，他们斗争过程中起到了

重要的牵制作用，迫使反动派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贵州省工委建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中共

贵阳特支建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都辐射到贵大。如果说贵州的学生运动是给予高度腐败的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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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当局的当头棒喝，那么由学生运动演变为工人运动的结果，则是加速国民党倾覆的一剂良药。

虽然贵州的工人运动不像学生那般轰轰烈烈，但其斗争形式转化的良好结果，则是在有限的斗争

范围中获得最大化的权益保障。

最后，工人运动演变的护厂、护校、护台运动，消解了自有财产不被当局破坏的危险，彰显

了全体民众万众一心的抗争决心。正是由于地下党员的积极斡旋，用充满斗争艺术的策略手段，

达到了牵制贵州当局的显性价值，这也是间接在经济方面对国民党展开斗争的一次实践。贵州地

下党的组织领导能力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以有效的组织传播力、组织践行力实现了 “组织化”

的蜕变，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组织化领导特点的充分表达。

四、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统战工作的当代启示

贵州地下党领导的统战工作，通过多种艺术策略，覆盖范围包括广大的农民、青年学生、工

人阶级，团结了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是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开展统战工作的有力实践，充分彰显了

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的历史价值，为新时期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前提

首先，统一战线作为党的重要法宝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独特的价值导向。毛泽东

同志指出：“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都是不能胜利的。”① 作为早期军阀直接

统治和后期国民党的重点封控区域，贵州开展统战工作绝非易事。解放战争初期，贵州地下党还

处于恢复发展阶段，为加快解放贵州步伐，贵州接壤的省份在这一时期也派遣地下党员进驻贵州，

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构筑统一战线大格局。他们在横向领导上不发生关系，但背后需窥见的是，

这些工作都是置于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方能产生合力效应。

其次，统战工作的领导权问题，毋庸置疑党是实现长期执政的基础所在，命脉所在。因而，

站在新时代的方位上，统战工作的前提就是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夯实党同各阶层人士的合作基础。

不断强化党的统战工作领导力、统战工作凝聚力、统战工作向心力，矢志不渝将统战工作置于党

的领导之下。

（二）坚持因时而变、应势而动的策略方法

时代催生出新的理论品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需随时间、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依托当时贵州

的历史境遇开展的统战实践，能够从方针和行动上阐述统战方法的因时而变、应势而动这一当代

启示。

首先，蒋介石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矛盾并非抗战胜利后生成激化，而是全面抗战时期被更为

主要的矛盾所遮蔽。主要矛盾解决后，国共两党的矛盾置于放大镜之下，彼时共产党由号召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整为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铺开，所涉及的阶段特征、内

部矛盾、斗争策略发生显著变化。贵州地下党及时变更统战方针，由先前的 “隐蔽精干，长期埋

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逐步过渡到早期针对贵州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如

当时的 “反饥饿”运动，正是对腐败经济的强力回应。而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节节攀高，地下党

把握良机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防止国民党仓皇出逃而对贵州工商业和基础设施的破坏。

其次，有效总结党领导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并随环境变迁进行再创新，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

命，也是党强化统战工作需解决的时代课题。面对着新的复杂社会环境、社会利益相交互织的动

态关系，着力优化市场经济下的弊障，向有利于民生利益福祉的方向迈进，是统一战线因时而变

的当代标志。应势而动，则是主动求变，于变局中开新局，要求我们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

线思想为指导，用开拓创新的精神适应性转化统战工作的方针策略，牢牢掌握 “最大公约数”这

一内在要求，将统战工作的策略方法创新化、精细化、指向化，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凝聚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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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磅礴的力量源泉。

（三）坚持胸怀天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贵州地下党领导下的统战工作突破了原有统战对象、统战阶层的局限，并且兼容了贵州独特

的地缘环境以及政治状况，尤其是在探索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战工作方法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为顺

利解放贵州减少阻力，构筑起全方位的统一战线格局。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地下党在开展统战工作时，在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少数

民族游击武装队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赢得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如威宁游击团建立后，就将

统战工作放在首位，走进田间地头，成立了宣传队，“他们深入威宁西北苗村彝寨三百多里，演唱

自编小型歌舞、话报剧，如 《保长拉兵》 《回头是岸》 《穷娃参军》等，而且还以摆 ‘龙门阵’

的方式，访贫问苦，用彝语、苗语进行宣传。”① 统战工作不仅是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有

效方式，也是党的统战部门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更是凝聚众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护舵手”。

首先，统战工作的 “一体多元”的表征显现出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辨解放战

争时期贵州的统战工作，并不仅在于为了顺利解放这一目的，其背后逻辑离不开党始终如一践行

的谋得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这不仅仅是党矢志不渝开展统战工作的使命担当，更

是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斗所积累出的 “胸怀天下”的宝贵经验。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辩证统一。胸怀天下构筑的大统战格局，

必定是要加强国内统战工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社会各阶层、党外人士搞好关系，团结各族同

胞汇聚成最大 “同心圆”；也要开展好对国际的统战工作，中国梦与世界梦息息相通，倡导 “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构建广泛、科学、有效的统战格局，以中华民族历来传承的爱国统一、自强不息的

民族精神抵御未来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四）坚持多元媒介构造统战宣传大格局

首先，统战部门不同于其他党政部门，它是我们党保持同党外人士紧密联系的桥梁，它起着

铸牢中华民族大团结、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新时代的统战工作要取得理想效果，必须继承

和发扬党的统战经验，持续推进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自上而下建立起精细化的统战机制，拓宽统

战工作范围，深入挖掘统战工作领域中的短板，及时补牢工作漏洞，以实效化、科学化的统战策

略，良好的工作作风构筑起大统战格局，而且这一格局的构建必须是以党的领导为前提，国家的

整体利益为根本，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导向。

其次，在宣传过程中，也要积极利用多种媒介进行宣传，如报纸、期刊、互联网等各类平台。

将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做到实处，多利用如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团结报》等主流报刊，将

最新的统一战线思想、统一战线政策、统一战线理论传递给民众，让他们知晓统一战线工作开展

的成果。在进行宣传的过程中，要适应新阶段的发展变化，当前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如中介

组织、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他们的日常活动多与网络密切相关，要通过网络化的

方式，开办网络联谊组织、组建实践培训基地，建构起相互信任尊重、共同团结进步的良好局面。

总之，多元化的宣传主体，同向协力构筑起宣传大格局，这样才能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进程中，广大统战成员携手同行、同心同德，呈现政治责任与政治品格的互益补充，从而在新

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中，达到奠基中华民族 “强起来”的大国之路。

责任编辑：念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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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与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研究

杨喻童，罗发洋，周俊华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建党史，是党带领中国人民的建国史、富国史、强国史，从而开
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互动的，中国现代

国家建构的路径有别于西方国家，主要由中国共产党主导。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起，便肩负着

复兴中华民族和建构现代国家的时代重任。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现代

国家，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跨越，使中国重新回归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这

一切都得益于中国共产的领导，并由此形成中国政党治理主导国家治理的新型范式。这一范式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政党制度为核心要素，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创新性，能够促进中国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障，也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经验。

关键词：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中国共产党；现代国家建构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３８－０９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治理理论兴起后，促使学界关注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与国家治理效能之间的关系。无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政权稳固、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随着全球化带给

人们视野的扩展，人们对政体和政党制度类型不同的国家治理效能进行关注和思考。在对第三世

界国家现代化问题的关注中，塞缪尔·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提出其著名的命题：“现代
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①。基于西方民主价值观念研究立场的学者把亨廷顿所言

的刚刚走上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容易产生的不稳定归因于民主政体，具体说是把一个国家的政治

稳定和治理的有效性归结于民主政体和政党制度，即是否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以三权分立

为政权组织原则、以自由选举为政权产生形式的所谓 “自由民主政体”，是否以英美资本主义国家

为模板在政党制度上采用两党制或多党制。

然而，事实已经证明，照搬照套西方国家政体和政党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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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无效治理甚至已经沦为 “失败国家”。长期以来自我标榜为 “自由灯塔、民主模范”的美国

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了解不开的治理死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

国取得良好的治理绩效并在此基础上孕育了一种新型的国家治理范式，即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国家

治理范式。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是一个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治理水平高的国家往往政治稳

定、经济繁荣、人民安乐。国家治理系于强有力的政府，而政府是否强而有力依赖于执政党执政

能力的高低。中国何以强，缘有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就是其领导中国人民的建国史、富

国史和图强史，中国国家治理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国家治理的特征是政党治理主导国家治

理，中国之治得以立足的中国之制开创了一种国家治理的新范式。

二、国家治理与政党治理关系的中国特色

（一）何谓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理论源于治理理论。治理理论兴起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西方学界对政府与市场、
社会的关系的重新反思。治理的理念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人们意识到治理不仅

限于经济领域，国家同样面临公共治理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治理理念被广泛应用到国家公共

管理和基层治理领域，国家治理逐渐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热词。早期的西方治理理论带有浓厚的

社会中心主义色彩，甚至强调排斥政府和国家，主张 “去国家化”。治理理论创始人詹姆斯·罗西

瑙 （ＪＮＲｏｓｅｎａｕ）指出，治理是一种实现共同目标的活动，它不同于统治，实施的主体未必是政
府，也不需要依赖国家的强制力来执行。① 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思想注重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和限制，

认为反之就会对公民个体和社会产生压迫，导致不自由。所以，早期的国家治理理论认为国家治

理的核心参与者是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私人部门，他们和政府协同来制定与执行政策。治理的网

络是平等、开放的，官方与民间行为主体间不存在自上而下的领导关系。显然，社会中心主义的

治理理论是基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实践与自由主义的传统思想产生的，其根本目标是要实现政治民

主化、经济自由化和治理社会化。

从政治学角度看，各国历史文化、政治演进、经济发展水平等发展路径各自不同，西式治理

模型不可能适应所有国家的现实治理诉求。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模式、赋予社会更多权利，

很可能造成政治失序并引发公共危机。因此，丹尼尔·考夫曼 （Ｄａｎｉｅｌ·Ｋａｕｆｍａｎｎ）和弗朗西斯
·福山 （ＦｒａｎｃｉｓＦｕｋｕｙａｍａ）等学者对社会中心主义的治理理论框架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形成了
“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中心主义分析框架。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理论在承认治理行为体的多样性

的同时，重申政府具有独占性、强制性权力，政府应在治理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只有通过政府

将社会中的其他行为体吸纳、组织到治理机制中来，才能最大程度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增进

公共福祉，促进公共利益。

国家中心主义与社会中心主义的治理理论并非完全对立，二者也具有共识：一是国家治理的主

体与对象是多元的，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等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总和。政府干预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往往需要与其他社会力量紧密合作才能实现有效治理。在治理过程中，主体和对象可能会

相互转换。二是国家治理需要以完善的规则或制度作为载体，在此基础上实现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

的上下联动，运用国家法律、公共政策、民主协商、对话合作、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多措并举来

实现国家治理。三是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是实现 “善治”，即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相互

融合、化解冲突与矛盾，维持社会秩序，促进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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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展现了我国国家治理把坚持党的领导

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结合起来的根本优势，吸纳了各种治理范式之优长，其与西方治理的区别也

愈加清晰。本文所指的国家治理即承认国家治理是多元行为体协同实现的，但政府是多元中的主元，

亦即政府通过整合机制和制度设计，借助市场、公民社会等多元力量对国家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

使得它们能够相互协调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二）何谓政党治理

政党治理的理论源于２１世纪初治理理论与善治理论的兴起①。有的学者从政党的组成要素来

对政党治理进行解读，有的学者从政党的组织结构来对政党治理进行阐释。但不论是 “要素说”

还是 “结构说”，都只描述了政党治理中的一个或两个方面，其含义并不完整。比较全面的是政党

治理理论的三维说②，政党、社会、国家的三维结构分别对应政党治理的三个维度———党内治理、党

际治理以及党外治理。所谓党内治理就是政党对本身的成员、组织结构、制度规章进行规范的一种

形式，包括制定了的基本纲领、共同目标、宗旨、组织结构等。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党的建设，包

括了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等，准确地判断和掌握

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保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际治理

着重凸显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

们国家独创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在 “长期共存，互相

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的指导下，其他民主党派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活动机

构，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的职能。这一新型政党制度，不仅十分契合我国的社会历

史现状，而且充分整合和有效利用了社会各方资源。党外治理就是党领导国家，人民在党的领导和

支持下对国家进行治理的维度。对国家进行治理的主体是政府，而构建政府的主体是执政党。政党

对国家的治理是通过政府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

将党的方针与政策转化为国家发展的方针与政策。这些共同构成了政党治理应有的三个维度。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以及法律法规安排③。政党作为行政主体的建构者，

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将从以下两个维度来阐释政党治理是国家治

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政党治理的第一个维度：党内治理。一个现代性的政党，有自己的性质，包括一定的纲

领、宗旨，执政方式以及组织架构。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是这样表述其性质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

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

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人民

至上的执政理念，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度。人民和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形成和发展的

核心。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党内管理，坚持 “初心”，保证党始终如

一，顺应时代发展的背景下以更为 “民主”的方式服务人民。这与我国国体———人民民主专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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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契合，与国家治理的理念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推动政党治理

体系建设，是促进国家发展、加强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２．政党治理的第二个维度：党际治理。政党是现代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当今世界
有２０００多个政党、政党制度又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等。而我们国家独创的由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的政党制度。一个国家治理的实施主体是政府，而构

建政府的核心则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政党制度，既不是一党独大，也不是两党轮

流执政，更不是多党竞争，而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和领导，各民主党派接受党的领导，合作参政。

这既在国家治理中坚持了党的领导，又契合了我国坚持的民主与协商的理念。这一新型政党制度，

不仅顺应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历史发展与现实需求，更能有效避免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弊端。

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经验。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治理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新型国家治理的核心特征，是中国新型国家治理范

式的核心要素。

三、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国家建构的百年互动孕育了新型的国家治理范式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

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主流形式，其在欧洲中世纪晚期出现并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普遍形成，

是传统型国家和集权型国家相继崩溃后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换言之，现代民族国家是指由一个

或多个民族共同建立中央集权制政府、具有统一的民族利益以及共同的国民文化、由本国统治阶

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一般认为，现代国家具有以下特征：主权独立，领

土统一，疆界明确；中央集权，国家垄断暴力；人民主权取代王权成为国家的中心与基石；具有

共同的政治文化和民族语言；具有统一的民族市场。

纵观世界２００多个国家的建构史，各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背景、路径和主导力量并不相同。

不管各自的路径差异如何，西方现代国家基本上都是沿着两条路径建构的：一条是社会力量主导

的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通过暴力形式进行革命斗争，最后推翻封

建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完成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以及社会公共政策等诸

方面的现代建构，以激烈的质变方式形成现代国家。这条路径以英、法、美为代表。另一条是国

家力量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路径，即在社会政治、经济严重危机的迫使下，在保留王权、

保存大量封建残余制度和政治力量的基础上，由封建王朝上层进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

度、军事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公共政策等一系列的改革，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建构现代

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属于这条道路的典型。

各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和主导力量是由各个国家历史发展的特点、政治传统、国际背景和

国内政治格局所决定的。在君主专制确立以前，西欧是一个以封建割据为基础的基督教世界，其

主导观念是地方主义和普世主义，这两种观念阻碍着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产生。之后，国王与

市民阶层结盟，不断与教权斗争，王权得到加强，其间，又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到

１６世纪，一些独立的主权国家相继出现，开始成为西欧社会的基本政治单元。这是朝着民族国家
即现代国家发展的必要环节。所以，恩格斯指出：“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

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① 恩格斯认为，在中世纪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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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并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
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都依赖王权，正像王权依赖它们一样①。在王权与市

民阶级结盟并不断强大的基础上，逐渐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立的主权国家。可

见，西欧现代国家的形成具有如下特征：王权成为民族聚合的中心；民族的孕育与成长与等级君

主制或绝对君主制国家的成长与巩固相一致；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存在于君主制的形式中，资产

阶级革命推动了西欧现代国家的建构。

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本来是欧洲国家形态演进的产物，但它出现以后成为一种对世界其他国

家和地区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的国家形态。周平认为，从本质上看，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对国家

的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内涵相当丰富，其具有一些本质特征：民族国家是主权国

家；民族国家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国家；民族国家是人民的国家②。以民族国家的内涵

来考量，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是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长期陷于列强入侵、战火频发、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被欺凌境地。为了改变被奴

役、被欺凌的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勇敢探求，救亡图存。然而，太平天国运动、洋务

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皆以失败而告终，没有找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以孙

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这是中华民族在

建立民族国家历程中的重要一步。但随着１９２２年护法运动的失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旧
民主主义革命宣告失败。

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成立之日起，就将政党宗旨和使命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
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发生了质的蜕变，中华民族复兴和中

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中国进入民族国家建构的第二阶段。可见

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自此以后，一直由中国共产党主导民族国家的建构。一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在反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

砥柱的作用。在诸多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政党自身的历史使

命，因此，捍卫国家主权最坚定，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最坚决，反击外敌侵略最勇敢，抗日斗争

最坚决，成为凝聚中国人民抗战力量的精神依托和中流砥柱。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过程

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空前升华，“中华民族”民族属性的成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

为我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提供了最重要最根本的条件。二是经过近３０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中国摆

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获得了独立完整的国家主权，实现了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认同相统一。三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

家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了民主共和政体，实现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使人民真正

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百年互动历程，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历程，

我们由此而说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型政党，也是人民的政党。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是一条有别于多数

西方国家的路径，这就是政党主导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路径。多数西方国家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

政党是民族国家建立后议会斗争的产物。中国是政党建立了国家，政党主导着现代国家建构的整

个过程。政党先建立了军队，夺取了政权，而后又主导建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并由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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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治理主导国家治理的新范式。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具有以下特征：

中国共产党成为民族聚合的中心；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相统一；中

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家。概言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使中国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形态。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富国和改革强国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国家建构的最终完成，中国成功地以现代国家之姿屹立于世界的

东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建设国家，如何建设社

会主义的问题。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６年，在这七年的过渡时期，党提出了 “一化三改”的目标，并基

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

国家基本上建立起来。

伴随着政治上的 “一边倒”，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也采用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一五计划”

超额完成了规定的任务，中国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并为中国工业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由于对

于社会主义缺乏足够的认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中，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毛

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 ‘文化

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

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①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历史积累问题的日益显露，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陷入了深

刻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痛定思痛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于此不约而同地开启了旨在完善社会主义制

度的改革。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几乎同时进行的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中国由邓小平领导

的改革。结果是苏联解体，中国则通过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强国之路。毫

无疑问，导致两个国家截然不同命运的关键原因是两国执政党对改革方向的不同选择。从中可以

看到，执政党的选择直接决定了其所领导的国家的命运。正所谓 “党败则国家倾危”，苏联的解体

就是源于苏共的自身失误。具体而言，就是其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

态度。

苏联在改革过程中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其在政治上最突出的表现

就是放弃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先产生了党内的分裂，进而形成了多个党派，最终演变为多党制。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共产党内派系林立，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以叶

利钦为首的自由主义派和以利加乔夫为主导的传统派各执一词、彼此攻讦，最终导致了苏联共产

党的分裂。分裂后的苏联共产党沦为代表不同派别利益而非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党内各派

强烈要求拥有表达利益的正常制度渠道，于是多党制应运而生，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最终被自身所

摧毁。在多党制的背景下，自身都不再坚持领导权的苏联共产党自然不敌叶利钦的激进派，于是

改革覆水难收，彻底失败，国家坠入分裂的深渊。

苏联共产党改革失败清楚地表明，执政党内部的分裂必然削弱甚至消解党的领导，因而保持

党的团结的前提是党内高层的团结统一。中国共产党吸取了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在改革过程中

始终注重以党的团结保障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放弃党的领导，优化党的领导而不削弱党

的领导。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一以贯之的主题，中国改革富国的所

有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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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理强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挥的国家治理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独创的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的国家

治理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优势和作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强国的重要推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并非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凭空捏造，它来自于一定的历史沿革。中

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延安时期 （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９４７年３月）中国共产党在陕

甘宁边区和全国各解放区实行的三三制政权。①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面临着两条道路，选择

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这意味着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彼时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站在中国共

产党的一边，呼吁民主。迫于形势，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经过激烈的斗争国共双方签

订了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以坚持长期合作，避免发生内战为出发点，迫使国民党同意广邀各民

主党派及社会精英人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此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不仅奠定了中

国共产党同其他各民主党派之间合作的基础，也凝聚了双方的共识，即共同反对国民党的专制阴

谋。在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以后，各民主党派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边。内战结束后，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初，号召各民主党派、社会精英等赶赴北京召开 “新的”② （没有

国民党反动派操纵和参与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

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建立。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立的历史过程清楚地表明，凝聚共识、整合资源是这一政党制度带来的

显著优势。此后，中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直发挥着凝聚共识的重要作用，它通过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重要机构，使各民主党派就国家发展与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民主讨论

与协商，凝聚共识，整合政治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构成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涵之一。

新型的政党制度为国家治理带来稳定性。一是促进国家政策的稳定。新型政党制度不是 “一

言堂”，而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社会各界精英为国家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

人民幸福各抒己见的 “会议室”，是政治决策科学民主化的制度保障。方针政策的科学性保证了国

家治理的稳定性，使国家治理始终向 “更优化”迈进。二是保障国家政局的稳定。多党合作与政

治协商制度保证国内各阶层、社会组织、利益群体，以及公民代表能够依法有序地参与国家的治

理。治理意味着主体的多元化，单一治理主体便与民主的含义相违背，会造成政局的动荡与政治

系统的崩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明确的制度安排，确定了中国共产

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地位，确立了参与国家治理过程的程序，避免了秩序的紊乱和政治局势的混乱。

新型政党制度也有效地吸纳了新生社会力量，扩大了政党的阶级基础，使改革开放进程中各行各

业的精英阶层获得了进入政治体制、在体制内表达权利和诉求的合法渠道。新生社会力量的代表

通过政协，在政协会议中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表达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这就有效减少了许多

发展中国家新生社会力量对制度冲击所带来的外部压力，提升了国家制度的体制吸纳力，促进了

政局稳定。此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民主监督的职能，即监督国家宪法与法律的实施，

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监督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等，为国家的政治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新型的政党制度还为国家治理提供了高效的执行力。中国独创的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

·４４·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ＮＯ３，２０２２

①

②

徐世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制的开端———简论延安时期三三制政权》，《甘肃社会科学》１９９１
年第４期，第５１—５５页。

邹吉川：《从旧政协到新政协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１９９０年第４期，第８页。



国家的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它避免了这些政党制度所带来的弊端。相比于实行一党制的国

家，新型政党制度为国家治理带来的优势在于使决策更加科学、民主且更具有合法性。而相较于

实行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国家，新型政党制度为国家治理带来了更高的执行力。无论是两党轮流执

政或是多党竞争，都避免不了党派之间互相推诿扯皮、拖后腿的情况。

四、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的内涵、特征与创新性

（一）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是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百年互动历程

中逐渐积淀形成的，是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历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因素在国家治理模式

上的体现，其主要含义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党治理主导国家治理，具体包含如下内涵：

（１）中国共产党通过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以及国家法律法规等相
辅相成，构成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２）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作
为执政党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其主导着国家治理的方向和成效；

（３）中国共产党发挥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通过协商民主整合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社会力量，
实现党际治理；（４）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实现党内治理，推动党建向制度化、规范
化和建设良好政治文化的方向迈进；（５）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层面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根本制度保障
人民民主的广泛实现，整合社会多元治理力量协同实现党外治理即社会治理；（６）在基层社会，
以身处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之中的党员为代表的政治力量，撬动组织和社区的行政力量和社会力

量，通过党组织链接聚合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构建多元协作共治体系。

（二）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统一

凝聚的结果，是我们党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晶。中国共产党

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具有以下特征：（１）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多元力量中的主元，“政党
主导”是国家治理的中枢和中轴，整个国家治理过程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展开的；（２）中国共产
党以 “政党—政府—社会”的治理逻辑展开国家治理，形塑了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 “国家—社

会关系”新样态，即凭借 “党领导一切”的核心地位，通过党组织链接聚合政治力量、行政力量

和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以自身的政治使命、组织体系和政党意

志等主导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党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３）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有着共同的政治认同和价值基础：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全体人民的共

同富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通过政治认同的巩固和价值观的整合，凝聚和奠定国家治理的最

大共识，为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转提供动力机制，促进国家治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４）中国共
产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是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这一范式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

度优势转化为较高的国家治理效能；（５）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国家治理范式有别于西方竞争型政党
国家，避免了政党之间的相互倾轧和政治权力中心的转移，能够保证治理活动具有持续性、治理

政策具有连贯性、治理效能高效并稳定。

（三）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的创新性

１．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的核心要素是党对国家治理的领导权，党主导国家治
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制度。一方面，这意味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构国家治理体系。党领导建

构国家治理体系蕴含着对现代国家治理秩序的价值和追求，党的领导制度强调以先进思想武装全

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科学基础；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组织形态嵌入政府体系，将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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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推广到全社会，实现政党的政治价值和社会所追求的

价值的统一。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党领导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党的精英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

在国家治理中形成党政统筹结构①，将党的组织机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行动准则植入政府体

系，使政府更准确更直接地领会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提升治理能力。如此，党主导国家治理，通

过党对国家治理的全面领导，总揽全局，建立对国家治理的高度责任。

２．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有选择地吸纳了西方协商治理、新公共治理等治理范
式中积极的新要素，使国家治理的价值理念和手段方式与世界发展和时代进步俱进。协商治理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西方的一种新型公共治理范式，其主张公民通过一定的公共协商程序来保证公
民个体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将公民的意见合理地吸纳到政府决策过程中，是协商民主理念在公

共治理领域的应用。协商治理范式包含一些原发性的民主治理创新，其追求公共治理中的民主真

实性、更好的公共理性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等非效率性价值原则。新公共治理范式是一种国际性

思潮，其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推动了以刻板、官僚科层制为特征的传统的

公共行政治理范式向灵活的、市场化的新公共治理范式的转变。协商治理在我国政府公共决策过

程中得到普遍运用，通过政治吸纳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增加了政府治理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能

有效凝聚国家治理的最大力量。新公共治理范式的某些要素在公共治理中的吸纳重新建构了政府

与公民、政府与市场等诸多关系的深刻变化，政府体制改革使政府内部组织结构重组和再造，向

扁平化、柔性化发展，增强了政府组织的弹性，减少了官僚科层制特征。

３．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创造性地建构了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形成了
“一体多元”的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特征，这种结构是中国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是中国社会

结构特征在政党结构上的反映。这种结构的长期保持表明其具有合理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

新型的政党制度使各民主党派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和广大群众能够通过协商、参与、监督等运行机

制，凝聚共识，整合、汇聚同向同行的力量，实现对国家治理的有序参与，形成国家治理的最大

合力，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总之，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具有重要价值。一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具有

不可替代的贡献和价值。二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具有示范作用和借鉴意义。三是对世界

其它国家如何在国家治理中处理党际关系具有启发作用。四是丰富了国家治理的范式，创新了政

党、政府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当然，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还有很大的优化空

间，优化的主要方向是政党治理的现代化，主要包括政党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的现代化。政党

治理现代化建构，要紧扣制度理念、制度体系、制度执行和制度效能几大框架思考，从而以政党

治理的现代化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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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视域下县级政协嵌入基层
治理的路径探析

———以浙江省 Ｘ县 “请你来协商”中的 “加梯”议题为例

徐伟安，郑功帅

（中共诸暨市委党校，浙江 诸暨 ３１１８００）

摘　要：新时代改革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发展深刻变革带来丰厚红利，同时也导致社会进入
矛盾凸显期，基层治理难度和问题大量增加，仅靠传统基层协商手段已难以有效应对解决。县级

政协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提升基层群众协商积极性等方面，

具有嵌入基层治理的天然优势和逻辑必然性。协同治理理论为县级政协嵌入基层治理，在 “协同

的起始条件、规范的制度化流程、较强的领导力支撑”等方面提供了理论支撑。运用协同治理理

论，对Ｘ县 “请你来协商”的成功实践进行解析，建议县级政协嵌入基层治理，可通过以制度权

威营造信任氛围、借助自身优势打造协商平台、以全程监督评价促进结果落实等路径，促进县级

政协与基层治理的有机融合，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协同治理；基层治理；请你来协商；县级政协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４７－０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部署。要实现这一目标，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重要基础和重点难点之一。为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

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

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①可见，基层民主协

商对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根据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下发的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

设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的规定，我国目前共有七大协商渠道，分别是政党协商、政府协

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其中，政协协商因其协商

机构的专门性、协商参与的广泛性而备受瞩目。县级政协作为距离群众最近的基层政协机关，具

备嵌入基层治理的先天优势。在协同治理视域下，对县级政协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进行深入研究

和分析，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县级政协嵌入基层治理的逻辑必然

（一）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社会的深刻发展变革，我国社会利益格局不断分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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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不断涌现，社会进入矛盾集中凸显期，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

题。面对多元利益主体和复杂矛盾纠纷，单靠行政力量的干预已经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因此，在

基层社会治理中建立健全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协商制度体系显得尤为必要。

基层社会治理对协商的迫切需求与人民政协一贯倡导的 “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基本理念相契

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

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① 这为新时代的政

协协商指明了方向。对县级政协而言，顺应基层治理需求，充分发挥自身协商资源优势，主动嵌

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中，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贡献力量，既是应然也是必然。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

商的有效衔接中，县级政协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作为协商机构的专门优势，为基层协商提供民主性、

科学性、有效性的支撑，进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实现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较完整意义上的咨询性基层协商民主②，在１９９９年诞生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制度
中得到了较好呈现，而其繁荣兴盛则是在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制定下发 《关于

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后。随着基层治理实践的不断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的活力和影响力也

逐渐增强。但迄今为止，我国的基层协商民主仍处于相对零散，缺乏系统、深入研究和实践总结

不足的阶段，尤其是在制度化层面还比较欠缺。鉴于协商主体的 “草根性再加利益的纠缠性”，③，

基层协商民主容易出现无果而终的情况。比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以下简称 “加梯”）的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利益需求面前，单靠社区主导下的基层民主协商根本无法达成既定目的。在这种情

况下，具有较强制度保障的政协协商如能及时嵌入，便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局面。这对于基层协商

民主的制度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提升基层群众协商积极性的必然要求

面对现代社会复杂的 “矛盾冲突、价值分歧、人际信用式微”④ 等基层治理难题，群众需要

养成理性面对、友好协商的良好行为习惯。这一习惯的养成需要在一件件基层矛盾和事项的协商

解决中得到不断强化，然而由于基层协商民主固有的结果不确定性、程序的不规范性等因素的影

响，群众得到的结果往往不理想，导致对群众良好协商习惯养成造成负面影响，这不利于提升群

众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积极性。而县级政协通过深度嵌入基层民主协商，可充分发挥自身特有的

组织优势、结构优势、功能优势、智力优势，引导群众依法规范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以较高的成

功率实现对群众良好协商习惯养成的正向强化。

二、理论运用与分析框架

（一）笔者主要依据协同治理理论建立本研究分析框架

　　协同治理理论诞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该理论认为协同治理是 “一种以参与共识为决策导向

的新型治理模式”。在协同治理中，一个或多个公共机构与企业、非政府组织、群体或个人为了解

决一个共同面临的难题，通过正式的协商，以民主决策的形式，最终达成协商参与者普遍认可的

共识。它是基于 “时间、信任和相互依存”而引发的利益相关方持续的互动与互构。这种信任和

相互依存随着协同的推进不断得以强化。如果其中一方对其余参与主体缺少信任，就有可能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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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动态的平衡，进而使协同失败。要使协同治理的整个流程得以开展，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协同得以发生的初始条件，即利益相关方之间存在权力和资源以及信息不对等的情况，需要

通过协同才能解决问题。二是协同得以进行的制度保障，即能够有一套正式的流程设计，确保利

益相关各方的诉求都能在有序协商中得到充分表达和尊重，进而促成问题的最终解决。三是协同

得以成功的领导力保障，即当协同各方因利益的纠葛而陷入困顿时，或者权力资源严重失衡需要

干预时，强有力的领导权威能够适时出现并发挥有效的推动作用。

（二）协同治理理论与 “请你来协商”实践的契合

浙江省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以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为使命担当的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开拓创新精神，不断

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充分发挥县级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优势作用，助力基

层化解治理难题，助推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浙江省政协于 ２０１８年 ７月在部分县
（市、区）政协开展了 “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试点工作。这一平台融协商、监督、参与、合作

于一体，是一个综合性、制度化、常态化的协商议政平台。２０１９年３月，在总结试点地区工作经
验的基础上，中共浙江省委印发 《县 （市、区）政协开展 “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工作的指导意

见》，标志着 “请你来协商”开始在省域层面全面推广。

“请你来协商”与协同治理理论至少在以下方面有很好的契合性。一是具备引发协同的起始条

件。基层治理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主要原因是权力和资源以及信息的不对等。

一方面党委和政府掌握着公共事务的权力和资源，也有着为群众解决 “急难愁盼”的政治动力，

却由于信息或平台有限而不能及时介入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中来；另一方面，基层群众深受矛盾和

问题困扰，却因信息的不对称，不知道找谁来解决问题。在双方都有着强烈协商动机的情况下，

利益相关各方借助 “请你来协商”平台实现协同治理也就成为必然。二是具备规范的制度化流程。

有学者指出，协商民主 “一旦离开可操作化的程序，就没有真正的治理效率”①。只有在规范有序

的制度流程引导下，协商各方才能彼此信任、平等协商。在 “６＋Ｘ”年度协商基本任务②基础上，

“请你来协商”围绕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通过议题征集、组织调研、充分协商、常态监督、

协商成果运用等，建章立制，形成解决问题的完整闭环。此外，浙江省还在提升 “请你来协商”

辨识度上下功夫，通过统一标识、“去中心化”的场景布置等，让群众喜闻乐见，从而变 “请你

来协商”为 “主动来协商”。三是具备较强的领导力支撑。强大领导力是推动协商顺利进行的重

要保障。“请你来协商”从一开始进行制度设计就着重考虑了领导力因素。如浙江以省委的名义印

发 《县 （市、区）政协开展 “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其深意就在于赋予这一

平台强大的领导权威。此外，在整个协商过程中，党政主要领导都制度化参与其中，这无形中给

了相关部门以政治压力，也给参与协商的群众以信心。

三、Ｘ县 “请你来协商”中的 “加梯”案例描述与分析

（一）问题缘起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Ｘ县要求加装电梯 （以下简称 “加梯”）的

居民越来越多。但 “加梯”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其涉及居民以及相关部门的工作，会遇到方方

面面的问题。一是无人愿牵头。有关政策规定，居民是加装电梯的主体，在相关部门指导配合下，

共同推动落实。但居民普遍不想出面做申办 “加梯”相关一系列事务的牵头人，原因在于这件事

情 “费力不讨好”，要热心不怕烦、有一定电梯专业知识，还要有一定的协调能力。二是意见难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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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住在同一幢楼上的居民，因所住楼层不同，加装电梯的意愿也不同，越是住在高层的居民

加装电梯的意愿越强烈，住在三层以下尤其是住在第一层的居民，对加装电梯存在较强抵触情绪，

认为装电梯后不但有噪音，还影响采光，会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这种情况下，仅靠居民之间的

自我协调来解决 “加梯”面临的 “集体行动困境”，十分困难。三是费用难分摊。由于不同楼层

居民加装电梯的意愿强弱不同，导致在加装电梯费用分摊上难以达成一致。住在一楼的住户不愿

分摊任何费用，住在较低楼层的住户不想比住高层的多分摊费用。到底如何分摊才公平，需要政

府部门的介入协调。此外，“加梯”过程中的 “规划设计、审批、资金预算、监管、施工、审批、

技术、政策、运营等各环节及所涉及各部门的协调与配合依然无法回避”。① 针对老旧小区电梯加

装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Ｘ县将其列入 “请你来协商”的重要议题，力图通过这一协商平台，

实现问题的圆满解决。

（二）协同治理过程

１．确定协商议题。为确保 “请你来协商”的议题能够准确反映群众的 “急难愁盼”，Ｘ县政
协通过深入社区群调研、发放调查问卷表、召开政协委员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

议。同时，在此基础上通过政协主席会议，确定 “老旧小区电梯加装”议题作为 “请你来协商”

的议题，报请县委主要领导批准后启动实施。

２．开展深入调研。确定 “请你来协商”“加梯”议题后，Ｘ县政协成立了以相关委办牵头的
专门调研组，围绕加装电梯中的一系列问题深入社区和相关部门进行走访调研，征求意见建议。

３．召开协商会议。在深入走访调研、听取意见建议基础上，Ｘ县政协邀请县委、县政府主要
领导，县委办、县政府办主要负责人，县建设局、财政局、民政局等相关部门主要领导，部分政

协委员，社区群众代表等人员，在某社区服务中心召开 “请你来协商”圆桌会议。会上，大家围

绕 “加梯”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对一些需要有关部门协同解决的问题，县政府主要领导当场要求

各相关部门在规定时间内予以解决。最后，县委主要领导表态发言，并作出具体部署。

４．督促结果落实。有了 “请你来协商”后，Ｘ县政协通过组织政协委员督察、下发督促落实
通知书等，对协商结果的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确保协商成果落地见效，并在电梯加装后进行

持续的跟踪督察，防止出现电梯加装后无人管无人问的情况。

四、协同治理视域下县级政协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探讨

（一）嵌入制度权威营造信任氛围

　　实现有效协同治理的一个重要前提便是多元主体间的互信。县级政协在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
中，必须通过规范的制度、闭环的流程和领导的权威赢得群众的理解和信任。一是制度化选题确

保协商议题 “实”。群众对 “形式主义”恨之入骨，对没有实质性的议题漠不关心，也就不可能

对县级政协的嵌入产生信任感。浙江省 “请你来协商”通过 “党政交题、委员荐题、各方征题、

政协选题”等多元途径，确保所选基层治理议题切中要害、群众满意。诸如停车难、上学难、“加

梯”难等，皆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难事、急事，也是仅仅依靠社区和群众自身力量根本无法有

效解决的问题。从这些关键事情切入，能够更好赢得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进而充分调动起

他们参与协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流程闭环确保协商过程 “实”。在试点基础上，２０１９年３
月，浙江省委专门制定下发 《县 （市、区）政协开展 “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

省政协顺势建章立制，制定操作手册、统一平台标识、创作主题歌曲，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把

“请你来协商”打造成一个规范严密的协商闭环流程，这一流程囊括了从议题选择到平等协商再到

结果落实、监督评价等的全过程，有效防止了 “只议不动”和 “动而无效”，给群众以踏实感和

信任感。三是领导重视确保协商结果 “实”。在 “请你来协商”过程中，从一开始的县 （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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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导点题，到主要领导全程参与和过问，为协商结果的有效落实提供了强大的权威保障。

（二）借助自身优势打造协商平台

协商民主是政协嵌入基层治理的基本途径。要实现有效协商，必须使参与者有充分的发言机

会，并能够通过细心的倾听与对话来弥合彼此之间的认知偏差。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

的平台。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可以借助自己 “专业化、专题化、区别化、全程化、制度化”①

的先天优势，打造和担当协商平台，并通过制度化，对协商的 “主体、内容、机制、场所、形式、

评价体系”等作出相关规定，进而在确认相关公共利益的内容、范围和边界的前提下，通过沟通、

协商和整合，把作为不同主体意志之和的众意聚合转化为不同主体意志共同的公意，使决策得到

多元主体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为解决治理难题夯实基础。② 通过 “请你来协商”平台的打造，与

协商议题相关的各类主体在此通过平等协商，最终实现了问题的圆满解决。

（三）全程监督评价促进结果落实

监督是促成协商成果落地的关键举措。一是县级政协在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中，需充分运用

好 “科层”压力，建立完善监督评价机制，促进协商成果及时有效落实。如在 “请你来协商”的

“加梯”议题中，Ｘ县从一开始便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传统和新兴媒体对 “加梯”事项进行

广泛宣传，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对相关部门形成良性的舆论监督压力，推动他们主动服务 “加

梯”协商。二是通过引入领导权威，形成强大科层压力，让公共权力直线职能式运行的机关部门，

在主要领导监督下打破 “部门壁垒”，积极沟通，主动协同，促进问题解决。三是通过定期召开

“加梯”进度协调会，组织政协委员进行监督评价问责，进一步倒逼相关部门落实协商成果。监督

评价的同时，对 “加梯”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再次协商。

五、结语与讨论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在基层

治理矛盾集中凸显的当下，仅靠基层协商已经难以实现问题的高效、圆满解决。面对诸如 “加梯”

这样的 “集体行动的困境”，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县级政协，具备嵌入基层治理、解决基层矛盾的

政治优势、民主优势和制度优势。通过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体系和权威机构的嵌入，建构信任氛围，

借助政协自身优势打造协商平台、全程监督、跟踪评价促进结果落实，从而较好实现了县级政协

对基层治理的有效嵌入。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动县级政协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中，需避免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党委政府政绩偏好影响信任机制的构建。由于对政绩的偏好，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可能会主导

选择比较容易处理的基层治理问题进行协商，若出现这种避重就轻、貌似积极实则敷衍塞责的情

况，将掩盖亟待协商解决的突出矛盾或重要问题，造成对群众根本利益的忽视，影响群众对政协

嵌入基层治理工作模式的信任感，从而影响他们积极参与的热情。二是协商主体的选择趋于精英

化，这将影响协商效果。长期以来，政协参政议政主体的选择存在精英化倾向，如果把这种倾向

带到基层治理中来，将不利于充分争取和维护普通群众的利益，这种嵌入模式的意义、优势和效

能将大打折扣。三是若评价过程和结果的运用流于形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嵌入效果。能够有

效实施监督评价本是政协的制度优势，但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这一优势，让评价结果只停留在

“纸面”上而不积极督促落实，必将极大地影响政协嵌入基层治理的实效。

责任编辑：罗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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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三种形态

王新红，张　翠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背景下，构建新时代
民族工作话语体系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构建民族工作

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表现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日常生活话语三种

形态。政治话语是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核，学术话语是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

关键承载，日常生活话语是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创新模式。三种话语形态的有机融合与贯

通，有利于增强民族工作话语的公信力、感召力、说服力，有利于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目标。

关键词：民族工作；话语体系；政治话语；学术话语；日常生活话语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５２－０５

话语体系表现为 “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受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制约的；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①。所以，建构话语体系

就在于获取话语权。福柯在 《话语的秩序》一书中最早就提出了 “话语即权力”②的观点，他认为

任何话语的生产都隐藏着复杂的权利关系，人能通过话语赋予自身权利。因此拥有话语权不仅仅

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维护自己说话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能够谋求自身话语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进而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族工作也进入了新时代。在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时代背景下，构建新时代民

族工作话语体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时代要求，也是解决民族工作话语 “失范”

“失声”问题的现实要求。本文通过剖析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三种形态，消解西方国家长期

所形成的话语霸权，进而获得民族工作话语权，推动蕴含政治话语、理论话语、日常生活话语三

种形态的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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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话语：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核

美国学者福克斯·米勒认为 “话语天然地是政治的”①，因而话语本身所囊括的一个特性就是

政治性。政治话语是统治阶级在政治活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上的语言表达，它既刻画和彰显

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与主张，同时也成为了实现政治权力的重要载体和手段。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政

治话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以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目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凭借一系列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政治活动、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去传达其核心价值

观念，实现各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政治话语主要来源于领导人的讲话与著作、党和政府的政策法规或文件、

官方新闻报道等。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发展状

况进行深入调研，先后召开第二次、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央第六

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等，对民族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就民族

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

要思想，这也成为民族工作政治话语的核心要素，其丰富内容涵盖了民族工作的根本立场原则、

核心理论观点、主要方式方法和基本工作实践四个维度，科学解答了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面临的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新时代民族工作政治话语具有鲜明特性，表现在：其一，新时代民族工作政治话语具有权威

性。政治话语实质上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话语体系，因为它是统治阶级的意志

和主张的彰显，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和核心价值观，这就决定了它的权威性。具体而言，

我国民族工作政治话语是从国家层面对其基本范畴和领域指明方向、划定界限，它是国家最具影

响力和最具有权威性的官方话语。无论什么时候，我国推进民族工作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都必须

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解

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因为这是它具有权威性的关键所在。其二，新时代民族工作政治话语具

有人民性。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确保了政治话语的人民性。民族工作政治话语的目的之一就

在于维护好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合法权益，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这主要体现在：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精准扶贫战

略确保各民族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用法治思维保障民族团结、建设各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战

略任务，等等。其三，新时代民族工作政治话语具有时代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中央

始终把民族工作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不断探索总结历史经验，结合各个历史阶段特点推动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民族工作政治话语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

断进行调整与更新的，它会根据社会总体的经济发展现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与人民需求，

对话语方式作出相应调整，使之更契合各民族当前的利益，更好地推动各民族地区发展，更快地

提升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从而进一步增强政治话语的说服力。

二、学术话语：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关键承载

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仅需要政治话语的政治性提升其权威效力，还需要学术话语的

学理性为其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学术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即专门且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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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因而学术话语就是学者们在理论研究与交流实践中产生的专门的、系统的、科学的学理表

达方式，它往往以传递知识内容、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使受众理解

这个领域的内容。

为有效应对西方民族话语模式所带来的冲击，充分化解本民族理论话语体系存在的 “失语

症”、话语传播载体单一、话语争辩与困境等问题，同时更加坚定本民族应有的文化自信底气，进

而为民族复兴大业注入内在动力，民族工作学术话语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艰难的探

索中不断提升，在优秀学术成果的继承中不断完善，积极构建起独具一格的新时代民族工作学术

话语体系，为世界民族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是在关于 “民族”与 “族群”

的争论中，尽管 “族群”外延更广、学术性更为浓厚一些，但我国坚持使用 “民族”的概念进行

诠释，这正是源于 “民族”概念在我国具有的深厚历史基础与民族情感基础，同时更关乎民族团

结稳定与国家安全；二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 “治理”理念丰富了我国民族

工作学术话语的内容，扩宽了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执行方式；三是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 “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理论，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９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以 “９个坚持” “４个共
同”“５个方面要求”丰富了 “多元一体”的内涵，构成了一整套全面系统、有机统一的民族观。

其中还蕴涵着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通过强有力的中国民族学术话语全面深刻地解读

了中华民族，进而直面、回应西方质疑的话语，将中国故事用中国方式向世界传递。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① 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学

术话语具有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系统的、科学的话语逻辑，其原创性、主体性、规范性、理

论性的特征为民族工作学术话语的百花园增添了鲜亮的色彩。新时代的中国想要保持民族工作学

术话语的特色，其首要原则必须坚定理论自信。正是民族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为其理论自信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提升了学术话语权，同时民族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理论自信。新

时代民族工作学术话语的构建，需要我们对于本民族的学术理论始终保持一种积极认同、坚定信

奉和执着追求的态度。一方面，要坚持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术话语去解读中国民族问题、中

国故事，充分展示出我们对待民族问题的自信，凭借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工作学术话语向世界表

达 “中国梦”；另一方面，要顺应时代潮流，不断丰富和完善学术话语体系，让世界聆听中国民族

工作的学术声音，看到中国力量与民族团结，从而提升本民族的理论自信心和吸引力。理论的生

命力在于创新，因而其根本动力在于创新学术话语。民族工作学术话语的创新要以对民族工作实

际问题的独立思考为出发点，着力突破范式藩篱和方法禁锢，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哲理，

在吸取西方话语精粹的同时，赋予其中国内涵，促使民族工作学术话语具有中国特色。与此同时，

对民族工作学术话语的创新需要以概念创新、体系创新、传播创新为着力点，把学术话语创新与

学术话语应用结合起来，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自主创新，发挥其最大效用。孙中山说过 “人能尽

其才则百事兴”，当今中国的发展迫切需要学术性人才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因此，要

更有效地运用民族工作学术话语，其基本路径在于构筑学术人才高地。一方面，在保证人才质量

的前提下，适时地扩大民族工作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者的数量，比如可以培养选拨一部分有想法、

有学术成果的青年，特别是少数民族青年，听取他们的观点，使学术话语内涵更为丰富和实用；

另一方面，在尊重人才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加大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学术人才的素质，这既要求

他们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需要他们加强实践锻炼和关注全球发展形势，从而夯实我国学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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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根基，保障民族工作学术话语的有序推进。

三、日常生活话语：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创新模式

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要想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支持与配合，必须深入群众，脚踏实地。

换言之，也就是从民族日常生活话语的视阈下对其进行建构。正如舒茨所言：日常生活世界是

“人类最重要、最基本的生活事实”。① 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隐藏着深刻的内容，因而日常生活话语

是理解新时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寓所，它主要来源于个体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

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是通过结合不同历史时代特点和人民日常生活的语言风格所形成的符合人

民日常言语特点、风格和习惯的通俗性话语。

民族工作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理论性和政策性。在新时代背景下，赋予民族工作话语日

常生活化的表达，就是为了让民族工作话语更深入民心，更为人民所理解。在实现全面小康与民

族地区的关系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②。这充分凸显了民

族地区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的重要一环，赢得了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信任，也激发了他

们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强调各民族平等团结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

紧紧抱在一起”③，“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做民

族团结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各民族同胞要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维护民族团

结、国家统一”④。习近平总书记以 “石榴籽”“生命线”“船”和 “帆”等比喻民族团结，这既

是新时代民族团结话语的创新和亮点，同时形象、贴切地表明了民族团结的在民族工作中的地位

和重要性。将抽象晦涩的话语转化为形象具体的表达，既能确保党的政策落地生根，还能让人民

体会到话语的熟悉感和亲近感，也更能让人民明白话语所表达的深刻道理。

处在全球化、开放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潮流中，我国的民族工作在日常生活话语领域

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民族工作顺利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使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

形象具体的话语并为人民群众真正掌握，因而需将以下两个方面作为着力点：

其一，回归日常生活，切实关注民生问题，增强民族工作话语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促进人类

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力量来源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始终保持对人民的赤子

之心，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把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以实际行动解民忧、释民惑、暖民心，获得了人民群众对于我国政策和措施的认可。

同理，在新时代民族工作上，要深入民族地区调研，结合不同民族地区的发展特点、不同少数民

族人民的发展需求，既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的住房、医疗、教育、社保、

养老等日常生活问题，使其物质生活获得基本保障，又要统筹协调各民族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

保证其公平和正义，还要注重民族地区的精神文化建设，引导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树立正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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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幸福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践行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才能真正倾听

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的声音，回应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所需，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推

进民族工作的顺利开展，增强民族工作话语的感召力和说服力。

其二，注重民族地区日常生活领域的大众文化建设，高效凝练民族工作日常生活话语。在新

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加强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已是时代呼唤、

民心所向。由于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是紧密联系的，所以注重大众文化建设对于日常生活话语的

形成尤为重要的。一方面可以创新大众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拓宽大众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途径，达

到丰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效果，进而促使民族工作日常生活话语呈现多样化的形式，

更为重要的是注重大众文化的品质，以积极向上的文化引领人民的日常生活生活，提升日常生活

话语的价值，高效地凝练出民族工作日常生活话语的精华。

四、三种形态：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有机融合与贯通

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三种形态相互支撑，共同建构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

代民族工作话语体系。为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需着力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日

常生活话语有机融合与贯通，这不仅仅是重大理论问题，更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现实问题。

第一，坚持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有机融合。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构建要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

相统一，既不能脱离政治话语只注重纯学术话语，也不能只讲学理性不讲政治性，这容易导致方

向性错误。同样，也不能一味地强调政治性不讲学理性，这会使政治话语缺乏科学性。所以，只

有将两者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治话语对学术话语的规范作用，为其提供良好传播环境的同时，

也要发挥出学术话语为政治话语提供科学依据和智力支持的作用，旨在实现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

之间的良性互动，即学术话语促进政治话语，政治话语引导学术话语，最终共同推动新时代民族

工作的展开。

第二，坚持学术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有机统一。学理性、系统性、科学性的学术话语看似

与大众化、通俗化、多样化的日常生活话语大相径庭，实质上，将两者有机融合是完全符合内在

逻辑的。要彰显民族工作学术话语的生命力，就必须把民族地区人民的发展状况等现实问题作为

出发点，在反映实际情况和解决实际问题时，借鉴日常生活话语中的合理成分，将抽象难懂的学

理性表达转述为生动活泼、形象具体的话语，凸显出日常生活话语沟通学术话语与人民群众的纽

带作用，最终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向人民群众呈现出来并为他们所真正理解、掌握。另外，日常生

活话语如果过于零碎、随性会缺乏指导性、科学性。因而，需要学术话语为其提供学理支撑，进

而提高话语的深度和价值。

第三，坚持政治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有机整合。政治话语是反映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官方

话语，我国作为人民民主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话语表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是人民群

众，而日常生活话语的风格也是与人民群众日常表达的习惯、特点相符合，这就表明了政治话语

与日常生活话语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即都是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因此，将政治话语

与日常生活话语有机整合，既能让政治话语为日常生活话语指明方向，划定基本范围，也能反映

出日常生活话语对政治话语的认同与理解。新时代的民族工作，在阐述民族关系、民族经济发展

等问题上，在契合时代特点与话语原意的基础上，将权威的政治话语通过人民群众所熟悉的日常

生活话语表达出来，将更为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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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的实践、问题和进路研究

王　俊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４）

摘　要：２０２１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宪法规定的责任，

是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长久之策，必须旗帜鲜明地推进。云南民族地区通过提供有效政策保障、

不断完善方法措施、提高目标人群针对性、保障经费投入力度等一系列举措，积极推广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面临着条件保障不足、工作进展不平衡、队伍建设需加强等多

方面的问题。只有不断加强条件保障和宣传力度，突出工作重点，与劳动技能提升和示范创建相

结合，才能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切实提升工作的效果和水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奠定更加坚实的语言基础。

关键词：云南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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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认真

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①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②各民族群众学习、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有利

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利于各族群众打开更广阔知识之门，在更为广阔的就业舞台上成就

事业与搭建合作平台，更有利于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的过程中，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感和中华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

云南坚持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关键工作、

基础工程，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云南 “边疆、民族、山区、美丽”的省情特点，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不断取得新进展。“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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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五年，是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考察云南重

要讲话精神，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在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上不断取得新

进展的关键五年。因此，认真分析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实践及其成效，梳理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进路，集聚各方资源，聚焦重点领域，进一步夯实语言文字认同这一文化认

同的重要基石，将有助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

大的命运共同体作出云南贡献。

一、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实践探索

云南各地结合工作职能，聚焦难点和重点采取—系列举措，完善政策保障和经费投入，针对

不同的目标对象，不断夯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有效加强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促

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一）提供有效政策保障

２０００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四条规定：“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① 云南不仅认真贯

彻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还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相关内容纳入到涉及语言文字

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相关规划中。２０１３年颁布的 《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工作条例》第二条规定 “鼓励各民族公民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推广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规范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② 云南在制定 《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及其 《实施

细则》《云南省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等多个有关民族团结进步的
条例和规划中，明确提出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教育”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大推广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力度”“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确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教育教学基

本用语用字”等要求，在 《云南省 “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推广普通话及素质提升实施方

案》《云南省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和方案修改、完善中，提出

符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的意见建议。

（二）不断完善方法措施

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要是在五个方面聚焦。一是加强法律法规宣传。云

南在民族地区加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
!

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有关推

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民族地区群众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治

意识、权利意识、自觉意识。③ 如云南广播电视台先后播发 《语言文字扶贫 ＡＰＰ上线助力云南
“直过民族”脱贫攻坚》等新闻，昆明、大理、普洱、曲靖、临沧、德宏等地的广播电视台积极

宣传报道系列活动、播放推普周宣传片，在全省上下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营造良好工作

氛围。二是实施双语教学模式。云南坚持以普通话教学为主，辅之以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教学模

式，积极探索普通话教学的有效途径，帮助少数民族地区部分学校低年级的孩子更好学习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三是开展双语志愿服务。２０１８年以来，云南省民宗委牵头，联合省文明办、团省委
等单位指导云南民族大学成立３２支大学生民汉双语志愿服务团，１４００余人次深入 “直过民族”

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３９个县３３４个村寨开展志愿服务。④ 双语志愿服务者通过禁毒防艾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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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２００５年０８月３１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ｉｌｉａｏ／ｆｌｆｇ／２００５－０８／３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７９２０．ｈｔｍ，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４日。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ｈｔｔｐ：／／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ｃ８７２２８－２０９７９７６９．ｈｔｍｌ，２０２２年８月１日。

王晨：《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写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法〉颁布２０周年之际》，《中国民族》２０２０年第１１期，第１０—１３页。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提供数据，２０２１年５月。



健康生活培训、政策方针普及、专业技能讲座等形式，全面提升民族地区群众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的能力，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欢迎。四是开展双语科普工作。云南重点在国家通用语言普

及薄弱地区，通过建立双语科普服务站、建设双语科普专家志愿者队伍、开发双语科普资源、培

育双语科普示范基地和示范户等方式，① 达到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与助力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普及工作 “双推进”的目的。“十三五”期间，云南在１４个州的３２个县 （市、区），对 “直

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行政村、较大的自然村，以开展双语科普为抓手，累计投入和整

合资金近２０００万元，建立双语科普服务站３２个，针对１０余个产业开展科普服务，直接受益群众
３万余人。② 澜沧县竹塘乡、沧源县勐角乡被国家民委和中国科协确定为 “边境民族地区双语科普

试点单位”。③ 五是支持学校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从２０１６年起，云南省民宗委牵头，与省
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举办云南省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说课比赛。随后五年，

云南省１６个州市近８００所学校２０余个民族的８００名教师参加了比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为推
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师生中铸牢共同体意识搭建起交流平台。２０２１年第六届说课比赛名
称变更为 “云南省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说课比赛”。在云南省民宗委、省教育厅共同

印发 《在中小学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试点工作方案》的基础上，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云南省民宗委联合云南省教育厅遴选云南省２０所中小学作为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试点，④ 各试点学校获得了适当的补助经费，通过红歌比赛、举行升旗仪

式、经典诵读、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绘画比赛、征文比赛、主题班会、家长会等多样化的形式，进

一步增强了各民族师生及家长的 “五个认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师生间沟通交流学习的校园

语言和规范用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提高目标人群针对性

在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实践中，以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群众、“直过民族”

和人口较少民族、基层干部、学龄前儿童、学生家长、教师为目标人群，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习提

升活动。一是采取短期集中培训、座谈交流、入户指导等不同形式，做好安置点群众普通话培训。

二是以开展普通话专项培训，普及和巩固提升普通话水平，在全国率先实施推普助力脱贫攻坚工

程，帮助不通汉语的目标人群实现会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会认读５００个高频常用汉字的目标，提
高群众普通话水平和语言交际能力。三是以基层干部为对象，发挥基层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中的引领示范作用，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公务活动中的基础性作

用。四是重点聚焦边疆民族地区，以幼儿感兴趣的讲故事、唱儿歌、玩游戏、看绘本等方式进行

交流，以肢体语言等多种形式为幼儿创设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语言环境，让少数民族适龄幼儿在

学前教育阶段掌握普通话。五是以学生家长为对象，通过向家长宣传学会普通话的意义和作用，

开展 “大手拉小手，推普一起走”等活动，让家长参与到幼儿学习普通话的行动中来，实现３至
６岁学龄前儿童听懂、会说、敢说普通话。六是以教师为对象，开展教师普通话达标创建，做好
教师等有关人员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及普通话测试经费返还等工作，切实提高教师的普通话水平。

（四）保障经费投入力度

云南省财政每年统筹资金约６亿元，为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免费提供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科书。自２０１８年起，省财政每年统筹资金约１５亿元，支持全省中小学信息化建设。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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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薇：《云南省２０１５年少数民族地区双语科普培训举行》，《今日民族》２０１５年第９期，第５１—５２页。
云南省民族宗教委教科处：《云南省民族宗教委多措并举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６

日，ｈｔｔｐｓ：／／ｍｚｚｊ．ｙｎ．ｇｏｖ．ｃｎ／ｇｚｄｔ／ｇｚｄｔ／２０２１１０／ｔ２０２１１０２６＿７４６３１．ｈｔｍｌ，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４日。
方学锋：《边境民族地区双语科普试点工作初见成效》，《今日民族》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４７—４９页。
王金虎：《云南省开展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试点工作成效显著》，《民族时报》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２日，第Ａ０１版。



年，省财政继续安排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普及专项５００万元，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工作，① 确
保教育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支持开展少数民族教师普通话培训，省财政按照每人每年３００元
的标准予以资金补助，确保民族地区教师普通话等级达到国家规定标准。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云南省
财政累计投入资金５２１６万元，实施 “直过民族”语言文字普及专项，累计１１３万名 “直过民族”

和人口较少民族不通汉语劳动力进行了普通话培训。②

二、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显著成效

云南通过坚持久久为功，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认知度不断提升，少数民族群众汉语表达

能力不断提高。２０２１年３月，云南省语委、省教育厅组织开展少数民族不通国家通用语言 （汉

语）调查工作。调查涉及１６个州市１４２０个乡镇、１４３１４个行政村。在所调查的１５９３７６万少数民
族户籍人口中，仅２０２２万人不会说汉语，不会说汉语的比例已下降到１２７％。③ 云南民族地区推
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群众汉语表达能力不断提高

作为云南省委、省政府督办的重要工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在云南民族地区持

续稳步推进。“直过民族”脱贫攻坚国家通用语言普及推广工程实施以来，７０１个行政村创建为普
及普通话示范村，④ ２万台推普手机发放到民族地区群众手中，使用 “语言扶贫ＡＰＰ”学习普通话
人数达４２９８万人。⑤ 民族地区群众汉语表达能力不断提高，逐步实现了沟通无障碍。

（二）各级各类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实现全覆盖

云南坚持在各级各类学校 （幼儿园）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奠定了良好基础。教育部启动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建设后，云南持续推进并累计完成

７７５２所学校实现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建设目标。⑥ ９６４２名少数民族教师通过参加免费培训，普通
话达到国家规定等级要求水平持续提升。民族地区师生之间语同音、书同文，为云南建设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学前学会普通话工作目标基本实现

２０１８年，云南启动实施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以推进 “一村一幼”建设为基础，以民族地区

乡村幼儿为主要目标，把提高少数民族幼儿普通话普及率作为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质量、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打飣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⑦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云南省两次组织３—６岁不通国家
通用语幼儿情况统计，并根据摸底情况，针对性通过筛查、补偿机制，确保全省３—６岁在园学前
儿童普通话普及率达９９％以上。⑧

（四）重点人群普通话教学稳步推进

推普脱贫攻坚实施后，云南组织民族地区中小学校 （幼儿园）建立对不通国家通用语言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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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月英、王德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政协报》２０２１年７月
１９日，第１ｂ版。

高月英、王德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政协报》２０２１年７月
１９日，第１ｂ版。

云南省教育厅提供数据，２０２１年５月。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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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生筛查机制和挂包帮扶机制，截至２０１９年，使用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辅助教学的学生数量为
７９２万人，① 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流。

（五）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平稳有序

云南坚决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义务教育学校各年级和普通高中一年级全面完成三科统编教材

使用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工作。三科教师按照 “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要求，做

到培训全覆盖。全省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试卷。三科统编教

材使用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阶段性任务如期完成。

三、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面临的主要问题

云南通过持续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聚焦 “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在全国

率先实施推普助力脱贫攻坚工程，提升少数民族群众普通话交流水平，少数民族群众国家意识、

公民意识愈加牢固，促进了各民族语言相通、心灵相通，增强了各族群众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

尊重、相互学习、相互欣赏、相互帮助、相互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不断强

化。② 目前，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仍面临以下亟待研究解决的困难。

（一）保障条件不足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由于机构、人员、培训经费等问题，组织困难。推普宣传周、中

华经典诵读工程重点项目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语保工程、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项目、学

校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建设等国家要求必须组织开展的工作，没有足够的经费保障。推普攻坚工

程中不通国家通用语青壮年人均培训经费较低 （每人３００元），培训时间较短 （３天左右），培训
成效不明显。群众参加培训无误工补助，积极性不高。

（二）工作进展不平衡

工作进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两个层面。一是地区之间不平衡。截至２０２１
年，云南省大部分州 （市）１８岁以上不会普通话人数占少数民族户籍人数的比例都已降至１％以
下，③ 但西双版纳、丽江、临沧、红河、怒江、迪庆６个州 （市）超过１％，这６个州 （市）中有

４个是民族自治地方。从各州 （市）不会普通话的绝对人数来看，怒江、迪庆、红河三个州的总

人数占云南省不会普通话总人数的半数以上，推普工作在部分地区任务仍然较为艰巨。从县市之

间来看，２５个边境县市不会普通话人数占云南省不会普通话总人数半数以上。二是城乡之间不平
衡。推普在市、县 （区）、城市社区、中小学 （含学前班）工作进度和力度较大，但在乡村、少

数民族聚居区等偏远地区集中攻坚不足，普及进度相对缓慢。

（三）干部教师队伍建设仍需加强

干部和教师是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推动力量，目前整体水平仍有待提

高。一是普通话水平要求尚未纳入公考。２００４年颁布的 《云南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条例》第九条

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三级甲等以上水平，但尚未纳入公务员招录和任职条

件。部分基层机关工作人员普通话达标水平偏低，不能较好满足工作需要。二是基层学校办学水

平、师资力量、教师素质参差不一。乡村教师普通话水平达标率偏低，语文教师和幼儿语言学科

教师未达二级甲等的仍然不少。云南省仍然有２１万名教师普通话没有达到国家最低等级要求，
给云南省普通话教学带来了障碍。

（四）群众会听不会说、会说不愿说的情况依然存在

云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部分群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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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果未能达到预期。民族地区受居住分散及语言环境影响，部分群众难以在集中培训时间参

训，加之部分村民没有智能手机或使用智能手机有困难，语言扶贫 ＡＰＰ培训效果及使用率一般，
部分群众会听不会说、会说不愿说的情况较为突出。二是 “不会听说”占 “不会说”的比例仍较

高。云南民族地区不会说普通话 （汉语）的少数民族人口有２０２２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
为１２７％。其中，不会听说的有１２６６万人，占不会说的比例为６２６３％，会听不会说的有７５６
万人，占不会说的比例为３７３７％。三是高年龄段 “不会说”的比例仍较高。从年龄段来看，所

调查的１５９３７６万人中，１８～４５周岁不会的有２４８万人，占不会说的比例为１２２４％；４６～６０周
岁的有６２２万人，占不会说的比例为３０７６％，其中属异地搬迁的有０７８万人；６１周岁以上的有
１１５２万人，占不会说的比例为５６９９％。①

四、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进路思考

针对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做好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应该进一步提高

认识，从加强保障条件、提升宣传力度、突出工作重点、注重技能提升等方面入手，提升工作水

平和成效。

（一）与加强条件保障相结合

云南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首先要从改善条件、加强保障措施入手。一是加强组织

保障。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进一步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政治高度上，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各级语委机构，加

强各级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坚定不移地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二是

加强人员编制、工作、活动和培训方面的经费保障。三是加强机制保障。进一步细化措施，明确

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形成各部门广泛参与、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建议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推广普及工作集中督查，及时评估工作进展，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二）与提升宣传力度相结合

不断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教育，让民族地区干部群众充分了解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在增进国家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丰富宣传内容。继续加强

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并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适时开展各

类标识标牌使用规范汉字检查。充分发挥新媒体、新平台的作用，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在获取政策

信息的同时，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及时总结 “推普周”、说课比赛等平台系列活动

的经验，以新闻媒体为示范，以服务行业为窗口，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富有实效的常态化活动，把

推普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推进，推动民族地区群众实现从 “要我学”向 “我要学”转变。二是高

度重视发挥乡村广播的重要作用。建议设立专项资金，与乡村振兴、兴边富民和边境小康村建设相

结合，实现２５个边境县应急广播终端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全覆盖，充分利用乡村广播所具有的天然亲
和力及贴近性的优势，为促进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提高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发挥

作用。

（三）与突出重点相结合

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过程中，要聚焦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才能有效提升云南民

族地区居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一是突出重点地区。从州 （市）层面看，要以迪庆、怒江、

红河、临沧、丽江、西双版纳等６个１８岁以上不会普通话人数占少数民族户籍人数的比例超过百
分之一的州 （市）为重点。从县级层面看，要以２５个边境县市为重点，特别是对１８岁以上不会
普通话人数超过１万的富宁、福贡、绿春三个县开展集中攻坚。从城乡层面看，要以山区、乡村
地区为重点，着力解决工作进展不平衡的问题。从边内层面看，以沿边地区３７４个抵边行政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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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与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相结合，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相关要求纳入边境小康村

建设指导性指标体系，设立抵边特岗人才计划，鼓励高校毕业生到抵边村就业创业并兼任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乡村 （社区）辅导员。二是突出重点人群。聚焦不通国家通用语言劳动力普

通话培训，帮助目标人群实现会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会认读５００个高频常用汉字的目标，提高群
众普通话水平和语言交际能力。对跨境民族、易地搬迁户和４６岁以上仍然不会普通话等重点群体
实施培训。巩固强化对１８—４５岁以下青壮年劳动力、民族宗教界人士等的培训和提高，着力实现
推广普及 “全覆盖”，到达听懂、会说、愿说、会用普通话的目标。重点帮助学龄前儿童学会普通

话，确保少数民族幼儿在进入小学前基本具备普通话交流能力，巩固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成果。

继续实施民族地区教师普通话水平提升计划，确保各级各类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等级要

求。明确把普通话达标作为公务员招录和任职条件，加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引领示范作用，建

议对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日常工作、各项会议等公务活动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规范。

（四）与劳动技能提升相结合

语言文字能力是劳动技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云南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

提升有助于民族地区群众劳动技能增长。一是要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作为生产力和个人成长

红利来推动。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在开展农民实用技术及外出务工技能培训时，应增加普通话培

训课时，利用乡村夜校灵活安排授课时间，通过家庭、社会、培训机构多渠道促进个体劳动者技

能提升，使其获得更多展示自我、发展自我和实现梦想的机会。二是继续加强双语科普工作。进

一步协同相关部门，与民汉双语科普为抓手，助力国家通用语言普及，帮助各民族自觉提升获取

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存量最大、资源最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的能力，完善涵盖云南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双语科普基地和科普工作资源共享平台，完善科普教育培训网络，支持民族

地区双语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以便更为全面、直接、高效地提高少数民族科学文化素质。这将对

其就业、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融入社会都有利形成正向助推。①

（五）与示范创建工作相结合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要与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学校、进宗教活动场所、

进军 （警）营、进口岸 （边检）、进医院、进家庭的 “十进”工作相结合。要充分利用报刊、电

视、广播、互联网等宣传媒介，多渠道、全方位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唱好民族团结之歌、传播民

族团结正能量，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纳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重要内容和工作任务，不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与中小学校示范创建考核相结合。积极推进民汉合校、混合

编班，完善民生汉授、民族预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班等培养模式，配合教育部门在民族地区继

续实施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

五、结　语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够促进各民族之间有效沟通与广泛交流，推动各民族之间思想碰撞

和文化交流，增进各民族之间情感融合与观念统一。②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是增进中华文化认

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更是做好新时期云南民族工作的时代要求。只有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多措并举，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形成强大合力，让民族地区的广大群众语言相通，文字相

通，心灵相通，才能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责任编辑：杨松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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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的
实施路径研究

———以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个案

罗成雁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民族和文化教研部，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１１１）

摘　要：树立和突出中华民族形象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重要方式。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作为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文化交融地区，

拥有丰富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资源，积累了多样化的视觉形象生产方式，拓展了

多元化的视觉形象接受渠道。在视觉文化语境下，迪庆藏族自治州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应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系统性地实施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资源整理工程、品牌培育工程、典型示范工程和统筹融入工程。

关键词：迪庆藏族自治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６４－０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文化是一个

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

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①树立和突出

中华文化符号以及中华民族形象是增进文化认同、凝聚人心，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方式。其中，视觉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也是民族形象的重要表征方式。我国各民族自古以

来，就有图腾、图案、建筑、人文景观、服饰、器具造型与装饰等传统的民族形象。作为一套民

族的文化识别系统，承载着民族精神、塑造着民族心理并建构民族认同。在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

视觉文化时代，在图像化、视觉化已经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社会，视觉形象更是建构民族文

化认同必不可少的手段，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就树立和突出中华民族形象，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了广

泛的研究，笔者注意到以下研究动态。一是学界对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本身以及相应的视觉形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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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还没有较为明确的界定。大部分学者将 “一定民族文化圈的人们，在继承自己民族文化艺术传

统的基础上，往往创造了一系列的视觉艺术符号形式”① 纳入其中，广泛地包括了建筑、绘画、器

物、服饰、雕塑、人文景观、戏剧、影视等为代表的多种视觉艺术符号。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视觉形象的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视觉形象对共同祖先的拟制、祖先像的圣化和对部分共

源性视觉象征的塑造和文化认同构建的机制方面，对当代视觉文化、视觉形象的生成、传播和认

同机制研究较少。三是结合地方实际，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实施路径的个

案研究较为缺乏。

从地方实践来看，准确把握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内涵，处理好共同

性与差异性、全国性与地方性的关系，创造性地结合当代视觉文化，系统性地实施视觉形象工程，

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各

地或推进国旗、党旗、领袖画像、宪法等进民族村寨，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

主题街区、主题广场和主题展馆等，或在市政建设中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招标，

或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创意设计征集，积极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

形象工程建设路径。但是，一方面， “基层政府所理解的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主要局限在国旗、党

旗、领袖画像等类型”②，结合地方历史文化的视觉形象设计较少。另一方面，在实施路径上也较

为单一，且与本地文化和社会生活结合不够紧密。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沿阵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群众社会性的 “集体意识”，是各个民族都具有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 “我们是谁”的集体认同。它也是由每一位中华儿女基于个体人生经历及其生命体验的 “个体

性民族意识”汇聚而成的，其最终的实现也是通过每一位中华儿女自觉认同于这一意识，并为这

一共同体而自觉奋斗。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既要注重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呈

现以形成凝聚力，也要着力于各民族文化的展示以切合地方性、差异性的感受方式，更要以贴近

中华儿女个体当下生活方式和时代生命体验的形象，唤起情感共鸣，并形成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总之，不管是概念内涵的再明确，还是深化视觉形象和文化认同机制的再认识，或者是结合地方

实际的实施路径探索，都亟待加强地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实施路径的研究。

在这方面，迪庆藏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 “迪庆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

实施路径的研究就具有代表性的意义。迪庆州是滇、川、藏三省区交汇处，境内有２６个民族，千
人以上的民族就有９个，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文化交融地区。从率先制定出台
《迪庆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到 《迪庆州关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标杆的实施意见》的实

施，从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经验做法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到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州，从持续开展的 “民族团结一家亲” “民族团结进步月”等活动到 “滇西北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圈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迪庆州为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

程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亟待探索创新性的路径。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的运作机制

迪庆州通过视觉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工程的方式系统性、持续性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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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是一套符号表征系统。视觉是人类接受信息的重要方式。

视觉形象是人们认知和识别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符号象征系统。作为符号象征系统，视觉形象是能

指和所指的联结系统，即由形象表征符号与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构成的表征系统。形象符号的能

指与形象内涵的所指都是人类文化活动实践所创造的。虽然这二者之间具有任意性，但也遵循社

会约定俗成的规律。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觉表征系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需要从视觉形象符号直观、具体、可感地体认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实体以及相应抽象的共同

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仅停留在意识和概念的层面，要通过各类视觉形象符号具体地

表征呈现。这些视觉形象符号可以而且需要在共同体的文化实践中不断进行创造、阐释，进而增

强视觉形象符号能指与共同体意识、共同体 “约定俗成”的联结，并由此不断拓展和深化对共同

体的体认。因此，一方面，需要一系列各民族共享的视觉形象构成符号系统，共同阐释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内涵以及这一实在共同体共同性的不同面向，即通过直观的视觉形象，让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实体化”。另一方面，这些各民族共享的视觉形象符号构成的表征系统需要不断加以阐

释和更新，不断随着共同体的生产生活实践而赋予新的意义、体验，实现视觉形象符号及其共同

体意识内涵的再生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本身应是一套建构 “自我”和 “我们”的观看机制。与

相对抽象的语言符号不同，视觉形象最大的特征在于其视觉性，即一套 “现代世界的主体构建、

文化表征的运作以及视觉实践”的机制。视觉形象及其本身的观看机制，“揭示了人类文化行为尤

其是视觉文化中看与被看的辩证法，揭示了这一辩证法与现代主体的种种身份认同之间的纠葛”。①

即在视觉形象的呈现和观看行为中，建构看与被看辩证关系，形塑 “自我”的文化身份认同。因

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工程不仅仅是几个形象的简单呈现，而是通过视觉形象

的精心设计及其蕴含的观看机制的运作，建构中华民族 “我们”以及身处共同体中的个体的 “自

我”，形成深层次的文化身份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

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 “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

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既要有形塑中华民族

“我们”的共同的、理想的形象设计，也要切合各民族中华儿女真切的个体人生经历及其生命体

验，进而通过每一位中华儿女 “自我”的 “个体性民族意识”汇聚成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个认同”，既包含了 “我们”共同的各个方面，也包含了各族群众个体的体验和经历。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应围绕 “五个认同”设计和展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是兼具差异性和共同性的形象体系。民族视觉形象是民

族意识、民族精神的符号表征，是 “自我”和 “我们”的视觉文化实践。中华民族 “这个实体的

格局是包含着多元的统一体，所以中华民族还包含着５０多个民族。虽则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５０
多个民族都称为 ‘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

元格局。”②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既要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层次上共享的精神和共同体意识，也要关注

各民族层次上由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即兼具共同性和差异性的特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工程 “至少有三大层次，第一是各民族自享的视觉形象，第

·６６·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ＮＯ３，２０２２

①
②

吴琼：《视觉性与视觉文化———视觉文化研究的谱系》，《文艺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８４页。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文集》 （第十一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４１６页。



二是多民族共享的视觉形象，第三是涵盖前两个层次的视觉形象”。① 这些形象体系既是在民族的

交流和交融中形成的，也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进而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做到共

同性与差异性的统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象工程，既是中华民族精神、民族意识的视觉形象符号表征实践，

也是视觉形象建构主体的文化认同实践，更是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增进共同性的体系性

工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的具体工作要注重共同体意识内涵与视觉形象外化

形式的联结的阐释和强化、内在意义和形象符号的生产和再生产；要注重视觉形象观看行动中

“我们”和 “自我”的文化认同建构；要注重视觉形象共同性与差异性不同层次的呈现体系，最

终有机地、系统性地通过视觉形象增进共同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迪庆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的实施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就是以视觉形象的方式，系统性地引导各族人民牢固

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它既是一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宣传思想工作，也是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创新交融、增强各族群众中华文化认同的综合性

文化实践；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 “实体化”项目，也是融入各族群众生活方式、

全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系统性工程。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主题、主线，

视觉形象是手段，并以工程系统性、综合性的方式加以推进。

（一）迪庆州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的基础

虽然，迪庆州并未专门实施相关专项行动，但是，迪庆州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交往交流

交融的历史进程和独特文化，积累了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符号和视觉形象资源。与此同时，

迪庆州在民族宗教工作、文艺创作、文旅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

觉形象文化生产方式多样、接受渠道多元，为进一步系统性、综合性地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视觉形象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资源丰富，但整理和运用不充分
迪庆州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文化阐释空间广阔，形象素材丰富。迪庆地处青藏高原东

南缘，横断山脉腹地，既是军事要隘，也是交流要冲，悠久历史见证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这里既是吐蕃征战南诏时的前哨，也是汉朝的牦牛羌地，也是吐蕃的 “神川都督”所在地。忽必

烈南征、麽些人北进、固始汗南下、木氏经营康区、滇军入藏、红军长征等等，都带动了各民族

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一是这些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传说故事、遗迹以及所形成的图腾、图案、

建筑、器具造型、服饰装饰等等视觉文化符号，为迪庆州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形象设计提供了广

阔的阐释空间和丰富的素材。二是迪庆州宗教文化多元性，造就了具有包容性和交融性的共同体

视觉形象符号资源。三是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典型地区，各民族人民日常生活中民俗、民间文化之

间的交融是普遍现象。民俗、民间文化兼容并蓄，在呈现形式、服饰符号、形象文化内涵方面，

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符号资源。

然而，这些形象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整理和运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已

有的形象资源的挖掘主要从少数民族文化的角度入手。其次，形象资源运用得不够充分。已整理

的文艺形象、影视形象以及历史文化符号仍然没有充分转化并运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７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的实施路径研究★罗成雁

① 孟凡行：《在多重关系中理解中华民族视觉形象》，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与 “共同体意识建构”笔

谈》，《民族艺术》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７页。



工作之中，有的缺少视觉转化，有的缺少共同体内涵的阐释，有的以零散的方式存在于文旅产品

和服务之中。最后，缺少可视化、数字化的形象资源整理手段。迪庆州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

象资源大多以原生的、零散的形式存在，并没有一定的数据库加以整理和收藏。一些经典的文艺

作品并没有进行可视化的再创作。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文化中的独特文化符号、形象和实物

等并没有得到数字化整理和可视化的呈现。博物馆、主题展览馆的展示较为传统，缺少可视化和

数字化的呈现和整理手段。

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生产方式多样，但较为突出差异性
迪庆州历来注重发掘民族宗教文化特色助益地方发展，通过文学艺术、影视制作、文旅产业

发展等多种方式，进行了迪庆州地方形象的生产和再生产。在文学艺术方面，迪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和睦共存，备受文学艺术家和旅行者的青睐，历来都是书写、

想象、纪录和寄托情怀的理想之地。当代迪庆影视剧作品则更加直观地塑造了迪庆民族团结的视

觉形象。与此同时，迪庆州也在文旅产业的发展中充分发掘多民族、多元文化和多宗教共处的优

势，打造了香格里拉的文旅品牌。围绕香格里拉品牌进行的文旅产品和服务也生产了大量与民族

共同体相关的形象元素，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但是，迪庆地处西部高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本土文旅消费市场发育不足，资本、技

术、人才等文旅产业发展要素较为缺乏。因此，迪庆州文化生产走发掘民族文化资源特色优势差

异化发展的路径，历年来在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

的发展。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差异化的思维惯性。民族文化视觉形象生产较为突出差

异性、特色化乃至 “猎奇”，而文化共通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共通性的阐释不足。

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接受渠道多元，但创新性不足
一是迪庆州通过选树典型和主题活动加强民族团结示范引领。二是通过 “九进”工作将民族

团结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三是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强调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四是市政工

程中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元素。迪庆州面向广大市民开放的公园、广场和街区，已设

计有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石榴籽意象等方面文字符号和图案等标识，吸引着各

族群众在这些公共区域开展广场舞展演、健身等活动。这些融入共同体元素的市政工程为民族团

结进步、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提供了展示的平台。

但是，视觉形象、形象工程本身容易引起表面化、政绩工程等的联想，加之人们对视觉文化

语境的转变认识不够充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思想教育工作方式创新仍存在不足。一是

在宣传教育方式上较为依赖于传统的理论宣讲和民俗展演，往往忽视了可视化的呈现方式。二是

宣传的内容方面主要以标语等文字符号为主，视觉形象运用较少，缺少兼具地方性和共同性的视

觉形象。三是在宣传教育接受方式较为单一，大众化的、互动的参与性接受方式较少。四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化场所视觉符号表面化，没有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难以唤起视觉

时代人们的深度认同，视觉符号和形象没有充分发挥观看认同的作用。

综合来看，随着文化语境的不断演变，尤其是视觉文化时代，各类媒体多元化发展、视觉图

像不断增殖、拟真图像泛滥等等，带来了表面化、碎片化、猎奇化等视觉文化危机。迪庆也存在

着忽视视觉时代文化语境而对视觉形象资源整理和运用不充分，宣传教育工作视觉化创新不足，

各民族文化视觉形象生产过分追求特色而共同性阐释不足，社会治理各个方面融入度不高等问题。

（二）迪庆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实施的具体路径

针对存在的问题，迪庆州要注重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

合，系统性地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资源整理工程、品牌培育工程、典型示范工

程和统筹融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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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资源整理工程
第一，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元素数字化整理工作。建立迪庆州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数据库，一是依托迪庆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教育实践中心、州

博物馆等机构，将迪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文化中的图腾、历史遗迹、出土实物、当代遗存

等视觉符号和视觉元素进行图像化、数字化转化，并以数据分类等方式分门别类进行存储。二是

依托宣传和文旅部门，对迪庆民族题材的宣传片、影视剧、纪录片、视频短片、演艺节目、绘画

等视觉艺术作品及其中具有民族共同体内涵的视觉元素和视觉形象进行数字化修复、分类、留存，

对其中猎奇式的、落后的和带有陈规陋习的文化内涵和视觉元素进行重新检视。

第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元素可视化运用。一是精选政治性强、歧义少、共

同性广泛、意蕴深厚的历史、宗教和民族文化的符号和视觉元素，在博物馆、展览厅、节庆会展

和有条件的公共场所进行图像化、可视化的展示，以可视化的方式加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

体这一实体的体认。二是对于迪庆相关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及其中讲述的迪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的故事、塑造的艺术形象，以政府支持、企业参与和专业团队运作的方式，进行可视化的再创作，

通过搭载影视剧、电竞游戏、文创产品和文旅服务等，扩大这些民族团结艺术形象和故事的影响

力，进而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形象的文化内涵和阐释空间。

第三，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的大众化收集反馈平台。一是依托各级融媒体

中心开通与民族团结进步、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相关的素材收集和反馈

通道，让各地、各部门群众收集和反馈在日常生活、专项活动、各类工作以及各地文化习俗中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生动场面、故事和形象等，并对所收集的素材进行分类整理、提

炼和宣传运用。二是依托文旅部门的舆论监测平台或文旅产业信息化服务平台，向文旅消费者、

游客、兴趣爱好者等州内外广大民众收集和反馈与迪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视觉形象

元素、创意设计、衍生符号、内涵阐释和意见表达等，增强各地各族群众的参与感。

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品牌培育工程
第一，丰富 “香格里拉”品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内涵和视觉形象呈现形式。一是赋

予 “世界的香格里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内涵，加强其中华文化 “大同”理想以及迪庆地区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和现实的文化阐释，突出表现迪庆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顺的社会生活。

在宣传片、自然景观展示、文旅活动、标识设计、文字符号运用中，加入中华民族共同性文化理

想的视觉元素，丰富 “世界的香格里拉”形象品牌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理想家园的内涵。二是在

往常使用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标语、意象和国旗国歌等视觉元素进景区之外，在突出

自然奇观和 “世外桃源”等观光之外，还要注重开发兼具差异性和共同性的迪庆民族文化创意产

品和视觉形象符号，注重研发其中迪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文化研学和体验的产品和服务，

开展 “香格里拉”品牌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形象设计、视频创作等文化互动活动，借助 “香格里

拉”作为目的地品牌和地方形象品牌，扩大迪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的影响范围。

第二，讲好 “五个认同”的视觉故事，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松赞林寺品牌。松赞

林寺素有 “小布达拉宫”“藏族艺术博物馆”之称，是享誉海内外的知名文化圣地和旅游胜地，

也堪称迪庆州的重要文化品牌。一是要注重发掘松赞林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及其各族

僧众团结进步的事迹，塑造松赞林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视觉形象。以红军长征过中甸、

中甸和平解放、迪庆藏族自治州首任州长松谋活佛、中央访问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

来”等历史故事以及尼旺宗派出所 “九个一”的亲情服务模式、“千名干部进村入户 （寺）”活

动、僧众践行 “四条标准”等活动中的各类事迹为题材，以唐卡、影视、历史纪录片、宣传片等

视觉形式呈现其中的爱国爱教情怀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源自内心的真切认同。二是充分发挥松赞林寺作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宗教界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宣传和教育功能，在主题陈列、路标指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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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导览、景区标识、外围设计等方面，以视觉故事的形式，突出展示迪庆多民族、多宗教、多文

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迹等，营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真实可感的体验环境。

第三，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奔子栏锅庄文化展演，打造各族群众参与性强的民族文化

品牌。奔子栏历史上就是茶马古道的咽喉要道，其锅庄文化从服饰、表演形式、文化内涵等方面

都带着明显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化印记，是迪庆一张享誉国内外的民俗文化名片。一

是结合奔子栏历史文化、民族交往文物遗迹和独特的锅庄舞形式，加强对其中表现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内涵的挖掘和阐释，并充分利用锅庄文化陈列室、广场等，从 “同心圆”等多种视觉形式对

其共同体内涵加以形象化的呈现和展演。二是充分运用锅庄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强烈的艺术表现力，

结合本地各民族信仰、生活生产等风俗习惯和场景，加快创作富有时代气息和感染力的感恩锅庄、

民族团结锅庄等展演作品，利用文化艺术节、文旅活动、民族节庆等进行广泛展演，调动各族群

众广泛参与其展演之中，唤起各族群众的 “五个认同”。三是将奔子栏锅庄舞作为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平台，丰富各民族参与的锅庄舞展演形式和渠道，通过自媒体平台、乡镇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平台、省州融媒体和影视平台、省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国际交流渠道等，突出展现

迪庆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形象和中华文化丰富多彩的一面，进而增强迪庆各族群众对民族文化的自

信和自觉。

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示范工程
第一，将建塘社区打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形象工程示范城镇。发掘建塘作为古茶马

互市重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化故事、遗迹和文化符号，将其故事和遗迹以浮雕、雕塑、

影视剧和纪录片等视觉化形式在独克宗古城、街区标识牌、广场、社区文化墙以场景化形式展示

和展演，并以文化创意产品、公共服务、环境美化等方式嵌入独克宗古城之中。同时，讲好北门、

金龙社区多民族家庭日常生活的视觉故事，以日常的、真实的形象生动呈现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场景。此外，以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活动场所为主要载体，开展

社区各族居民广泛参与的文艺展演活动，促进各族居民之间的交流和文化的交融。

第二，将燕门乡茨中村打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形象工程示范村。一是以茨中村藏族、

汉族、傈僳族、纳西族、白族、怒族、彝族等多民族共居以及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多宗教并

存的生产和生活现状为题材，围绕民族团结奋进、宗教和顺、文化相融相生以及人与自然和谐与

共等主题，广泛吸引公共媒体、自媒体、艺术家、影视剧导演以及游客等，开展多民族家庭和睦

相处日常生活故事、多宗教和谐与共的精神世界、多文化相融与中华文化精神呈现等方面的视觉

艺术创作，并将优秀的视觉形象、视觉符号创作用于茨中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和展

示，扩大茨中村民族团结进步的示范知名度。二是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茨中天主教堂、移民搬

迁点形成的多民族村落、多民族家庭等为标志性场所，将茨中村在党的领导下多民族和谐共生、

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的生活场景以具体的纪实图片、场景浮雕、模拟场景、艺术符号等视觉形象

实体化展现。三是围绕茨中村 “小香格里拉”的美誉，在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环境整治、村落美

化等过程中，融入多民族共生、多宗教并存和多文化交融的视觉元素，结合自然景观展示，融入

“世界的香格里拉”“三江并流”等旅游品牌打造和路线规划，将茨中村打造为生动展示中华民族

共同体这一实体内涵和具体表现的参观目的地。

第三，依托迪庆州博物馆、红军长征博物馆已有的文物展示，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视觉深度体验示范工程。引进和运用现代５Ｇ、ＡＲ、ＶＲ、ＭＲ、ＸＲ等信息和视觉技术进行体验各
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红军长征、中甸和平解放等历史文化和迪庆多民族家庭、民族团结奋斗等现

实生产生活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设计，提升陈展的现场性和体验感。同时，依托互联网技术，充分

利用现代网络传播渠道，设计这些沉浸式体验场景的线上体验项目，吸引更广泛的参观者切身体

验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实体。此外，加强迪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

成的文明标识、历史文化展陈精品、多民族文化创意品牌和创意产品的设计和陈展，将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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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意识主题化、实体化。

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统筹融入工程
第一，统筹职能部门和各行业的力量，系统性地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形象工程。一

是统筹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对内和对外宣传工作、文旅部门和社会治安等职能部门的力量，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象运用于地区形象宣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之

中，整合经费和人力物力，在宣传教育、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创造性转化、民族宗教事务治理中，

共同推进迪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覆盖公共场所、标志性建筑、群众公共服务窗口、

乡村环境整治等领域。二是统筹民族宗教事务相关社会组织、文艺协会、文旅产业等各类主体的

力量，将迪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社会组织日常运营、文学艺术尤其是视觉艺术创作和

文旅产业发展之中。一方面，在民族宗教常规活动、艺术创作和提供文旅产品、服务的过程中，

开展广泛的、具有本土特点的迪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设计、创作和运用，丰富视

觉形象的内涵和形式；另一方面，借助文化交流、文艺作品、文旅活动等载体和渠道，扩大迪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的传播渠道和影响范围。

第二，全面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一是将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视觉符号融入迪庆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中。在城乡道路规划、绿化设

计，广场、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环境美化等与各族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

融入视觉形象和符号，打造具有迪庆特点的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的文化长廊、

文艺展演广场、形象主题公园和街区、美丽公路等，展现迪庆各民族文化交融、经济生活相互依

存、情感相互亲近的历史文化和生活场景。二是在方式和手段上融入。以大众化的呈现方式和话

语体系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呈现和意义生产、再生产融入各族群众日常生活之中。

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互动性和参与性，发挥自媒体展示功能，发掘迪庆文旅产业带动作用大的优势，

加强民族宗教事务和宣传部门引领，以文化集市、创意活动、自媒体创作等大众日常的方式，广

泛动员各族群众参与迪庆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的收集、创作和传播，通过文旅活

动中的文化生产—消费，丰富迪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的生产和再生产，形成聚集

效应和流量倍增。

四、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是一项系统性、持续性和综合性的工程，既是党委和

政府以视觉形象方式开展的宣传思想 “实体化”的工作，也是当代各族群众广泛参与的意义生产

和文化认同的文化实践。结合迪庆州情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情况，迪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视觉形象工程包括视觉形象资源整理工程、品牌培育工程、示范工程和统筹融入工程。其中，

视觉形象资源整理工程是基础，目的在于理清迪庆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和视觉

符号资源，并由此进行具有迪庆州地方特点的视觉形象设计和运用。视觉形象品牌培育和示范工

程是重点和亮点工程，致力于通过品牌影响力和示范引领作用，既为各地因地制宜实施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形象工程提供参考，也通过精品和亮点扩大迪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

觉形象工程的带动作用。视觉形象统筹融入工程是实施主体的力量统筹和各项目、各行业的融入

工程，致力于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各族群众社会生活并深入人心。最终，通过视觉形象铸

牢迪庆州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自觉的文化认同和高度的文化自信，进而转化为各

族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行动自觉。

责任编辑：杨松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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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笔谈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云南中华文化学院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３０日举办了主题为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学术沙龙。邀请中

央社会主义学院、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省委党校、云南中华文化学院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统战理论、中华文化、民族宗教、

国际政治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进行讨论，深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命题，现将专家学者主

要观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中华 “大一统”传统与政治共识和

文化认同的塑造

李勇刚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
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历经数千年的执政实践、制度建构和伦理教化，“大一统”最终形成一整套政治、经济、文

化、外交等领域的独特文明内核。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大一统”有助于凝聚人们的政治共识，增

强人们的文化认同。当前，我们要立足 “两个相结合”、“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等重

要论断，对中华 “大一统”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爱国是第一位的”，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弘扬爱国主义，需要

树立正确的国家观，这就要求客观认识和全面把握伟大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并自觉抵制历史虚无

主义以及文化虚无主义的侵蚀。中国历史和文化贯穿着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追求团结统一的

“大一统”传统。

一、“大一统”的基本内涵

“大一统”一词，出自 《春秋公羊传》，“大”原本是动词，意思是 “尊崇”，后来，“大”字

逐渐具备形容词的性质，强调传统中国的疆域版图范围须纳入统一的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并在

此基础上展开一系列具体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考诸历史，周朝确立了 “大一统”的道义标准；

秦汉奠定了 “大一统”的政治体制；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科举制、文官制度成熟定型；宋朝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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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平民化儒学教育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精英开放；明清时期最终实现了 “大一统”民族整合，形

成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疆域格局和多民族治理的重要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

了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格局，使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大大增强。历经数千年的政治实践、制度建构

和伦理教化，“大一统”最终形成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独特文明内核。“大一

统”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不仅是一个政体概念，也是一个政道概念。

正是基于 “大一统”传统，我们形成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且能够对于内部

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实现充分的包容与融合；正是遵循 “大一统”传统，我们锻造出中央政府在各

个地区间强有力的统筹协调能力，在广袤疆域内对于各种人财物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优化配置；

正是得益于 “大一统”传统的熏陶，中国人形成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天下观念，成为今天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心理基础。

二、“大一统”有助于凝聚人们的政治共识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彻底的社会革命，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局面，

重塑了新的现代 “大一统”———不仅实现地理疆域的基本统一，更是在政治上巩固了中央政权，

实现政令法度的统一、经济财力的集中、精英人才的聚合，中华民族也由此统一为多元一体的现

代民族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传统的 “大一统”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人民

性。“人民”不是虚幻的，而是经由血与火的考验塑造出来，是通过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一部分

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阶级联盟形成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协商建国，通过土地革命

和改革、“三大改造”、劳资协调、男女平等、城乡互助等社会革命而塑造出来的。

社会主义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作为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我们政治

共识的底线就是中国不可分裂、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离散、中华文化不可消解。当今中国，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并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因此，这种

政治共识底线，必然要求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三、“大一统”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

是否形成大一统格局，是中国与西方历史发展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绵延不

绝的根本原因。中华 “大一统”在最初建立之时，亦曾受惠于地理空间带来的优势，比如相对封

闭又足够广大的土地、特定气候和资源等，使中国有能力支撑起一个大一统政权的长期存续。但

是，在大一统秩序的内在发展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其产生出来的一些文化和物质要素，如统一的

文字、被广泛接受和学习的文明典籍、具有相同观念的政治精英和士人群体等，这些要素使得大

一统政权获得了不断恢复的可能性和生命力。文明秩序比政治秩序更为基本，文明的连续性是政

权连续性的重要根据，文明是 “大一统”的根基和秩序。正因为中华文明有连续性，所以中国才

会在经历多次分裂后又重新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了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格局，在实质平等的基

础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使中华文明以现代国家的形式得以更新和重建。新中国继承了

传统中国留下的文明国家遗产———无论是政统道统合一的基本结构和精英政治传统，还是超越于

种族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和中央集权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与传统中国有着无法割断的

联系。中华文明的更始重生和全面复兴，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

主体。因此，这种文化认同底线同样要求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四、新时代对 “大一统”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对于历史传统，我们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继承，而是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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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最终实现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思想源泉。当前，世界面临 “百年未有之变局”。随着

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势必改变旧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国际

格局，注定要遭到来自美西方的围追堵截。我们必须以基于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来积极回应意识

形态挑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驾护航。要树立正确国家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

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的精神内核，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 “大一统”传统焕发新的生机

与活力，进而从容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可能遭遇到的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古代天人互益观念

樊泳湄　云南省委党校民族和文化教研部教授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植和升华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充分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

代价值，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果。整体来看，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与中国古代天人互益观在以下四个层面存在深度契合。

一、从 “天人合一”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蕴是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的主流观念和基本内涵，是古代先哲对人与

自然关系最好的定位与诠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灵魂。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来自大自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过程中形成的二者和谐共处、协同进化的过程和最好状态。

二、从 “道法自然”到 “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

中国哲学主张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贵就在于能够体会和服从天地生生之德，把顺应和合

理利用天地生养万物的规律作为自己的职责，天人同源，天人同德，天与人是宇宙的和谐共同体。

习近平在准确界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前提下，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将人与自然看作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创造性地提出 “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观点。

三、从 “取之有道”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

习近平继承古人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强调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

认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四、从 “仁民爱物”到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政治观

习近平秉承 “以民为本”思想，以其人民情怀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为本，其中最为

重要的，就是不能在发展过程中摧残人自身生存的环境。”不能把生态文明建设简单等同于经济问

题，应该把其当作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问题来谨慎对待。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汲取中华文化中 “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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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创造性提出 “生命共同体”命题，感悟 “取之有度”，提炼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思想，感悟 “仁民爱物”，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归结于 “民生福祉”，这一系统思想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国古代天人互益观的有机结合。

“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卢光盛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念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便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主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其核心就是 “仁”。儒家把

“仁”作为最高道德规范和理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处处体现着 “仁”的理念和价值。

一、“仁”的三重意涵

“仁”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仁”本身反映的是一种世界观，也就是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

“仁”就是 “人＋二”，二人，反映的是一种关系性 “共在”；基于上述的世界观，“仁”自然而

然衍生出了其价值观，“以人为本”是 “仁”的根本价值取向；“仁”并不是空洞的说教，“仁”

还有其方法论，“仁”的方法论，一是实践，二是由己及人，从身边做起。

二、“仁”的世界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将世界以 “共在”的眼光看待，从 “关系性”视角审视各国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出发点。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恰是 “仁”字拆字反映的世界观，体现了人类存在的 “关系

性”；“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

利益为代价”，无疑是 “共在”的一种具体表述，“共在”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个体的利

益与他者的利益高度融合，密不可分。

三、“仁”的价值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倡导 “以人为本”的发展，将共同发展的视角落实到人，促进全人类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

的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脚点。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使得 “爱人”

成为现实。在微观上，衡量一个事物的标准就是，是不是有利于人民；在宏观上，衡量一个事物

的标准就是，是否符合全人类的福祉。只有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都符合的事物，才是真正促进

人类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事物。

四、“仁”的方法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理念，更是生动的实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基于

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向全世界提出了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践，也反映了 “从身边做起”的理念。

“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系，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

关联，也充分反映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中国化”进路。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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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道路

王燕飞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７０余年的艰苦奋斗，从根本上解决了数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温饱
问题，实现了１４亿人从温饱迈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道路。粮食
安全与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注重安全与发展、状态与能力、维护与塑

造的内在联系，强调国家安全制度建设与治理能力的相互促进。

一、中国特色粮食安全道路的七个维度

国家粮食安全直接关乎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对于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正常

状态，在国际上免于对国外资源供给中断或价格剧烈波动而产生的突然打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家粮食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命脉，粮食作为生活必需品很早就渗入了政治因素，成为强国控制和

制裁有利害关系国家的利器。国家粮食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基础。这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市场繁

荣、社会稳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小康、实现 “中国梦”的重要物质基础。国家粮食安全是军

事安全的保证。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战争同样离不开粮食。粮食是战争赖以进行并且取得胜利

的必不可少的首要物质条件。国家粮食安全关乎科技安全，粮食安全对提高粮食科技创新能力、

培养高素质的粮食科技创新队伍、整体提升粮食生产的科技水平、促进粮食增产、保障国家科技

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密切相关。生态安全作为生态平衡的一种状态，

表现出与人类生存相关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基础处于良好的状况或不遭受不可恢复的破坏状态。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确保粮食增产、粮食品质的基础条件。国家粮食安全关乎资源安全，我国是农

业大国和人口大国，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土地资源、水资源、种子资源等都是粮食生产要素

资源，只有保持资源安全才能从长计议，使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二、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体系的有效举措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始终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和民富国强的初心

使命。始终坚持保护和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始终绷紧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这根弦。

围绕粮食的保障供给，先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继而沿着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放开搞活粮食流

通；围绕防灾减灾和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不断健全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探索建立包括主要粮食品

种在内的农业灾害保险体系，充实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围绕全面提高粮食产业发展的整体

素质、综合实力与竞争力，大力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大力推进 “藏粮于地”与 “藏粮于技”战

略，大力推进粮食产业的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围绕充分利用国内国际 “两种资源、两个市

场”，一方面是倡导全球贸易自由化、积极开展粮食国际贸易，另一方面是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大

力推进粮食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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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义利之辨与官员的价值观

尹子能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院长、副教授

“义利之辨”开启于孔子 《论语·里仁》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辨明于孟子，并

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重义轻利”、 “舍生取义”等价值取向，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

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

“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并强调好干部的标准就是 “德才兼备”。在价值观方面，

领导干部容易出现的问题：价值目标上，理想信念动摇；价值选择上，急功近利；价值追求上，

拜金享乐；价值实践上，奉行实用主义。根据这些问题，新时期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必须从以下三

个方面进行净化和培育。一是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二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领导干部的根本

价值取向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是坚持清正廉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显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治国

理政的智慧，激活了传统文化本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凝聚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推动了党的

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升了中华文化的

软实力，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中和之美与文艺的社会功能

王卫东　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等会议上

多次就中华文化发表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观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美学精神，根植于文

艺实践。

在中国，艺术不是现实之外的另一世界，艺术从来不为其自身而存在，只是一种手段，一种

修身养性、完善个体人格的手段，是人生的深化和扩展。在艺术活动中，人们感受生命，领悟生

命，最终完善自己的人生。艺术与人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国人很少为艺术而艺术，通常是

为人生而艺术，艺术体现了人生追求和人生的高度。

一、中和精神与艺术家的人格修养

中和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基本原则和最高理想。“中”即 “性”，指内心，“和”指内心的感情

抒发有所节制，能够和谐。“中和”的核心内涵即政治、伦理、艺术以及人格修养的最高理想，是

各种多样性和对立性因素和力量相互影响、渗透和平衡后达到的统一。中是前提，和是结果，中

是手段，和是目的，有中必有和，非中不能和。文艺工作者只有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才能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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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优秀的作品。

二、中和原则与文艺的批判功能

追求中和，并不意味着不允许 “怨”。孔子认为有三种 “怨”是合理的，第一种是对违反仁

道者的 “怨”，“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其次是对不良政治的 “怨”，“择可劳者

而劳之，又谁怨”。再次，是君子在仁道不行时也可以 “怨”。总之，当人们合理的欲望和情感得

不到实现，或遭到压制时，便可以怨，通过艺术表达这种怨自然合理。

三、中和状态与执两用中思维

表面看来，中国古代的 “中和”与古希腊的 “和谐”并无两般，往深一步，这种相似仅为表

层，实质上并不相同。把一切复杂的事物分解为简单的部分，经抽象还原后，世界俨然成为一个

因果对应、等值对称的线性的、决定性的、平衡的世界。文艺同样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艺的基础上百花齐放，走向繁荣。

四、中和理想与现实生活

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是知行合一，或者说，中国文化精神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实践性。艺术不

与日常生活相分离，而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现实人生的深化，艺术是理想的人生状态。在

音乐的境界中，人格获得升华和完成，艺术能改变人的性情，感发人的心灵，使人自觉地接受和

实行仁道。

在艺术的最高境界里，理想与现实自然而然地融合统一。艺术由外而内地对人的精神品格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陶冶性情、改变人们精神世界的有效手段。

协商民主与 “和”文化

杨松禄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副教授

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的重要形式，是凝聚智慧、增进共识、促进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扎根于中

国土壤，有深厚文化基础。

一、中国的 “和”文化孕育了中国协商民主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和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一国选择什么样的

民主模式，这是由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习近平指出： “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

‘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

善的道德观。”这种以 “和”为核心的宇宙观、国际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经过数千年的潜移默

化，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价值观等各方面，为中国探索和发展以开放、包容、合作、

共识等为价值内核的协商民主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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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协商民主发展了中国的 “和”文化

中国协商民主的形成和发展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

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人民政协从诞生之日起，协商建国就充满着协商

民主的精神，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

既秉承历史传统，又反映时代特征，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

事多商量的特点和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作

出一系列战略部署，科学回答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三、以 “和”文化为内核的中国协商民主可以为世界提供民主政治建设的 “中国方案”

西方提出 “协商民主”概念并发展为一种民主理论或民主范式是西方对世界民主政治建设的

一个伟大贡献。中国人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绵延五千余载的悠久

文明，在这样的文化沃土上生长出来的协商民主制度，已经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是行得通、有生

命力、有效率的，真正体现了民主的真谛，为世界其他国家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提倡和平、和谐、和睦的价值追求，合作、参与、协商的实践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理念，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凝聚着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其价值必将随着中国

和世界的发展进一步彰显。

中华 “和”文化与 “四个共同”的

中华民族历史观

尹未仙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第七次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高

度，用 “四个共同”阐述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历

史依据。

一、“和”文化与 “四个共同”的逻辑契合

（一）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共同开拓了我们辽阔的疆域。从 “五方之民共天下”到 “协和

万国”，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生产方式的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上交往交流，经济发展中相互依存，共

同开拓了中国辽阔的疆域。在中国历史上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只是支流。新中国成立以来，各

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共谋发展，共同维护了国

家统一、领土完整。

（二）求同存异、团结统一，共同书写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国各民族在漫长的交融过程中，

多元一体、求同存异，崇尚团结统一，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国家一度面临危

难、民族面临危亡，各族人民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共同体意识空前高涨和增强，反殖民反侵略

的斗争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１９４９年，多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取
得了国家形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缔造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多民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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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鉴融通、多元调和，共同创造了中国灿烂的文化。起源于中华大地的各民族因适应空

间及地理条件产生的文化多样性，随历史变迁而互鉴融通，共同创造了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促进了中华文化有机整体的形成。先秦时期，逐渐形成夷夏交融格局；秦汉大一统，岭

南、长城沿线、西域与中原既有差异，又呈现更高度的文化大融合。魏晋南北朝，胡人进入中原、

建立政权，胡汉杂居、文化混融。隋唐时期，政治开明，胡汉文化相互渗透、不断融合。宋辽金

元时期，虽战乱频仍，但也在客观上成为促进民族文化融合的催化剂。明清时期，各族文化大融

合推进到新的阶段。总之，各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中华文化作出

了重要贡献。

（四）包容差异、凝心聚力，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历史长河中，

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这些多样性、差异性与极具包容性的文化相互融通，发展和丰富

了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也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文成公主进藏谱写

了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东归既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又是中华民族强大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彰显；近代以来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为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做出了新

的贡献，这些都是各民族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证明。

二、创新转化中华 “和”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导

新时代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疆域完整，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历史，传承弘扬中华民族灿

烂的文化，赓续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培育时代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

中华 “和”文化的创新转化。把 “和”文化的思想内核应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强调中

华各民族的主体性，超越各民族的差异性，使中华 “和”文化获得新的思想生命力和理论感召力。

责任编辑：李亚强

·０８·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ＮＯ３，２０２２



作者简介：李志凌，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国际传播，民族文献典籍外译。

少数民族谚语的文化诠释及译介方法略论

李志凌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３）

摘　要：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谚语有其特殊的存在意义。不同民族历经

千百年的发展，孕育出了极具语言特色和文化特质的谚语形式，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因此，做好

少数民族谚语译介对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意义重大。以此为据，结合中国文化对外译介的现实条

件和主要路径，少数民族谚语对外传译的方法可以概括为海外汉学家译入、中外同行合作、作者

与译者合作、作者自译和中国译者逆译五种主要模式。

关键词：少数民族谚语；语言特征；文化属性；译介方法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８１－０８

中国文化 “走出去”，实现经典传承，并同着文化产品价值的当代发掘与弘扬，面临着诸多选

择问题，首先是文化类型和文化产品的选择，其次是文化传播的方式和路径。这两种选择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也从宏观和微观上决定了这项文化传播事业的成果。作为中

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俗语、谚语既是各民族特有的文化结晶，存在广泛，语言活力

突出，又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它以时代语境叙事的方式，用文字讲述着各族

人民的精神气象和社会文化风尚，这正是民族之林中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之一，因此，它能以一种

特别的方式推动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的塑造，树立内涵多元的中华文化印象。虽然经过我们的努

力，少数民族谚语的文化价值可以被认识到，但若无有效的传播手段对其加以译介推动，要想使

之成为国际舞台上闪亮的文化符号困难重重。为此，充分发掘少数民族谚语的特殊价值，用理想

的方式进行文化诠释和有效传播，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努力的一项事业。

一、少数民族谚语的语言特征与文化属性

少数民族谚语的语言特征，严格说来是一个笼统概念，很难对其作出准确而全面的描述。因

为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传统，甚至有自己的语言符号和用语习惯，若从语言本体上归纳

少数民族谚语的总体特征，难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也是不科学的。在此，我们只尝试从语言

特色及文化价值的含蕴结构来认识民族谚语的一些本质问题；而且，为便于比较分析并做出抽象

化概括，我们采用汉译本辑略的少数民族谚语为研究对象，把更多的研究放在谚语的语义特征和

表达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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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数民族谚语的语言特征

１．国俗语义特征彰显多元民族性
我国的少数民族谚语中有关于民间风俗的丰富内容，大量语汇来自广为流传的典故、传说、

俗语、歌谣，涉及人物、器物、地名、劳作方式、行为习惯及衣食住行的诸多日常用语。例如，

维吾尔族谚语有云：“有孩子的家庭像巴扎，没有孩子的家像麻扎。”语中两个专有名词分别与人

们的生活场所有关——— “巴扎”指 “集市”，喻热闹；“麻扎”指 “坟地”，喻寂寞。再如，景颇

族的长谚语：“山林里的景颇人，能辨清和树叶一样的竹叶青；头脑清醒的景颇族，能识别披着马

列外衣的蝙蝠人”。里边提到的 “蝙蝠人”是景颇族民间故事中流传的形象，代表口是心非的两

面派。因其出自完整的景颇族寓言，这个形象的寓意在其他民族中也许不常有，如汉族传统中蝙

蝠的意象多以其谐音喻指福运，而非类似的贬义。因此，这样的谚语体现了民族特色，具有国俗

语义的特征。国俗语义，是语言学家王德春教授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提出的概念，“是语义民族性的
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俗，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离开民族文

化背景，难以准确理解词语的含义”。① “国俗语义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态和感情色彩，具有

丰富的象征意义。”② 由于各民族谚语与其文化习俗、生活传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谚语能够

帮助我们打开认识民族文化进而了解各族人民发展成就的窗口，从而进入不同地域人民群众的文

化家园与精神世界。

２．典型的熟语化修辞表达
谚语本身也是一种文学化的语言形式，是经过语言加工和文意提炼的产品。少数民族谚语也

不例外。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经用语者反复推敲打磨，绝大多数都脱离了松散、粗糙的形式，

抛弃了流传不开的粗俗词语，在结构、意蕴、音韵上日益精进，句法凝练、朗朗上口，大大增强

了通俗用语的熟语、成语化色彩，提高了民间传承度。这些都是积极修辞取得的意义。

少数民族谚语中大量使用反义词和对比手法，构成矛盾效果，上下句对勘，前后对照喻理，

描述出客观世界的纷繁复杂和对立统一性，辩证式地揭示真相与道理。在修辞手法上，辞格类型

多样，语言生动性极强，多用对偶、反语、比喻、夸张、讽喻、拟人等辞格。例如，“石头虽干不

能燃烧，木材虽湿却能生火”（藏族）；“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土家族）；“仰面求人，不

如扑面求土”（哈萨克族）；“牲畜夏天要赶着喂，冬天要拴着喂”（维吾尔族）；“犁头不利犁边

利”（毛南族）；“如果你处处把自己夸耀，你所得到的一定是冷笑”（高山族）；“大河是安静的，

有学问的人是谦虚的” （蒙古族）等等。这些谚语不仅含义简明，在形式上进行了文字的考究，

贴近人们的生活真实和语言习惯，而且在寓意上既有直接的事理描述，也有耐人寻味的哲思教益，

充分体现了形式凝练、雅俗共赏、文意灵巧、含蓄玄妙等诸多文采修辞特征。

有些民族谚语同其他民族的说法在意思或隐喻方式上有相近之处，但依然保留了自己独到的

表达方式，特别注意使用本民族的文化语词。举例来说，白族同胞与汉族有长期和谐的杂居历史，

熟悉汉文化，也熟知汉语习语，但民间格言中依然保留了许多本民族的元素。如汉语里有 “知人

知面不知心”，白族同胞则用自己的谚语教导人们 “脸白好认，心黑难辨”。又如汉语里有 “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白族谚语里也有类似的说法：“仔细听别人吵架，能明白更多事理”。各族群

众对谚语文化的重视，也反映出他们在整理、创作和使用谚语的过程中，注意保留民族个性，热

爱自身的语言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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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丰富的文化语用传统

谚语在少数民族语中有不同的说法，如彝族把它叫做 “尔比”，傣语里称为 “甘哈开”，纳西

族称之为 “短歌”，都是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流传悠久、用途广泛的固定用语，是一些有特别功

能且 “意思凝固、句式凝固、比喻物凝固、对仗凝固、音韵凝固”① 的俗语。以往，很多地区传

统中没有成文的法规、法律，群众中的道德行为约束主要依靠习惯法，而民间的谚语、格言、熟

语就充当了特定地域内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人们不仅用它们来记录生活实践经验，形成世代传

承的知识，还用以倡导良善、警示邪恶，使民众自我约束，自食其力，与自然环境、人际社会和

谐相处。以 《彝族格言精选》 （２０２０）为例，内容涉及农业、贸易、阶级、婚姻、家庭、民俗、

天文、宗教、哲学等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是地方群众个人成长、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土壤。傣

族民间流传着诸多谚语的颂歌，“饱满谷粒见于簸箕中，正确谚语来自实践中”，“假若语言中没

有谚语，我们的生活会显得平淡无奇”，并用 “劝你莫打寻食鸟，儿在巢中盼母归”，“狩猎不要

进神林，撒网不要进龙潭”等具体的说法教人向善，规范社会行为。

原型范畴理论将一系列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认知对象归纳某种范畴的事物，其中最具典型特征

的成员称之为原型，享有最根本的类型化特征，拥有同类范畴内所有成员普遍具备的相似特征，

对同类事物具有规范性和参照作用。由于谚语广泛的大众基础，其内容都是语言使用者经过长期

体验且得到语言社团认可的事理及经验，能够提供榜样化的认知参照，因此具有知识模板的作用，

符合原型特征。在实际语用中，谚语的使用者是谁并不重要，它的寓意及其认知作用同语言环境

的适配性才是第一位的。从这一点来说，少数民族谚语因具有典型化的意义功能，可被广泛应用

于多种文化场景，以及无需限定话语者身份等特点，使其语用空间格外广阔。

４．通俗性胜于文雅性

同诸多民间谚语类似，少数民族谚语基本都是当地群众普遍使用，言简意赅的短语，反映的

大多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经验和事实，即使有些与古典神话传说相关，但也是人们喜闻乐见、

如数家珍的人物和故事，而且，这些熟悉的说法一般都是口头流传、通俗易懂的，语文形式不作

复杂的考究，多采用单句或两两对应的复句形式。因此，谚语创作者和使用者更加看重其通俗性，

不追求过度高雅的艺术化加工。另外，这些谚语主要来源于劳动人民的生产劳作和日常生活，并

非庙堂辞令或精英说教，浅白易懂、朗朗上口的言说形式更容易流传开来。

再从谚语的交际功能上讲，少数民族谚语主要用于承载知识经验的普遍语义，用以施加影响、

增强劝说、明示标准，指导各种生活抉择，构建普适性的话语权威，传递公认的价值，因而，需

要借助最为通俗的话语形式，用老百姓听得懂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所以，在语言表达上更加

青睐通俗明了的形式。在这一点上，要求我们在认识、推广它们的时候，多注意到这个特点，力

求原汁原味、风格保真。

（二）少数民族谚语的文化属性

作为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谚语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表面上，一条谚语的使用针对的

是特定场景下的个人体验，事实上却 “是该个人所属文化对这一特定场合和事物的同一看法和认

识的集成”②。英国政治家约翰·拉塞尔 （ＬｏｒｄＪｏｈｎＲｕｓｓｅｌ）总结得至为精辟：谚语是一人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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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万人的智慧。语言学者雪莉·阿罗拉 （ＳｈｉｒｌｅｙＬ．Ａｒｏｒａ）指出，谚语意义的解读可分两步走：

一是从 “文化语境”出发，把握其抽象概念和原始内涵；二是进入 “情景语境”，领会谚语在具

体时空场景下的意义演化。① 这种思维过程同样适用于少数民族谚语的诠释方式。“只要能拧成一

股绳，纱线也能捆住牯牛”（苗族）设定的是当地人纺纱织布、拴牛劳作的文化场景，比喻的是

团结一致力量无穷的道理。 “地中心有蚁冢，谷子会成长；寨子里有老人，人户才兴旺” （布朗

族），类似的俗语将农业生产同家庭关系进行了类比，既是生产经验的传授，也是社会公德行为的

教育，如 “和尚犯教规，可以还俗当百姓；谎话说一次，就没有人再相信”（傣族）。当地民族的

佛教信仰衍生出大量生活化的语言。可见，文化属性是少数民族谚语的基本属性。保持必要的文

化视野是深刻认识民族谚语内涵的一把钥匙，因为它直通语言背后的人文成就和最具民族个性的

生活映照。

少数民族谚语的文化特色集中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丰富的生产生活来源。各族同胞的民间谚语大部分来源于生产生活的实践，具有典型的经

验认知的特点，体现了人民群众悠久的社会关系和劳作经验；人们对客观世界观察仔细，善于总

结，领悟深刻，而且十分注重文化的传承。 “一年粮不接，十年赶不上” （布依族）；“肉要一起

煮，汤要分开喝”（藏族）；“牲畜增多，奶油满锅”（蒙古族）；“圈里卖羊，囤里卖粮”（维吾尔

族）；“到了夏牧场，冬窝子不要忘；从井里喝过水，这恩情不能忘”（哈萨克族）；“笋子不割成

竹，谷子不收成泥”（佤族）。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地域、不同的民族拥有千

姿百态的生产生活经验，为谚语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２．全景式的民俗风貌大观。由于民族谚语来源广泛，日用性强，涉及衣食住行、婚丧嫁娶，

传颂着信仰和希望，与当地群众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凝结着这个民族特有的风土人情，

有大量非物质文化的信息。人们用叙事的方式描绘自己的生活，刻画生长的环境，讲述历史、现

实和希望，形成不可多得的民俗景观。人们用特殊的词汇和曲调表达他们熟悉的日常，借助语言

演绎内心的情感。比如，蒙古族谚语里记载了大量游牧生活的景象，高山、草原、河流、骑手成

为谚语里的高频词，既是谚语里的背景，也常常立体起来，成为意境中的前景，让世人看到了他

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勃勃生机。所以，当闻 “人要有山一样的靠山，有草原一样的胸怀” （蒙古

族）时，不仅可以了解到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还可以走进这方人民的精神家园。

３．务实的人生经验启示。少数民族谚语同汉族传统的成语、谚语相比，在形式结构、语用功

能作用上几无差别，但从谚语中的隐喻义类上，大概可以看到前者的事理依据多与旧时的原始经

济形态，特别是传统社会关系下的农副业，以及采摘、游牧、狩猎等方面的劳动生产行业关系紧

密，可见，传统的生活经验和场景构成了民族谚语叙事的主要内容。换句话说，少数民族谚语侧

重现实场景的描述，重视生存行为和需求的理据；即使涉及到神话传说，也是现实观向喻理世界

的转化体验。在旧社会的长期历史中，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社会生活主体元素相对不丰富，

人们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务实的生产生活行为上，而对文学创作、制度文化探索、庙堂教化、娱

乐爱好等方面关注不多，使得谚语功能偏向于务实，而非务虚。有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少数

民族谚语中，围绕生产和处世的谚语比较多……其他如修养、文艺以及生活意趣方面的谚语就比

较少了。”② （王冲，２０１８）目前可查到的多种少数民族谚语选集中，如 《中国少数民族谚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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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风，王慈，１９８２；李耀宗，马加林，１９８５），《中国少数民族谚语全编》（周江，１９９０），《云南
少数民族谚语选》 （毕坚，１９９３）等，涉及为人处世、劳作生产的类目居多，而关于娱乐情趣、
艺术创作门类的较为少见。

４．传统民俗文化观念的教化作用。中国各个少数民族普遍具有勤劳智慧、热爱生命、生活积
极、乐观向上、向往自由、亲近大自然的可贵品质，这些品质集中于传颂的歌谣格言中，千百年

来在同一民族内部和交往的民族中间形成典型的民族个性、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精神和民

族审美，成为传统文化教育的主题。“粒米十滴汗，莫忘种田人”（侗族），“砍树要朝树倒的方向

砍，划船要顺水流的方向划”（傣族），“保土保水如保命，治土保水如治家”（壮族）；又如 “两

手是摇钱树，土地是聚宝盆”（满族），“吃一把种子饱不了一顿肚子，播一把种子却能饱几个街

子”（哈尼族），“锋利的长刀，不在于刀鞘好；漂亮的姑娘，不在于筒裙好”（景颇族），“酥油

越打越香，人越学越聪明”（普米族）……这些表面看来只是生产劳作时微小而具体的提示，或者

只是一些非常琐细的生活场景，如迎宾待客、婚丧嫁娶、家教传统、对敌斗争等，却是各族人民长

期积累、世代相传的生存经验，既是人们适应自然环境，获得生产资料、积蓄劳动力的重要经验，

也传递了祖辈对后人的情感期冀与人生教益，构成群体生活的文化座右铭和社会教育百科全书。

５．喻理通俗，浅显易懂。由于民谚普遍具有群众性、实践性、精炼性、通俗性、易传性的特
点，其语言通俗简明，贴近生活、朗朗上口，不故作高雅，却又庄谐交织，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

议事理趣。“巴依有五个肚子，总有一个空着。”（维吾尔族）旧社会王爷财主好吃懒做，大腹便

便的形象和欲壑难填的贪婪性情，三言两语中便活脱脱刻画出来。“假如你怜惜受伤的顽敌，妻子

将为你穿起孝衣。” （柯尔克孜族）对人性认识的劝导没有大道理的教条，只在具体的场景设定

中，让人肃然反思。“十二岁的孩子，做了才想；六十岁的老人，想了才做。” （彝族）用亲切的

话语告诫年轻人戒骄戒躁，三思而后行，将人生不同阶段的变化同心智阅历的成长联系起来，非

常简单而又深刻地揭示了智慧积累的重要性。

６．典型的经典口传文化。形式偏于口语，口传胜于文传，是少数民族谚语的另一个突出特
征。李耀宗、马加林两位学者在整理了大量少数民族谚语后，总结道：“兄弟民族谚语昔日大凡口

耳相传，世代相习，多在历史长河中漂泊沉浮……”① 由于文献资料较少，人们对本民族谚语所做

的专门文字整理也不多见，这导致很多格言俗语的辑录遇到诸多困难。以口立碑，口耳传承，成

为很多民间谚语存在的基本常态。其口语特征首先表现为形式简短。常用大量短小的单句、对句，

形成熟语、成语和警句。小到一两个词，三两个字，三言两语便道出世间百态。“话是金子”（景

颇族）；“泉水清，塘水浑”（壮族）；“故乡虽穷，乡情最富”（白族）。其次，使用很多转录自口

语的文字和语汇，如 “说的话像奶子一样净白，他的心一定像箭杆那样端正。”（藏族）人们把日

常饮食中指称事物 （牦牛奶）的通俗名称用在格言里，达到易识、易懂、易传的效果。

二、少数民族谚语译介价值及传译方式

（一）为何译介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认识毋庸置疑。其意义有二：第一，重视

并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实现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自我需求，是文化活力的内生长点。第二，中

华文化要赢得世人尊重，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从而避免文化冲突和意识摩擦，需要向外做好内

涵展示，用有效方式进行对外传播，从而增大异文化接触时的彼此兼容性。

在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今天，传承和弘扬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一切中华文化成就，对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沟通中外，实现民心相通，并借此建构良好的国家和民族形象，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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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文化的魅力、吸引力和国际化实力，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谚语虽不能说在民族文化中包罗

万象，但仍被袭用至今就已足以证明其强大的文化活力，成为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面貌和人民精神

状态的重要窗口。这些正是传播谚语文化的价值所在。著名学者陈寅恪认为，“文化传承与文化输

入息息相关，不可分割，文化史是文化交流史，也就是翻译史”。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就是文

化交流的核心途径；而作为翻译价值起点的，正是类似民间谚语这样饱含着语言财富的源语素材。

“我们在翻译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时，就需选择这些最能反映民族精髓的文化意象和民俗事象。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上展示这一神秘 （的）古韵风情，促进世界各族人民对中国文化之深入了

解，拓宽以及深化中国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扩大我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

营造一个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杨司桂，２０１７）② 作为与民族性、地方性文化贴合度极高的一
种文化形式，少数民族的传统谚语无疑是有诠释意义和传播价值的。

如果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来认识，少数民族谚语同任何民族的谚语一样，因流传时间久远，

语言价值突出，人文意义富养丰足，故而具有文化经典的品质。根据佐哈尔的观点 （２００２），文学
经典可分为 “静态经典”和 “动态经典”。③ 静态经典因作品内容和影响力与特定时间或环境有

关，所起的文化效力大部分停留在过去，与旧的叙事对象关联，只能在历史视域下产生文献价值，

传播空间有限，很难转化为其他领域和新时代下的文化效益，因而，这样的经典是孤立的、再生

力低的。动态经典则有较强的阐释空间，与不同的时代语境相融合，往往保有新鲜的文化活力，

具有文学鉴赏价值或应用价值，能为新的受众所接受和喜爱。从这个意义上看，少数民族谚语具

备动态经典的特点，传播潜力充分。

（二）如何译介

关于谚语的译介，除了通行的翻译方法以外，很难说有什么专门的特殊译法。这是因为无论

是汉语中的传统谚语，还是少数民族民间谚语，都可以作为文学作品中的短篇文本来处理。根据

赖斯 （１９７１）④、纽马克 （１９８１）⑤ 等学者的文本类型理论，谚语属于表达型文本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Ｔｙｐｅ），其特点是原作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性具有突出特征，这也是译介中需要致力处理的内容对象
和再现的作品价值。因此，在译介策略上多以异化翻译为主，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还原作品的原

始风貌和创作特色。在此，我们以对外翻译的几种典型模式为参照，谈一谈民族谚语译介的几种

范式，以此为路径培育传播力。

１．海外汉学家译入模式
翻译界向来有一种观点：最理想的翻译形式是将外文译成母语，即 “译入”，也就是 “顺译”

模式。译者更容易把握的是自己的母语，只有将外语作品译成自己的母语，才能确保最好的读者

接受效果。这种看法在西方翻译界尤其盛行。国际译联曾举行过主题为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的研讨会，倡导由外译内的做法，将其视作 “顺译”或 “正译”之道。从理想状态来讲，

这是有道理的；但是，顺译需要由外国译者来从事中译外工作，而就实际情况来看，效果虽好，

但可行性不高。其根源就在于中西方深刻的语言文化差异，以及文化交融程度的局限。这导致了

海外支援中华文化译介的人才资源有限。我们当然十分欢迎华兹生、大卫·霍克斯、沃尔夫冈·

顾彬、宇文所安、闵福德、安乐哲、吴漠汀等海外汉学家，甚至更早时期的马礼逊、汤若望、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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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雅等西方学者来参与译介我们的文化经典，但是，这样的友好 “搭桥者”数量十分有限。现实

是，能够熟练掌握汉语，深谙中华文化，并愿以一腔热情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甘做解释专家和

文化宣传员的外国人毕竟不多，并且要培养一批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有识之士和学者型译者，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甚至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这在时间成本和文化成本上投入巨大，难

以满足对外传播的当代需求。尽管这样，海外人士由于天然地具备了与目标受众文化同源的身份，

最了解读者需求和认知习惯，受到信赖，更容易利用好话语权，因而，仍然是用 “另一只眼”解

读中华国民性和人文成就、与国外读者保持近距离交流的重要力量。

２．中外同行合作模式
对外译介工作若完全由外国人来完成，可能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译介者对原作的深层次内

涵及误译代价把握不到位，因此，一种理想的方式是中外译者展开合作，中方译者重点负责对

原作的理解和对传译意义的评判，外方译者主要负责译文的话语入流及其同目的语文化的融合

效果。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中外联合的国际合作方式同样很值得借鉴。中方传播者包括

译者、出版社、媒体人、文化宣讲师和学者等，他们精通中华文化，能够吃透或准确挖掘作品

意义和特点。外方传播者可以是对等的同行工作者或协助者，他们深谙目标市场的需求和读者

的好恶习惯，更懂得驾驭传播语言的话语效力，熟练使用目标语言地道阐释新鲜事物。这样，

传播过程中的作品解读与表达这两大环节都得到了质量保障。中外合作的对外译介模式 “无论

是在译前的文本选择、文本识解、翻译决策，还是译后的编辑、出版、传播、流通等诸环节，

均可以得到来自双方最大限度的智力保障”①。成功的例子有如中国外交部翻译司与外国专家的合

作、“大中华文库外译”项目中的中外合译项目；个人成功的典范也有不少，如杨宪益与戴乃迭夫

妇合译中国文学经典、李约瑟与鲁桂珍夫妇对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史的研究和翻译、马悦然与陈宁

祖夫妇对中国古典诗词和文学经典的翻译、宇文所安与田晓菲夫妇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葛浩文

与林丽君夫妇对中国当代文学畅销作品的英语翻译和推介等。正如许子东所言：“那些主要的翻译

家，不是老公就是老婆是华人，说明文学翻译之难啊，说明独立的外国人，他翻不了这东西，他

非得靠旁边有人帮助。”②

３．作者与译者合作模式
以具体作品为译介对象的文化传播活动不能忽略作者的作用。无论推广介绍作品的译者和传

播人如何优秀，他们毕竟是作品的初代解读者，在作品意义的复制传播链上，主要做的是解码的

工作，这就难免会有偏狭或误读。而作为作品创始人的原作者，对创作初衷和本身想要表达的意

思拥有最大话语权，能够对译介效果做出最直接的评判，但是，作者又往往对作品的他语译释、

传播方式及其后效无能为力，无法进行专业性介入，必须允许和依赖其他译介人对其作品做出新

的意义诠释，用特有的传播方式带入目标群体。因此，作者与译者合作模式便成为了另一种理想

的传播模式。中国当代作家莫言、余华、苏童、姜戎、毕飞宇、刘震云等与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

文合作的成功经验就是这种模式的典范。

少数民族谚语虽常以零散形式流传，但对外译介时，往往依托于文本汇编。辑录者多为本民

族或当地的学者，他们对于源语特点的认识最为深刻和全面，因此，译介过程中若能与编写者进

行沟通，能够对传译的内容、意义和形式有更准确的把握。笔者在翻译少数民族文献的过程中，

便曾多次主动与少数民族作家、学者请教、交流，研讨作品中的一些难解之处，得到了大量的专

业意见和启发，为后期的文化厚译提供了重要借鉴。（按：“厚译法”Ｔｈｉｃｋ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是文化翻译
中进行内涵诠释和信息深挖的一种常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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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作者自译模式
当我们意识到作者在作品传播中能起到的重要作用时，实际走近了一类以源动力推动的传播

方式。不难发现，前面所谈的作者与译者合作模式似乎是一种补偿式的做法，因为作者不能直接

介入作品的译介传播，而需要外力，靠译者的中介操作，致使作品不得不在其中经历一次意义悬

念的消解对话与价值权衡的跌宕交接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产生了较多的意识较量，拉长了传播链

的操作程序，造成时间消耗和信任考验。作者和译介者双方经历了 “接触—了解—信任—协商—

妥协—再商榷—接受”的复杂环节，虽然最终效果可能是好的，但传播效率不高。葛浩文在翻译

中国作家小说的时候，经常不敢轻易下笔，对于很多拿不准的文化概念、传统说法，不得不与中

国作家反复通信询问确认。这样便影响了作品的传播速度。其实，理想的状态是作者精通双语文

化，能够自行译介本人的作品。民族学界有一个共识：一个民族的文化成就最好的代言人就是本

民族的一分子。如果编写少数民族谚语的作者同时具备出色的外语能力、较强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以及用外语来熟练译释原作的文化传播能力，完全可以由自己来承担对外译介工作。这样能够最

大程度上保证原作内容精神不丢，风格不失。这样的榜样也不少，著名作家林语堂、张爱玲就是

中英双语作家和翻译家，他们懂创作、懂读者，了解自己的母语文化，又深谙外国语言文化之道，

可以在中外双车道上舒展驰骋，有能力将自己作品进行外文翻译，而且还能保持高水平的形神复

制。我们身边有很多民族学者都具备高等学历，受过良好教育，有些甚至有长期海外求学生活的

经历，他们完全有能力将自己编写的民族文化著作、民俗述作、谚语专辑进行 “二次加工”，翻译

成外文作品，将这些宝贵的文化结晶介绍给国外读者。只不过这样的 “重复”工作对于一些作者

而言，可能是又一次艰辛的研学历程，苦于精力难堪二度跋涉，而多有放弃罢了。

５．中国译者逆译模式
在中译外事业上，真正作为主力的还是中国译者，他们充当了大部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这

是由中国的语言国情决定的。前面模式中已讨论到，从事中译外的国外人才缺乏，主要从业者只

能是国内的外语人。尽管我们的译介队伍业务能力上参差不齐，但民族复兴、文化振兴的宏伟大

业少不了他们提供的大力支持。虽然从翻译性质上看，中国译者将中华文化外译为他语，似乎犯

了国际通行翻译惯例的 “忌讳”，是缺少操作信度和效度的 “逆译”，但现实需求和条件下，我们

必须依靠中国译者知难而进、逆流而上，肩负起文化传播的大业。衷心希望我们的队伍中多出现

一批如许渊冲、辜鸿铭、汪榕培、王宏印、潘文国、李正栓等致力于中华文化对外译介的杰出学

者，哪怕外部援力缺乏，依然不改初心，矢志不渝，运用出色的语言能力和钻研之心，为民族文

化的传承事业竭尽全力。

三、结语

在搜集、了解和译介少数民族谚语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加深对一种语言经典化形式的认知，

更重要的是，它能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不只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经济

资源和物质财富，更有许多宝贵的精神能量，他们既是个别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整个中华

民族精神家园中的生机宝地。这些微小的语言晶体让我们看到了通透的民族大观园，激发起智慧

和信念。民谚有云：“最纯净的水是泉水，最精萃的话是谚语”（哈萨克族）；“有觉悟的人，一句

格言也能使他长进；刚萌芽的笋，细雨小水也能助它成长” （藏族）；“水滴积多盛满盆，谚语积

多成学问”（蒙古族）。希望民间谚语走出静态经典的样式，成为一把钥匙，打开中华民族民俗文

化的一些精神内核，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典型文化元素，促进不同背景下的中外各族群众彼此理

解、民心相通、相向走近、尊重相待。

责任编辑：刘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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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优良家风视域下的梁代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传统研究

张昊雷，宋青潞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７）

摘　要：梁代出现的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现象相当特殊：一是不仅要抚育 “孤兄子成人”，

还要抚育他们 “成才”；二是其行为主体主要是当时的世家大族。儒家伦理的复兴激起 “孝悌”

情感的转移，这是其得以出现的历史背景；严峻的存亡危机使世家大族迫切需要宗族杰出人物入

仕，由此为他们的门户利益提供政治保护，这是其得以产生的内在逻辑。“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

传统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有内在的契合之处，要挖掘这一传统中具有 “古今

通理”意义的合理内核，为塑造新时代优良家风提供理论资源。

关键词：抚孤；过于己子；优良家风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８９－０７

梁代出现了大量的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现象。《梁书》卷一 《杨公则传》中记载：“公则

为人敦厚慈爱，居家敦睦，视兄子过于其子，家财悉委焉。”①同书卷十二 《韦轈传》中同样有类

似记载：“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②当前学界对这种现象已有所重视，并开展了相关研究。

许秀文在 《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中就将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行为看作是宗族内部的常

规救助，其主要影响多在社会保障方面，发挥了稳定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因为这个

行为主要发生在宗族内部，张承宗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中将其看作是宗族经济生活中所

见的一种家族关系。李卿在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中也持相似看法，并且

将包括及类似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行为称为 “抚孤”，与养老、侍寡、济贫、散财等行为并

列归为宗族经济活动的范畴，是家族成员在道义上必须承担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吴海燕在 《魏晋

南北朝乡村社会及其变迁研究》中指出这种家族关系是一种同居共财的经济关系。“抚孤”属于

宗族的赈施活动，既是宗族组织血缘凝聚力在经济上的反映，同时它又反过来增强宗族组织的团

体和集体意识。朱大渭、梁满仓在 《魏晋南北朝宗族组织试探》中将这种 “抚孤”行为直接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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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宗族内重要的经济活动，一方面是以宗族的力量维系成员的生存，使其度过艰难的困境，另一

方面反过来增强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强化成员们的集体意识。这些观点代表了目前学界对梁代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现象的普遍看法，即将其作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保障制度与宗族组织

内部经济活动的一份普遍性材料一略而过，对其特殊性认识不足。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经过习近平

总书记的阐发和指导，塑造优良家风的目标越来越受到重视。梁代出现的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传

统为塑造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优良家风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资源，因而有必要加强对这一传统的研究。

一、梁代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独特性

《梁书》继承班、马遗风，语言朴实，选材谨慎。李延寿作 《南史》亦对这些史料进行了保

留。抚孤现象虽史不绝书，但达到 “过于己子”程度的却不多见，正因为罕见，后世理学家甚至

将 “一视同仁”的行为看作是圣人的境界。 《二程集》中云： “又问： ‘视己子与兄子有间否？’

曰：‘圣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犹子也。是欲视之犹子也。’”① 但超过 “一视同仁”境界的 “过于己

子”只在 《梁书》和 《南史》中频频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现象，且

非常特殊，因此才被姚察父子和李延寿所捕捉并写入传中。但其独特性除了只在梁代集中出现之

外，另外还有以下两点：

（一）其目的是既 “成人”又 “成才”

梁代对于这些 “孤兄子”不仅仅停留在抚养的层面上，其后还有一系列的刻意培养，最终使

其步入仕途。可以说，对于亡兄弟的这些遗孤，不仅要使他们成人，亦要使他们成才。《梁书》卷

五 《谢几卿传》中记载：“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几卿抚养甚至。及藻成立，历清官公府

祭酒、主簿，皆几卿奖训之力也。”② 同书同卷 《庾仲容传》中记载：“仲容幼孤，为叔父泳所养。

既长，杜绝人事，专精笃学，昼夜手不辍卷。初为安西法曹行参军，泳时已贵显，吏部尚书徐勉

拟泳子晏婴为宫僚，泳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愿以晏婴所忝回用之。’”③ 在这一点上，

梁代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现象与其前后所出现的 “过于己子”现象有极大不同，在此试举两例

以说明之：西晋邓攸在逃亡路上自知己子与其弟之子不能两全，考虑到其弟早亡，“唯有一息，理

不可绝”④，而自己逃脱之后可再有子嗣，所以最终抛弃了亲生骨肉以使弟弟的儿子得存；元代术

忽难哀痛其兄长阔里吉思去世，抚养其兄子术安过于己子，并好好保存其兄的珍服秘玩，待术安

成人一并归还。邓攸虽有过于己子之实，但是其目的是保证自己和弟弟的血脉不致双双断绝，而

术忽难抚养 “孤兄子”过于己子的原因除了对兄长的思念，还有就是希望兄长在世间的财产后继

有人。邓攸和术忽难的例子是萧梁前后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典型，但与梁代 “抚孤兄子过于

己子”的现象相比，都较为缺少对 “孤兄子”成才的殷切希望与努力。

（二）其行为主体皆是当时的世家大族

梁代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行为主体，即前文所举的韦轈、谢几卿和庾仲容之流，全是当

时的 “高门士族”。《梁书》卷十二 《韦轈传》云：“韦轈字怀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汉丞相贤以

后，世为三辅著姓。”⑤ 可见韦轈家族在梁代门第之高。至于谢几卿与庾仲容，他们一个出身 “王

谢”，一个出身 “庾郗”，皆是东晋时的 “当轴士族”，曾一度左右朝堂政局，至梁世早已流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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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毫无疑问的世家大族。① 至于前文所举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之一的杨公则有些特殊，因

此需要详论。

杨公则是梁朝的开国功臣之一，戎马一生，战功无数，无疑是梁时的 “势家”。关于其出身，

《梁书》卷十 《杨公则传》中云：“杨公则字君翼，天水西县人也。父仲怀，宋泰始初为豫州刺史

殷琰将。”② 说明他出身受鄙的将家③。但是他少有孝名，功成名就后又与世家大族交好，表明其

欲竭力融入世家大族阶层。其传中载：“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公则至，悉断之，所辟引皆州郡著

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④ 州郡著姓自然就是当时的世家大族，单家即是所谓的寒人或是寒士。

杨公则斥寒人而进世家，无疑是主动在向世家大族示好。不仅如此，其传中又云：“性好学，虽居

军旅，手不辍卷，士大夫以此称之。”⑤ 《颜氏家训》中言：“江南闾里间，士大夫或不学问，羞为

鄙朴。”⑥ 由此看来 “手不辍卷”有志于学，是南朝士大夫日常的风度气质之一。杨公则也如此

做，说明其在生活习惯上也在向士族靠拢。那么 “士大夫以此称之”是否也反映了杨公则企图从

将家变为 “士族”的努力获得了一定成功？如果杨公则真的为当时的世家大族所接受，那其 “势

家”背景之外，还有些士族色彩。

世家大族经济实力雄厚，能够为养育 “孤兄子”提供经济基础。除了一般做官的俸禄与赏赐

外，世家大族所掌握的大量庄园亦可为他们承担这个任务提供经济来源。广袤的田园别墅和数目

众多的部曲、佣工是支撑世家大族的根本，这也为他们养育 “孤兄子”奠定了前提。梁武帝大同

七年 （公元５４１年）十一月丁丑诏云：“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已假者不追。其若富室给贫民
种粮共营作者，不在禁列。”⑦ 这实质上是承认了世家大族对农民剥削的合法性，也在一定程度上

保护了士族的经济利益，使其有充足的财力来养育 “孤兄子”。除此之外，世家大族大多还会将出

任地方官视为聚敛的机会。宋、齐以降，地方官迭代频繁，原是六年的旧制逐渐变为三年，更有

甚者三年不到便已改官，以便他们敛财。他们将聚敛之财中饱私囊之后，多数官僚仍频繁改任其

他地方。世家大族借此机会轮流搜刮地方，通过这种途径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此外，梁代 “抚孤

兄子过于己子”现象频繁出现且如此特殊的背后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内在逻辑。

二、历史背景与内在逻辑：儒家伦理的复兴与 “孝悌”情感的转移

儒家伦理的复兴为 “抚孤兄过于己子”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历史背景。东晋以后皇权政治即有

回归态势，历经刘宋、萧齐两代，君主专制进一步得到加强，而崇儒是与加强君主专制相辅相成

的。梁武帝创业开基，取得政权之后 “饬躬化俗，浇弊之风以革，孝治之术斯著。每发丝纶，远

加旌表”⑧。他更是多次颁布 “孝悌力田者赐爵一级”的诏书，将孝悌与 “国本”并列，频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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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在这期间，梁武帝又亲注 《孝经》《尚书》等儒家经典以 “正先儒之迷”①。除此之外还重设

五经博士，大力提拔贺蠩、严植之等儒生出任高官，部分儒者甚至获得了远隆前代的礼遇。

“孝悌”情感的转移为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内在逻辑。梁武帝用儒生，

兴儒业，目的虽然是加强君主专制，但其崇儒的行动在客观上必会引导时人对儒家伦理的关注②。

《梁书》卷三三 《王僧孺传》载：“僧孺年五岁，读 《孝经》，问授者此书所载述，曰：‘论忠孝

二事。’僧孺曰：‘若尔，常愿读之。’”③ 历仕南北的颜之推在 《颜氏家训》中说梁朝 “兄弟之子

已孤，与他人言，对孤者前，呼为兄子弟子，颇为不忍”。在他看来 “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

也”，身为彼此的手足至亲 “不能不相爱也”。④ 这是传统儒家对兄友弟恭的理解和对 “悌”的要

求。如果兄弟之间有一方因为意外事件早亡而遗有子女，那么对兄弟的情感就会转移到这些 “孤

兄子”身上。《梁书》卷四九 《刘苞传》中记载刘苞四岁丧父，此后见诸叔伯常常哭泣。时其叔

伯皆显贵，刘苞的母亲以为刘苞惧怕他们，于是大怒。刘苞解释说：“早孤不及有识，闻诸父多相

似，故心中欲悲，无有他意。”⑤ 这里刘苞见到诸位叔伯而思己父，无疑是对父亲情感即 “孝”的

转移。在儒家道德文化体系中，孝悌常常并举，二者都有情感转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就是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内在逻辑。

因此，再观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传统，它无疑是 “悌”“恭”等情感之灵活性的一个体现，

即在血缘范围之内，对兄弟的情感发生了转移。正如刘苞见到叔伯而思亡父，见到 “孤兄子”也

自然能想到已故的手足。因此在这些子侄面前称呼他们为兄子或弟子颇不忍心，是符合传统儒家

伦理 “兄友弟恭”的范畴的，甚至是当时的伦理要求，这正是颜之推将其写入 《风操》而非 《兄

弟》的原因。儒家伦理的复兴带来了 “孝悌”情感的转移，这毫无疑问便是 “抚孤兄子过于己

子”的文化背景。在这个宽松的文化背景中，这一行为获得了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上的和谐，使

这一行为在梁代不是个例，而是频繁出现。

三、历史局限：维护世家大族的垄断地位

梁代皇权复苏、寒人崛起，世家大族虽然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也难掩颓势，彼时的他们有

不得不面对的存续危机，并迫切希望改变局势。对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宣扬就成为了世家大

族自救的一种手段。这种工具性的目的恰恰凸显了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历史局限。

（一）梁代世家大族面临的存续危机

１．世家大族所依傍的旧有仕进格局悄然改变
梁武帝和前朝君主一样，对世家大族既利用又限制。他一方面优容世家大族，一方面大力培

养寒人势力来委寄实权。其官员的任用与晋升标准不再 “校其一婚一宦”⑥，而是变为是否具有才

能与清廉与否。⑦ 在这种情况下，梁代寒人多凭学识、军功等升迁，并大量获得封爵。

即使士族对仕进格局的变化颇为不满，可在皇权复兴时期，对官位的处置已经不容他们置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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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书》卷二一 《江?传》中载：“是时 （徐）勉又为子求 （江）?弟葺及王泰女，二人并拒之。

葺为吏部郎，坐杖曹中干免官，（王）泰以疾假出宅，乃迁散骑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监六年，

诏以侍中、常侍并侍帷幄，分门下二局入集书，其官品视侍中，而非华胄所悦，故勉斥泰为之。”①

徐勉家世孤贫，亦非望族，但是得武帝重用，任参机要，是寒人势力的典型代表。他对琅琊王泰

和济阳江葺的随意摆布，是皇权复兴、士族衰弱的体现，也意味着在皇权和寒人势力的双重挤压

下，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空间越来越小。

２．世家大族赖以存在的宗族关系逐渐瓦解
世家大族面临的危机不止如此。南朝 “个人与乡里与宗族不可分割，仕宦之途在乡里，进身

之途在操行”，② 然后，“出仕于各地的宗族成员形成了以官僚成员为核心的宗族单元”③。因此，

士族在政治上的发展依赖稳固的宗族关系。然而，宗族关系在社会层面上却逐渐瓦解。如唐长孺

先生所说：“宗族组织一开始就包含着一对矛盾，这就是成员间血缘关系的平等和财富分配的不平

等。宗族内部贫富区分的激化必然导致宗族组织的解体。”④ 尽管宗族通财共助的传统看起来温情

脉脉，但是内部贫富差距、歧视、压迫等一直存在。至梁代，“族”“从”分明，宗族关系进一步

得到瓦解。⑤ 宗族的瓦解不仅使一部分世家大族的成员丧失 “仕宦之途”与 “进身之途”，还有可

能使他们丧失士族身份变为庶民，出现阶层的下滑，这当然不是世家大族所乐见的。

（二）道义外壳下的功利追求：为维护阶层特权而做出的功利性抉择

唐长孺先生在 《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中说：“士庶区别在晋、宋之间似乎已成为不可逾越

的鸿沟，然而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保

护自己。”⑥ 田余庆先生在 《东晋门阀政治》中对此补充道：“门阀士族骄矜自大之状看来是针对

寒人，实际上是对皇权利用寒人而产生的戒备心态。”⑦ 二位先生都认为世家大族态度的极度自大与

圈子的极端排他性，反映出的不是他们的强大而是他们的日渐衰弱，最终不得不以如此的骄情作态

守住世家大族的最后体面。世家大族只好把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口号作为化解家族危机的工具。

由上可知，梁代的世家大族面临着严峻的存亡危机。为了应对这些危机，世家大族将原本美

好的道德传统转化为了功利性的博弈手段。东晋至南朝以来，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虽然有较强的

世袭意味，但是他们的这种世袭并没有法理上的依据。因此，他们非常依赖家族权势。官品的高

低不仅攸关其政治权力的大小，还决定他们可以享有的经济权益。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压制寒人

还是减缓宗族关系的瓦解，都是想要维持自身门户不坠，甚至是有所上升。他们还要保持或扩大

他们的既得利益。只有令自己家族的代表人物迈入仕途，才能实现这些目标。⑧ 正如颜之推所说：

“计吾兄弟，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傍吾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

等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瞯冒人间，不敢坠失。”⑨ 为此他们首先需要将官位牢牢地抓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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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家族手中。齐末梁初的 “检籍”和对 “骑都塞市，郎将填街”① 的整顿都反映了世家大族对寒

人崛起的无比排斥。其次，他们要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去培养杰出人才，以保证门户的利益。文

化素养是梁代衡量人才优劣、入仕晋升的重要条件，也是世家子弟需要回应的社会压力。② “世族

政治地位的跌落，是和他们丧失了文化优势这个因素分不开的”，③ 换言之，文化优势可转化为人

才优势，人才优势可转化为政治优势。而世家大族丰厚的藏书与源远流长的家学传统，使人才的

培养比寒门庶族更加便利、高效。

政治上的排斥与文化上的压制并没有阻止两件事情的发生：一是寒人势力的继续崛起；二是

世家大族本身人才的凋零。丰厚的藏书与优良的家学并没有使世家大族一直人才辈出。颜之推直

言：“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学无术。”④ 杰出人物的凋零带来的是世家大族政治优势的削

弱。萧齐时琅琊王氏尚能说：“吾家门户，所谓素族，自可随流平进，不须苟求也。”⑤ 而到萧梁

统治后期，王氏子孙只能 “仰观堂构，思各努力”⑥ 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重门第而轻才德的世家大族却要依靠才德来维护门户的利

益。有时候嫡亲才能有限，不能担当大任，为保障门户利益的需要，这些士族往往 “兼重人才而

不专重嫡嗣”。⑦ 嫡亲成长于富贵之家，自幼娇生惯养，不愿意苦读深思，往往难堪大任。他们

“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⑧ 平日皆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甚者肤脆骨

柔，畏马如虎，自然难以独当一面。谢安不重其子而重其侄谢玄，后来谢玄率领北府兵取得了淝

水之战的胜利，使谢氏在东晋的声望达到极点。这说明子侄是可以肩负起门户的兴衰重任的，也

因此才会出现 “王右军在南，丞相与书，每叹子侄不令”⑨ 的情况。行至梁代，世家大族对宗族

内部人才的渴求有增无减，甚至到了 “一不为少”的地步。《陈书》卷三 《陆琼传》中载：“十

一，丁父忧，毁瘠有至性，从祖襄叹曰：‘此儿必荷门基，所谓一不为少。’”瑏瑠 在皇权和寒人势力

的外在挤压、士族嫡亲人才凋零的大背景下，原本最重门第而轻才德的世家大族却企图再建人才

优势，以维持政治优势。他们对族内人才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士族社会以门第为尊而轻才德，

世家大族却极力用瓦解它的力量来维护它。在新旧交替之际，“过于己子”这种矛盾景象不同于具

有明显旧士族特征的 “深沟高垒”。客观言之，“过于己子”现象带有一些历史进步性。

古往今来，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囿于社会发展程度和人们的生产力水平，个人对此的应对能

力较差。在一个家庭的壮年男性逝世之后，其寡妻与子女往往无法独立生存。既然士族的升降很

大程度上在于本族是否出现杰出人物，那么士族就不能不爱惜羽翼，对宗族内的困窘之家进行接

济，特别是在梁代这个世家大族的利益不断受到挑战的时代。他们迫切希望这些受助的族子尽快

成才，以通过仕途为门户利益提供政治保障，新出 “寒品后门” （如杨公则）的这一愿望则必然

比世家大族更加急迫，以维护得之不易的阶层流动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抚孤兄子过于己

·４９·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ＮＯ３，２０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姚思廉：《梁书》，第６９４页。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载： “刘尹云： ‘人想王荆产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 《梁书》卷二一

《王?传子训附传》中载：“上目送久之 （王训），顾谓朱异曰：‘可谓相门有相矣。’”类似的社会期待是世家子弟

需要正视的，不然轻则是个人有辱门风，重则会为整个门户抹黑。关于此 《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中有一例

可证：“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时阮思旷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

封海清：《琅琊颜氏研究———兼论文化在世族仕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昆明师专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１９８９年第３期，１０５—１１２页。
颜之推：《颜氏家训》，第１４８页。
姚思廉：《梁书》，第１５８页。
姚思廉：《梁书》，第４８７页。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２１７页。
颜之推：《颜氏家训》，第１４８页。
刘义庆：《世说新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４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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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传统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宗族内部扶危济困的慈善救助活动，其实质却是士族生存发展的现

实需要，它的政治作用一直为其外表所遮蔽。

四、现代价值：为塑造新时代优良家风提供理论资源

魏晋南北朝这四百年，虽然社会动荡，纷争不断，但其 “文学、哲学、艺术、科学等等，无

不有与前一时期相比是新的东西，而与以后各时期又迥然有别的特点”。① 梁代 “抚孤兄子过于己

子”的传统在当今社会已然嬗变，但是其中的合理内核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习近平总书

记在２０１５年２月的春节团拜会上所指出的：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谐，促进亲人相

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建康成长……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

基点。”② 梁代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传统在重家庭 （宗族）、家教、家风和促进家庭 （宗族）

和睦、亲人相亲相爱、下一代建康成长等方面无疑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有内

在契合之处。因此，有必要在此前提下，挖掘梁代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传统中具有 “古今通

理”意义的合理内核，同时舍弃其中的不足，做到对它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与发扬梁代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传统中的维护亲情

之内核，有利于建设良好的社会风气。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
体谈话时指出：“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③ 儒学的复兴带来了

孝悌情感的转移，这虽是梁代特殊的文化背景，但孝悌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至今仍然在文脉传承中熠熠生辉。继续传承与发展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传统背后的思想内

核，使社会成员都追求兄友弟恭、家庭和睦，不仅有利于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利

于培育良好的家风，营造人人向善、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推动社会建康发展。

领导干部的家风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体现，消除梁代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传统的宗族主

义倾向和功利主义倾向有利于端正党风政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同
志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④

梁代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的目的是让宗族人才步入仕途，为其宗族提供政治保护，宗族主义倾

向和功利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应该抛弃这种宗族主义倾向和功利主义倾向，

树立清正廉洁的家风，认清家庭教育和亲族间相互辅助的目的是为国家育人、为人民服务，而不

是专为一家一姓谋利。此外，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宗族与个人的血缘关

系被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关系所取代，南朝那种 “汉唐士族宗族制”的宗族形式更是早已瓦解，连

士族都不复存在了。那么以世家大族为行为主体，且要求有雄厚财力支撑的 “抚孤兄子过于己子”

传统也必将发生变化。因此，应该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家风思想为指导，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 “抚孤”行为，虽然不至于都达到 “过于己子”的程度，但是其在敦睦亲友、建设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等方面的作用必然会得到充分地发挥。

责任编辑：郭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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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问题研究

居住格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分析
———基于贵州省的调查数据

胡彬彬，齐　昕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居民社会信任根植于社区居民的日常社会交往，而居住格局正是通过打造居民交往
互动的空间基础进而对居民社会信任产生影响。基于２０２１年对贵州省４８个社区的实证调研发现：
居民社会信任仍呈现出 “差序格局”的分布状况；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社会信任的生

成机制存在明显区别。发挥社会信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需要在社区层面充分

利用居住空间对社会信任的形塑作用；大力强化社会组织对社会信任的引导作用；高度重视不同

地区社会信任的差异化生成路径。

关键词：居住格局；社会信任；居住空间；交往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９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９６－１０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

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

良性互动。”①可见，社区作为社会治理最基本、联系群众最紧密的单元，在当前我国提升社会治

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具有越来越关键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信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提升社区治理共同体韧性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一定不能忽视社会信

任在社区地域空间上的精神凝聚作用。因此，居住格局对社区信任的作用机制受到了诸多研究者

的关注，既被视为反映族际关系的重要指标，也被视为形塑族际关系的重要力量。

社会信任是一种态度，是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表现为社会生活中

人对人的一种依赖②。学界对信任的类型学划分主要包括 “二元论”———自家人
"

外人③、特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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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

普遍信任①、亲人信任
"

陌生人信任②、低信任文化
"

高信任文化③，人际信任
"

制度信任④，

以及 “三元论”———家人信任
"

熟人信任
"

生人信任⑤⑥，以及特殊信任
"

一般信任
"

普遍信任⑦。

本文沿用目前学界较为通行的分类，将社会信任划分为特殊信任、一般信任和普遍信任三个层次，

其中特殊信任是居民对与其存在血缘和情感交换关系的人的信任；一般信任是居民对与其在工作

或生活中具有一般合作关系的人的信任；普遍信任是居民对与其具有不确定或不稳定交往关系的

人的信任。

对于社会信任的生成机制主要有三种理论解释，分别是个人因素影响论、社区因素影响论、

社会因素影响论⑧。社会信任的个人因素影响论强调个体客观背景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包括性

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研究认为男性相比于女性，年龄较大者相对于

年幼者，在婚者相对于单身／离婚／丧偶者，有较高受教育水平者相较于较低受教育水平者，有较
高收入者相较于低收入者，具有更高的社会信任水平。而社区因素影响论则强调社区客观特点对

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认为社区异质性可能发挥多重作用：一方面，社区异质性程度较低的居民

对与他类似的人更加信任，产生更高的 “集体效能感”和社区归属感，因此会产生更高的社会信

任度；但另一方面，社区异质性程度较高时，居民交往也可能产生将特殊信任扩展为普遍信任的

结果⑨；同时，如果异质性程度过高到身份 “分割”的程度，又会带来信任范围的收缩，提高内

群体信任而降低外群体信任。社会信任的社会因素影响论则强调社会客观实际对信任水平的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各类社团组织。因为社团成员的定期参与、组织规范、外群体接触等因素

能明显提高组织成员的互动频率、共识程度和群间信任，从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

现有的研究虽关注到民族互嵌式居住对社会信任关系的影响，认为互嵌式居住格局能够改善

族际社会态度、减少疏离感，构建融洽关系瑏瑠，却少有学者同时将社会信任的个人因素、社区因

素、社会因素同时考虑，更多地重视社区中的种族成分、民族比例等社区因素与社会信任的关联，

而忽视了公共场所、社区组织等社会交往因素对信任的影响，因而不能立体全面地呈现居住格局

对社会信任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鉴于此，本文将全面考察居住格局与居民社会信任的内在关联，

在控制住个体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将社区层面与社会层面的居住空间、交往空间同时纳入分析框

架考察社会信任的生成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地区社会信任生成机制的对比分析。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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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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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１９—
３２０页。

雷丁：《华人资本主义精神》，谢婉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５—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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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信任、现代性与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４—１０页。
黄光国：《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８８年，第５５页。
张忠：《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特征与建设路径———基于第七波 ＷＶＳ数据的实证研究》，《浙江社会科

学》２０２２年第２期，第５９—６９页。
胡荣：《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４６—５１页。
李涛、黄纯纯、何兴强、周开国： 《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１３７—１５２页。
何晓斌、柳建坤：《中国城市社区中的户籍隔离、群内互动与邻里信任分化》，《社会学评论》２０２１年第

６期，第１００—１１７页。
李强、李洋：《居住分异与社会距离》，《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４—１１页；汤夺先：《论城市

少数民族的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以兰州城市回族为例》，《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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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设

长期以来，社区居住格局一致被视为影响族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现有的实证研究普遍发

现，居住格局越互嵌，社区内部的族际关系越良好。从族际接触理论来看，族际接触能通过增进

了解、缓解焦虑、产生共情等机制来提升族际关系，而社区内部的居住格局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

族际接触和族际交往的水平。普特南认为，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根植于由互动所形

成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交换之中①。一个缺少互动、封闭的社区无法产生对他人的信任②。而互嵌式

居住格局为社区居民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提供了良好的空间环境，在这样的空间环境中，居民之间

易产生普遍的交流和联系，减少彼此之间的敌意，形成积极的交往态度。人们在由此形成的关系

网络中的嵌入也会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并保障社会信任关系的实现，成为社会信任的载体和保

障。因此，我们认为：社区居住格局的互嵌性越强，居民社会信任越高。由此，本文从居住空间

和交往空间两个方面提出研究假设。

１居住空间假设

居住空间考察的是社区各民族居民在空间分布的结构，即社区各民族的居住模式③。居住空间

会影响居民社会信任，是因为各民族居民杂居、混居的空间分布是其交往交流的基础和前提，关

系着各民族居民之间接触机会和社会关系的形成，由此影响着居民社会信任的生成。马宗保通过

对银川市回族居住模式的研究，得出了回汉混居格局有利于推动回汉间社会交往的结论④。居住空

间是人们社会交往的起点，族际居住的身份区隔必然会阻碍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进而

对正常族际关系产生不良影响⑤。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相应的居住空间假设：社区在居住空间

上的混居有利于提升居民社会信任。

２交往空间假设

社会信任是长期交往经验内化的心理体现，其根源是现实的交往活动，是交往的结果所造成

的⑥，因此交往空间也是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关键变量。互嵌式的居住格局在有了居住空间的互嵌

之后，还要提供娱乐、休闲、健身、服务等方面的共同空间场域。这样，交往空间考察的就是社

区内可供居民交往接触的空间，包括社区公共场所和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提供的公共场所、社区

组织越多，人们的互动和接触就越多，由此有助于社会信任的形成。有学者发现，越是积极参与

各种社团组织的居民，越能从和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认识到互助、合作、友善、共识、公益等人际

关系处理方式在协调彼此关系、增进社会福利过程中的重要性，而它们又构成了社会信任的核心

特征，这提高了其社会信任水平⑦。据此，本文提出交往空间假设：社区交往空间越充足，居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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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任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２０２０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与实

践路径研究”。该课题以贵州省作为整体抽样框，调查范围覆盖贵州省７个市 （自治州）、３２个县
（区）、４８个社区。问卷调查实施于２０２１年１—８月，抽取了贵州省的黔东南州、黔南州两个民族
自治州中的１９个社区，遵义市３个民族自治县的４个社区，以及遵义市、铜仁市、六盘水市、毕
节市、安顺市的非民族自治地区共计２５个社区。共计发放问卷１４２５份，在剔除存在缺失值的样
本之后，最终得到１４２３份有效问卷。其中，来自民族自治地区的样本共６５６份，来自非民族自治
地区的样本共７６７份。

表１　样本数据基本特征 （Ｎ＝１４２３）

变量 均值／百分比 变量 均值／百分比

性别 （男＝１） ５５６％ 月收入

年龄 ３９ ２０００元以下 ４９１％

民族 （汉族＝１） ４１１％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元 ３７７％

政治面貌 （党员＝１） ８１％ ５０００～８０００元 １０９％

婚姻状况 （已婚＝１） ６１３％ ８０００元以上 ２３％

文化程度 家庭经济水平

小学及以下 ２８１％ 下等水平 ８７％

初中 ２８０％ 中下水平 ２９８％

高中 １２７％ 中等水平 ５４５％

大专、本科 ２９５％ 中上水平 ６５％

研究生 １８％ 上等水平 ０６％

社区居住年限 ２５０８ 社区类型

地区类型 普通商品房社区 １２５％

民族自治地区 ５９９％ 旅游业影响社区 ４９％

非民族自治地区 ４０１％ 人口变迁较少社区 １８９％

普通村寨社区 ６３６％

　　注：分类变量报告百分比，连续变量报告均值

（二）变量测量

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居住格局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分别对自变量、因变量、控制变量

进行了如下操作化。

１因变量：社会信任
本研究借鉴已有的社会信任量表，并根据实际情况对各变量进行适当调整，确定了测试社区

居民社会信任状况的量表。经过调整后的选项为：①单位同事；②单位领导；③邻居；④普通朋
友；⑤亲密朋友；⑥直系亲属；⑦其他亲属；⑧路人、陌生人；⑨推销员、小商贩；⑩便利店老
板；瑏瑡网友。对上述变量采用五点式李克特量表测量方法，将信任程度分为５个等级，让调查对
象分别选择对这些对象的信任程度，即 “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较不信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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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任”，分别记５分、４分、３分、２分、１分。为了更直观地测量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对该量

表进行降维处理。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表２），ＫＭＯ度量值为０７８３，巴特利特球型度检验

卡方值为５８９４５，ｓｉｇ显著的为０００１，通过显著性检验，该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对测量居民社

会信任的１１个项目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提取，共得到３个特征值大于１的公因子，并且３个公

因子累积解释的方差比例为６４１９４％，可以认为提取３个公因子具有合理性。

表２　居民社会信任量表结果探索性因子分析

信任对象 普遍信任 一般信任 特殊信任

单位同事 ０１４８ ０８６７ ００１３

单位领导 ０１４３ ０８５７ ０００２

邻居 ０１１５ ０６６６ ０３４５

普通朋友 ０１８６ ０５７０ ０１９８

亲密朋友 ００３７ ０４７７ ０５１９

直系亲属 ００１８ ０１２２ ０８１０

其他亲属 ００９１ ００５８ ０７８７

路人、陌生人 ０８２９ ０１８１ ００９０

推销员、小商贩 ０８６２ ０１２３ ００３３

便利店老板 ０７６５ ０１３３ ０１０６

网友 ０７７１ ０１２１ ０２１８

特征值 ２７１８ ２６１７ １７６７

方差贡献率 （％） ２４７１１ ２３７９２ １６０６３

　　注：表示显著性Ｐ＜０００１

从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图可以看出，第１个因子主要解释居民对 “单位同事”、 “单位领

导”、“邻居”、“普通朋友”４类对象的信任度，从其内容来看可将其命名为 “一般信任因子”，

用来测量居民对在工作或生活中具有一般合作关系的人的信任度；第２个因子主要解释居民对

“亲密朋友”、“直系亲属”、“其他亲属”３类对象的信任度，可将其命名为 “特殊信任因子”，用

来测量居民对存在血缘关系或情感交换关系的人的信任度；第３个因子主要解释居民对 “路人、

陌生人”、“推销员、小商贩”、“便利店老板”、“网友”４类对象的信任度，可将其命名为 “普遍

信任因子”，用来测量居民对社会上其他关系 （不确定或不稳定交往关系）的人的信任度。

然后，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出居民社会信任的总体得分，生成 “社会信任”总因

子。计算公式为：社会信任总体水平＝“特殊信任” ×０１６０６３＋“一般信任” ×０２３７９２＋“普

遍信任” ×０２４７１１。对提取的３个公因子和社会信任总因子进行信度检验，特殊信任因子、一般

信任因子、普遍信任因子和社会信任总因子的信度值分别为０８４５、０７８３、０８３８和０８０９，均大

于０７的阈值标准，具有较高的内在可信度。为了更直观地呈现各信任因子的总体水平，本文运

用公式将因子值转换为１—１００的指数。转换公式为：转换后的因子值 ＝ （因子值 ＋Ｂ） ×Ａ。其

中Ａ＝９９／（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Ｂ＝ （１／Ａ） －因子最小值①。得分越高，表明信任度越

高，从而将居民社会信任的４个因子处理为连续变量，作为研究的因变量引入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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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自变量：居住格局

本文综合了马戎、马宗保、王建基、卢爱国等人对居住格局的概念界定以及柴梅的居住格局

量表，将居住格局操作化为居住空间、交往空间２个部分。

（１）居住空间

本文从社区居住模式来测量社区的居住空间状况，将其划分为４类：①充分散居；②散居为

主，聚居为辅；③聚居为主，散居为辅；④充分聚居。由于该指标是一个定类变量，在分析中将

其处理为二分虚拟变量纳入回归模型。

（２）交往空间

本文从社区拥有的 “公共场所”以及 “社区组织”的数量来测量社区的交往空间状况。对于

社区的 “公共场所”数量，通过一个表格式问题调查居民对各项目的实际拥有状况，项目内容包

括：①小型公园；②便利店；③小广场；④健身场所；⑤学校；⑥图书馆；⑦娱乐中心；⑧其他，

对这些项目的回答 “有＝１，没有＝０”，并对这８项进行加总，得出一个范围为０－８分的定距变

量，作为研究的自变量引入回归模型。对于社区的 “社区组织”数量，通过一个表格式问题调查

居民对各项目的实际拥有状况，项目内容包括：①歌舞队；②志愿服务组织；③业委会；④治安巡

防队；⑤卫生护卫队；⑥读书小组；⑦运动协会；⑧其他，对这些项目的回答 “有＝１，没有＝０”，

并对这８项进行加总，得出一个范围为０－８分的定距变量，作为研究的自变量引入回归模型。

３控制变量

本文对可能对居民社会信任产生影响的因素加以控制，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

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社区居住年限、社区类型、地区类型１１个方面。

将社区类型划分为普通商品房社区、旅游业影响较大社区、普通村寨社区和人口变迁较少社区四

类，以普通村寨社区作为参照变量。

四、数据分析

（一）社会信任状况

表３报告了居民社会信任的统计结果。从居民总体社会信任来看，其信任度整体处于一般水

平，得分为５８１７２分。在其内在结构方面，从特殊信任来看，其信任度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得分

最高，为７０９６９分；从一般信任来看，其信任度整体处于一般水平，得分为 ５４７１９分，介于

“可以信任”和 “说不准”之间；从普遍信任来看，其信任度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得分最低，为

４０５１０分。这表明了居民的信任结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再分别以 “亲友—同事—陌生人”为半

径推开出去所构成的同心圆，由里到外构成了 “特殊信任—般信任—普遍信任”三个层次。信任

度也由内到外逐渐降低，形成了内外有别、亲疏不同的差序格局。综合而言，居民社会信任呈现

出 “差序格局”的分层状况。这也印证了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依旧呈

现出 “从家人到熟人再到生人”的差序格局状态，对家人的信任极高，对熟人的信任较高，对生

人的信任依然很低①。甚至有学者指出，当代的社会结构已经形成了不同地区不同结构的 “多梯度

差异社会结构”特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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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社会信任状况的描述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总体社会信任 ５８１７２ １４５３４

特殊信任 ７０９６９ １４１３２

一般信任 ５４７１９ １４８７２

普遍信任 ４０５１０ １６１６１

（二）社区居住格局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分析

为了厘清社区居住格局以及其他因素对于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情况，我们建立了４个回归模

型。以社会信任因子为因变量，以社区居住格局为自变量，同时加入居民的性别、年龄等因素作

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统计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社区居住格局对居民总体社会信任的线性回归模型

类别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Ｂ 标准误 Ｂ 标准误 Ｂ 标准误

性别ａ １８８９ ８２６ １８６１ ８２９ １９６６ ８２１

年龄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１

民族ｂ －０６６９ ０８７５ －０７４７ ０８９３ －０８３５ ０８９７

政治面貌ｃ ２５１８ １５２２ ２７７５ １５２３ ２５３７ １５０９

婚姻状况ｄ １８５１ ９７８ １８９６ ０９７４ １８２４ ０９６９

文化程度 １３４１ ０４５５ １２４０ ０４５９ １０２３ ０４５６

个人月收入 ０８２６ ０５６８ ０８７２ ０５６９ ０７８９ ０５６４

家庭经济水平 １１０７ ０５２７ ０９７２ ０５４７ ０８６６ ０５４２

社区居住年限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地区类型ｇ ２９４８ ８７３ １５１７ ９７９ ０６０９ １０１４

社区类型ｈ

普通商品房社区 ３５９１ １４６４ ４４２２ １５１４ ４６５９ １５０２

旅游业影响较大社区 ３９０７ １８０３ ３５０９ １８４８ ４２７３ １８３７

人口变迁较少社区 １０１７ １３５８ ２２４８ １４２５ １４４２ １４２６

居住模式ｅ

充分散居 ２３８０ １４３０ ２４７６ １４３２

散居为主 ５７２７ １５７３ ５７３２ １５５９

聚居为主 ３０００ １３０２ ２３３１ １３０５

公共场所 ０１８６ ０３２７

社区组织 １４１６ ０３４２
常量 ４９６４７ ４７３９２ ４５２８８

样本量 １４２３ １４２３ １４２３
调整后Ｒ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６
Ｆ值 ６６８５ ６３０２ ７３２４

　　注：１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２参照组 （取值为０）：ａ为女性，ｂ为少数民族，ｃ为非党员，ｄ为未婚，ｅ为 “充分聚居”，ｆ为 “纯单

一民族，其他民族比例极小”，ｇ为 “民族自治地区”，ｈ为 “普通村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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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居民总体社会信任有显著影响的控制因素包括性别、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地

区类型、社区类型。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性别的回归系数为１９６６，与总体社会信任具有明
显的正相关关系。与女性相比，男性的社会信任明显增强。信任是一种带有风险的行为，在对社

会对象产生信任时会存在潜在的损失，而由于男女的生理差异，导致女性在面对社会对象时潜在

的风险会比男性更大，因此女性出于规避风险的需要，提高了自己的信任阈值①。同时，党员相对

于非党员有更高的社会信任 （得分显著提高２５３７分）；已婚群体相对于未婚群体表现出更高的社
会信任 （得分显著提高１８２４分）；文化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社会信任都有显著提高 （得分显著

提高１０２３分）。在地区类型方面，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居民的社会信任呈现显著差
异，相对于民族自治地区，非民族自治地区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要提高０６０９分。在社区类型方
面，相较于普通村寨社区，普通商品房社区与旅游业影响较大社区居民的社会信任度也有明显的

提高，分别提高４６５９分和４２７３分。地区类型和社区类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出人口异质性对社会
信任的塑造和强化作用。

同时，居住模式对居民总体社会信任的影响比较显著，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 “充分

聚居”的社区相比，“充分散居”社区居民的总体社会信任要提高２４７６分，“散居为主，聚居为
辅”社区居民的总体社会信任要提高５７３２分，“聚居为主，散居为辅”社区居民的总体社会信任
要提高２３３１分。散居的居住模式在物理上为居民之间的日常交往提供了机会，通过日常交往，
居民之间形成积极的个体态度，信任也由此发展出来。本文的居住空间假设得到证实。

在交往空间因素中，仅有社区组织对居民总体社会信任的影响显著。社区组织的回归系数为

１４１６，在０００１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控制其他条件后，居民拥有的社区组织每增加
１个，总体社会信任将提高１４１６分，即社区社会组织越充足，居民社会信任越高。充足的社区组
织为居民提供了交往交流的组织基础，共同的活动参与、共同的制度认可、共同的组织文化等因

素都是信任的生发条件，这充分说明了社区组织对居民社会信任的重要性。以往的一些研究也证

实，发达的社团组织，以及大量的中间组织有利于信任的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来自于志愿性

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是这些社团推动了人们之间的合作并促使信任的形成。② 本文的交往空

间假设被部分证实。

（三）居民社会信任的地区差异分析

在总模型中可明显发现地区类型变量是差异显著的变量，为了探讨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

治地区各自的作用逻辑，进一步分别建立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社区居住格局与居民社

会信任的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社区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机

制存在明显差异。将所有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后，在民族自治地区的居住模式方面，“散居为主，聚

居为辅”的居住模式对社会信任产生显著影响， “散居为主”相比于 “聚居为主”的居住模式，

居民社会信任度显著提升７１５０分；而在非民族自治地区，居住模式并没有显著影响作用。在交
往空间方面，民族自治地区公共场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不显著，而社区组织数量每增加１个，居
民社会信任度会显著提升１４６０分；非民族自治地区公共场所和社会组织的增加都能显著影响到
居民的社会信任度。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不区分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的总体社会信

任模型中，公共场所是一个不显著的影响变量。但是在非民族自治地区模型中，这一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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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却变得非常显著 （公共场所每增加１个，社会信任显著提升１０７８分）。可见，公共场所对社

会信任的作用受到地区类型的影响，民族自治地区公共场所对社会信任的作用被其他或 “显”或

“隐”的结构性因素削减。正如其他研究指出的，信任的产生与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文化规范以

及交往双方的熟悉程度、社会特征的相似性、人格特质等密切相关①。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

地区有着相对不同的社会信任生成逻辑，需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予以针对性考虑。

表５　社区居住格局对居民总体社会信任的线性回归模型

类别
模型１（民族自治地区） 模型２（非民族自治地区）
Ｂ 标准误 Ｂ 标准误

充分散居 ２２３９ １７４９ －１３３１ ３４１３
散居为主 ７３０７ ２４１８ ０１２７ ３６９５
聚居为主 ０２５４ １５７９ ００９４ ３４４６
公共场所 －０５５０ ０４８５ １０７８ ０４４７
社区组织 １４６０ ０４９０ １５１８ ０４７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常量 ４５５９０ ４９１１１

样本量 ８５２ ５７１
调整后Ｒ２ ００７７ ００９１
Ｆ值 ５０３０ ４５３１

　　注：１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２参照组 （取值为０）：ａ为女性，ｂ为少数民族，ｃ为非党员，ｄ为未婚；ｅ为 “充分聚居”，ｆ为 “纯单

一民族，其他民族比例极小”，ｈ为 “普通村寨社区”。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社区关系呈现出 “陌生化”、“碎片化”、“淡漠化”等特

征，信任关系缺失，共同体色彩不断减弱，社区的 “熟人社会”开始消解，“陌生人社会”特征

日益显现，使得传统社区精神逐渐消逝并陷入 “共同体困境”，从而给社区治理带来严峻挑战。与

此同时，民族互嵌式社区通过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互嵌式建构，可以很好地促进和

实现社区居民及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并维持不同民族间社会团结的结构关联②。互嵌式社区

居住格局试图改变不同民族之间在空间上的距离性，为族际交往及族际关系的改善提供空间基础。

本文依托于族际接触理论，同时将个体要素、社区要素与社会要素纳入分析框架，梳理出居住格

局在社会信任生成过程中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

第一，居民社会信任仍呈现出 “差序格局”的分层状况。居民的社会信任由内到外构成了

“特殊信任—一般信任—普遍信任”三个层次，信任度也逐渐降低，形成了内外有别、亲疏不同的

差序格局。这与国内其他关于社会信任的研究结论相呼应。

第二，居民社会信任受到个体因素、社区因素、社会因素的显著影响。在社区层面，居住空

间是居民社会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与 “充分聚居”的社区相比，不同程度散居社区居民的总体

社会信任有显著提高。在社会层面，社区社会组织对居民社会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区社会组

织越充足，居民社会信任也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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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民族自治地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社会信任的生成机制存在明显区别。社区类型中异质性

程度较高、居住模式中的 “散居”会显著提升民族自治地区居民的社会信任感，但在非民族自治地

区影响则不显著；公共场所在民族自治地区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效应不显著，但在非民族自治地区却

有显著影响；社区组织无论在民族自治地区还是非民族自治地区，都是社会信任的重要影响变量。

上述结论启示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就必须从社区居住格局

上加强引导：既包括居住空间上的规划，也包括交往空间上的布局；既要强化制度政策的根本引

领，也要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等社会力量；既要考虑信任机制生成的整体 “共性”，也要考虑不同地

区的结构 “特性”。

首先，要充分利用居住空间对社会信任的形塑作用。国家需要从制度层面通过对人口政策、

户籍政策、福利政策的完善，进一步推动各民族散杂居，强化社区居民的身份异质性，以加强各

民族之间的群际接触和交流，从而提升社会信任度。有学者认为，民族互嵌型社区正是党中央提

出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①。可见，要充分利用社区的 “空间互嵌”为社会

信任提供前提条件，才能进一步推动 “文化互嵌”、“关系互嵌”和 “心理互嵌”，最终打造出共

同居住环境、共同身份认同、共同利益联结、共同价值追求的民族共同体。

其次，要大力强化社会组织对社会信任的引导作用。２０１８年，民政部出台了 《关于大力培育

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强调要通过社会组织提供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

化、促进社区和谐。２０２０年，民政部办公厅印发了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强调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组织通过让居民参与到方方面面公共领域

的监管及实践，能够起到结构性地提升社会发育水平、弘扬公益精神、改善参与质量的作用②。可

见，要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急需强化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引导居民有序地进行社区参

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组织基础。

再次，要高度重视不同地区社会信任的差异化生成路径。社会信任是依靠关系和制度直接或

间接生成的③。由于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不同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互融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关系文

化与制度，也为社会治理带来了不同的优劣势因素。因此，需要因地施策来开展不同地区的社区

治理。相对于民族自治地区而言，非民族自治地区由于更高的身份多元性和异质化，削弱甚至消

弭了居住类型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因此，民族自治地区要注重在社区居住类型上的进一步散居化，

各民族成员的深度杂散居仍然非常重要；而在非民族自治地区则要更强调保留充分的公共活动场

所，为居民的主动参与和深度沟通提供条件。

总而言之，在现代化的强力冲刷之下，传统的社会信任机制已经濒临瓦解，而新的社会信任

机制的形成面临着全新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从 “熟人社会”信任向 “陌生人社会”信任的拓展是

社会环境不断复杂多元、利益格局不断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时代发展的未来面向。社会信任的产

生既需要物理地域上的空间，也需要精神文化上的场域。因此，我国社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升

级需要充分利用居住格局的引导塑造作用，从居住模式、公共场所和社区组织方面有意识地进行制

度设计，调动社区参与，提升群际信任，强化基层治理，助力我国新阶段社会建设的总进程。

责任编辑：李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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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 “告老还乡”：动力、困境及实现路径

费　婷

（中共绍兴市柯桥区区委党校，浙江 绍兴 ３１２０００）

摘　要：新乡贤作为新时代特有的乡村内生权威，因其与乡村的天然联结而在乡村治理中具
有不可替代的补充作用。失落的乡土文明的呼唤、乡村善治的现实需要以及人口流动周期的隐性

推动，促使新乡贤由内而外生出 “告老还乡”的动力。在实践中，新乡贤却面临着村民自治组织

的有限接纳、“熟人社会”的消逝、乡民的质疑以及相应政策的缺失等困境。积极落实政策托底、

平台培育和制度激励有助于破解该困境，提升新乡贤 “告老还乡”后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是

在 “重要窗口”建设中发挥乡贤力量的现实可行路径。

关键词：新乡贤；告老还乡；动力；困境；实现途径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９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０６－０７

一、问题提出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乡村面貌实现了大幅度改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共中央 《十四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强调要 “把乡村

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２０２１年中央１号文件提出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释放出 “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进乡

村振兴”的重大信号。可见，乡村的发展是关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时代命题。在各地纷纷寻求

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时，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 “三治融合”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

要路径。新乡贤①作为新时代条件下特有的产物，在 “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引领和示范作用②。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习俗与现代文明冲突的日渐加深，越来越多的

地方开始意识到，根植于浓郁乡土民情的乡贤文化是一块不该被扔掉的 “传家宝”③。

新时代下，各地逐步将 “新乡贤”参与治村作为乡村治理的一剂良方，试图从中寻求乡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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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破解之道。面对乡村的期盼，新乡贤 “心在身不在”，甚至因 “久不在乡”而 “心渐疏远”

的尴尬逐渐暴露出来。相较于由于社会变迁与城乡结构重整而一心离开故土的年轻一代而言，老

一辈新乡贤有一种名正言顺回归故土的方式，即 “告老还乡①”。然而，农村两委会的有限接纳、

“半熟人社会②”的陌生感、“污名化”历史的负面影响以及设施配套的短缺等都成为了横亘在新

乡贤与故土之间的鸿沟。面对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和新乡贤显性或隐性的反哺家乡的渴求，如何

最大限度激发新乡贤的内生动力，破解新乡贤 “告老还乡”后面临的困境，找到真正让新乡贤顺

利 “返场”的实现形式，是当前乡村治理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学者们关于新乡贤的研究较为丰富，主要分布在内涵 （概念界定）、类别、新乡贤参与乡村治

理的动力机理、困境、对策等方面。

在内涵 （概念界定）问题上，学者普遍将新乡贤的特点集中在有财富、有能力、有威望、有

情怀等几个主要方面，但是在具体表述上均有所差异，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固定的概念。有学者

提出新乡贤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德才兼备、心系家乡、受人尊敬的人，具有地域性、先进性、内生

性和非正式性的特点，③ 有学者认为新乡贤是在乡土社会中拥有一定财富、技能、文化、品德和政

治觉悟的人，④ 也有学者认为新乡贤 “新”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立场、服务城乡融合、具

备现代知识、具有法治思维，“贤”在能够在助力发展、引领风气、化解矛盾等方面发挥作用，⑤

更有学者综合不同观点，规避了一些概念偏误，提出新乡贤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有资财、有知识、

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达人，⑥ 这也是笔者认

为对新乡贤概念界定得相对客观、全面的一种表述。

在新乡贤的类别划分上，不同的学者依据不同的维度分析出不同的结论。有学者根据所在地

域和能力层级不同，将新乡贤划分为在场精英、不在场精英、在场平民乡贤和不在场平民乡贤等

四大类，⑦ 有学者根据专长和领域的不同将新乡贤划分为德高望重型、退休官员型、致富反哺型、

高知善举型、文化能人型和道德模范型，⑧ 也有学者认为只要是能为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做出贡

献，无论是乡村能人，还是离乡的成功人士，都能视作新乡贤的不同类别。⑨

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力机理上，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在动力和内生动力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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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告老还乡”并非封建社会传统意义上官吏的提前退休制度，而是在新的语境下新乡贤在满足各方

面条件之后重回故土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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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分析》，《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９２—９７页。
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第２０—２９页、１４４—１４５页。



外在动力主要包括：失落的乡土文明的呼唤①、乡村振兴任务的呼唤②、国家政策及各级政府的支

持和社会舆论的引导③等；内生动力主要包括血缘、亲缘、族缘的维系，造福村民和自我救赎等。

在新乡贤回归面临的困境上，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社会和舆论的质疑，

如村民受历史上乡贤遭受的 “污名化”历史记忆而对新乡贤的动机存疑、由 “熟人社会”到 “半

熟人社会”的过渡让村民对乡贤失去信任④；二是现实政策及保障的缺位，如现行土地、就业政策

法律法规与人才安居、福利需求存在偏差⑤，目前，新乡贤返乡后住房、养老等生活保障方面缺

失。很大程度上，政策造成乡村精英的流失⑥；三是新乡贤与基层自治组织待融合，新乡贤在现有

国家政治体系中不可能把控基层权力，因此在参与村级治理工作时，首先村里的支部书记就会有

顾虑⑦，进而影响村级治理的效果。

在破解新乡贤回归困境的对策上，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研究：一是明确身份，合

理定位新乡贤角色，扮演好治理中介者、资源组织者和文化引领者⑧；二是搭建交流平台，推进乡

贤组织化建设；三是政策托底⑨，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另外，还有健全激励机

制、加强人才培育、加大文化宣传等。

“告老还乡”的说法在我国古已有之，又称 “告老还家”，特指古代官吏以年老多病为理由向

皇帝请求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是古代官吏提前退休的一种制度。从某种程度讲，它对于促进人

才资源的良性循环，带动农村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会起到一定作用瑏瑠。而新时代的 “告老还

乡”，少了针对退休官员的特有指向性，泛指所有具有知识和技能的人，因感怀家乡的哺育而重新

回归加以回报的过程。对于鼓励新乡贤 “告老还乡”，有学者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给农村注入发

展活力，官员、商人、知识分子等城市退休人员是最佳人选，他们不仅在城市生活大半辈子，吸

收了先进的生活理念，而且具备相对丰厚的知识储存，有文化、有经验，更重要的是，这些退休

人员脑海中还留着对农村生活的美好向往。但也有学者认为对于该项鼓励政策能否真正落地仍要

打一个问号。在他们看来，在工业文明和信息传播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文化的景仰、崇拜，

已然被对文化的消费所取代，指望着过去年代温馨的乡贤文化重回现实生活，在农村地区重新出

现一个全新的 “乡绅阶层”，难度恐怕非常之大。

综上，学界关于新乡贤的研究虽然丰富，但大多倾向于乡贤回归的 “前半篇文章”，对于乡贤

真正 “返乡”后的相关安置、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虽然也有学者涉足，但尚不够充分全面，还有充

实、丰富的空间，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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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乡贤 “告老还乡”的动力与机理

新乡贤作为新时代下特有的乡村内生权威，因其与乡村的先天联结，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

拥有天然的优势。放眼现实社会，新乡贤 “回归”却常常因自上而下的舆论动员、各级基层党委

政府的政策吸引等而陷入被动，主体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发挥不足。同时，因外在条件而 “返场”

的新乡贤，其 “反哺”故土的形式往往限于资金帮扶，并不利于乡村持续性发展。因此，要积极

促成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 “动员—自发”的逻辑转换①，充分激发新乡贤的乡土情结及价值观等

内源动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等外源动力，最大限度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

（一）历史维度：失落的乡土文明的呼唤

中国几千年的农耕历史决定了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导致了 “从基

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②”。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百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集中居住，历来奉

行 “小家”— “大家”的 “家国同构”社会秩序，对权威的尊从让拥有良好德行的乡贤在传统社

会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阶级成分

登上历史舞台，那些曾经拥有土地且具有良好品行的乡村 “精英”、“权威”，成为社会批判的对

象，直到１９７９年中央作出 《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才撕掉

身上的标签。经历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城镇化不断推进，城乡结构不断调整，乡村发生巨大变

化。尤其是税费改革后，政府的权力上收、服务下移，基层政府满足乡村各项供给的能力逐渐衰

弱，乡村公共事业走向凋敝。随之而来的是乡村人口的外流和传统乡村价值观的式微，失落的乡

土文明的呼唤给当代新乡贤 “告老还乡”提供了可能空间。

（二）现实维度：乡村善治的现实需要

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群体的权利得以扩展，同时也伴生着不少乡村问题。城镇化的不断推

进同农村公共事业的不断衰落，让相当部分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空心村”现象出现并不断加

剧，乡村土地大量抛荒，农业发展问题凸显。同时，委派到村级事务管理者头上的 “必须要完成”

的强制任务大大减少，对村级基层组织负责人的要求也大幅度降低，可以说，在农村税费改革后

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乡村治理可以说采取的是 “无为而治”，而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下，乡村必定

“积压了很多矛盾③”。而改革开放头三十年间，乡贤群体与乡村的远离，致使乡村失去了重要道

德力量的约束，拉票贿选成风、赌博恶习泛滥、彼此信任缺失等问题不断涌现。乡村治理需要寻

求一种既传承了传统管理观念，又富于现代理念的柔性治理力量，从而实现乡村的 “善治”④。新

乡贤 “生于乡、长于乡”，又拥有乡村之外的生活经历，可以说为乡村善治的实现提供了选择。

（三）内在维度：人口流动周期的隐性推动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分工逐步细化，各个社会阶层发展越来越充分，进而导致我国社会人口

的大量流动，可以说，建国以后我国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发生在改革开放至今的４０年间⑤。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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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带有显著的 “家庭本位”色彩①。这样的流动特点一方

面表现在人口流出往往是因为家庭成员的就学、就业、就医等，一个家庭中成员的流动总是以实

现整个家庭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中国乡村的传统观念总是促使在外人员在拥有

一定时间的域外经历之后 “落叶归根”。对于在２０世纪６０—８０年代外出的人口而言，内心的乡愁
和乡情是促使他们 “告老还乡”的原始动力，尽管半个世纪已然过去，原来的 “熟人社会”经过

改革开放的洗礼已愈来愈趋向于城市，而当代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

新乡贤 “告老还乡”。

四、新乡贤 “返乡”的现实困境

基层治理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庞大体系，任何一种单一的力量都无法收获全效。新乡贤是基层

社会治理的有力补充力量，在乡村 “三治融合”治理模式中承担着 “德治”的重要使命。然而，

城乡结构的变迁导致从前的 “熟人社会”已今不比昔，无论是乡村的基层自治组织还是广大的乡

民，对于新乡贤 “返场”的接受度都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加上 “半熟人社会”带来的疏离感和外

在保障的缺失，构成了新乡贤 “回归”的现实困境。

（一）权力基础：基层自治组织对新乡贤的有限接纳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人民公社时代结束，村民自治组织成为乡村权威，其中又以村民委员会②为

主要代表。这意味着，新乡贤不可能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基层权力。新乡贤返乡，是一场

“嵌入式”的 “回归”。这种 “回归”模式，容易让新乡贤陷入触碰政策界限的尴尬境地③，而这

种 “越界”，往往会带来两种结果：一是因新乡贤的身份合法性问题导致的村委会对其的抵触。村

委会作为资源组织者和村级秩序的主导者，面对新乡贤的 “嫁接”，常常会有被冒犯的戒备心理，

这种警惕性对于新乡贤融入及发挥作用无疑是不利的；二是新乡贤对 “越界”的敏感度决定了新

乡贤组织的异化程度，而新乡贤对 “越界”的容忍度越高，其对乡民可能造成的利益损害就越大。

此外，在当下的国家政治体系中，村委会等村民自治组织的权责均已明确，在处理村级公共事务

及村委会内部管理之外，新乡贤及其组织的管理将成为村委会的 “额外工作”，这对于原本就满负

荷运转的村委会而言，恐怕是又一重负担。因此，以村委会为代表的村民自治组织的 “排斥”是

新乡贤回乡需要面对的第一道 “关卡”。

（二）情感基础：“半熟人社会”让新乡贤望而却步

费孝通先生曾以 “差序格局”来形容与阐释传统社会的结构与秩序，这样的结构与秩序同乡

贤群体恋乡、乐于并善于处理村级公共事务的传统本性是相契合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

当前的社会结构早已发生变化，传统乡村的 “熟人社会”正逐步向 “半熟人社会”，乃至 “陌生

人社会”转变。这样的社会基础所呈现出来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熟悉程度的不断下降，同时也

是地方性共识的消逝，传统的乡规民约等道德约束力量日渐式微，更是乡民们治理乡村的主体性

和自觉性的丧失。基于此，新乡贤因对 “乡里乡亲”的熟悉感而产生的对故土的眷恋会相应减弱，

要共同建设家乡的情感共鸣也会相应降低，尤其是面对 “半熟人”乃至 “陌生人”们的评判，

“返乡”后与村委会难以避免的工作交集会让新乡贤产生顾虑，群众舆论会直接影响新乡贤 “反

哺”家乡的形式与程度。

（三）治理基础：乡民对新乡贤回归持观望态度

由于历史原因，乡贤群体在中国乡村社会也有过一段时间的 “离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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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连年战乱，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乡村贤达因此流落各地。而国家为了弥补财政空虚，

便将权力触手伸至乡村，通过培植代理人的形式对广大乡民横征暴敛。这类代理人成为了当时的

“乡村权威”，但是与以德行服人的传统乡贤不同，他们在乡村依靠的是暴力和国家政权的授权，

他们代表的是封建官僚和地主而非乡民的利益，这显然与传统乡贤 “庇护一方、造福于民”的名

节相悖。大量贤德人士因不愿附和权力而纷纷选择退出并远离乡村，土豪劣绅成为乡村权力的实

际把持者，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乡贤被 “污名化”。新中国成立后，土豪劣绅成为革命的对象，传

统乡贤也在历史舞台上正式 “离场”。正是经历了这一 “离场”，让如今新乡贤的 “返场”充满挑

战。部分乡民因为受限于受教育程度以及对事物的认知习惯等，难以摆脱传统乡贤被 “污名化”

的历史印象，难以理性区分不同时代的乡贤文化，对新乡贤 “回归”的期待值下降，甚至质疑其

为封建思想的复燃。从这个角度看，新乡贤在当代乡民中消除偏见、重塑权威显得任重而道远。

（四）政策基础：相关保障尚待完善

新乡贤 “返乡”是一场精神与物质的双重 “回归”，它不是传统乡贤的简单复活，而是传统

乡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生。２０１４年至今，在国家层面不止一次提及新乡贤：２０１４年，中宣
部要求新乡贤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在乡村扎根；２０１５年，《关于加大改革创
新力度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到 “乡贤文化”，并将其视为助推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来源；２０１８年，《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将新乡贤的角色定位和
作用发挥限定在社会建设领域，明确其身份为社会治理参与者。可以发现，党和国家始终将新乡

贤视为基层治理的一支力量。然而在现实实践中，相关政策总是点到即止，关于新乡贤的具体身

份、权责界限等并没有给予明文规定。从颁布的各个政策来看，我们可以注意到党和国家的目标

和逻辑是让新乡贤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但是对于新乡贤 “返乡”后如何安置的问题却

并无过多阐述，而这恰恰关乎新乡贤参与治村的现实可行性。

五、新乡贤 “告老还乡”的实现路径

（一）政策托底：强化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新乡贤 “告老还乡”是一场 “始于情、终于行”的 “回归”，正因如此，国家需要将新乡贤

参与乡村治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确保新乡贤在 “告老还乡”后的治村生涯有章可循。

１．新乡贤的身份与角色亟待进一步细化明确。国家相关政策表明，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需
要在基层自治组织的框架下发挥作用①。新乡贤 “返乡”后，不可避免将接触村级公共事务，并

与村民自治组织及其他乡村治理力量产生交集，尤其是近年来，国家资源向乡村倾斜、服务向一

线下沉，村两委经手的资源日益增多，只有充分锚准定位，明权确责，才能确保新乡贤在处理村

级事务的过程中有立场、明底线。

２．新乡贤 “返乡”后的生活条件亟需政策保障。新乡贤回到故土，解决 “住”的难题是首

要之举。离乡数十载，“告老还乡”的新乡贤往往面临祖屋破败无法居住的境地。各地应积极探索

方式方法，维护 “返乡”乡贤的合法权益。基层党委政府可帮新乡贤在农村租房、与农民合作建

房、租赁土地、合法继承父母老屋②等，尤其应当借助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工作的契机，积极创

新，提供帮助。其次要解决新乡贤 “养”的难题。面对城乡公共资源的不平衡，“养老”问题恐

怕是新乡贤 “告老还乡”顾虑最多的问题之一。各地要注重在 “养”上补齐短板，尤其是在公共

交通、医疗卫生、网络覆盖、生活设施、远程服务等方面加大投入，积极促成公共资源均等化，

为新乡贤减少 “后顾之忧”。

（二）平台培育：优化新乡贤在协同治理中的作用发挥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它的实现需要各个治理主体的协同配合。新乡贤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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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还乡”不是单枪匹马作战，而是要融入到相互协同的治理格局当中去。在这个过程中，积极构

建平台往往能事半功倍。

１．搭建交流平台，发挥新乡贤 “智库”优势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乡村治理需要不同的声音，仅仅依靠村两委难以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

“告老还乡”的新乡贤多为有能力的致富能人、退休干部、知识分子、退役军人等，拥有丰富的人

生阅历与处事经验，在看待问题和分析事物上往往能相对客观、理性并具备独到性。各地应积极

搭建桥梁，建立新乡贤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对话机制，充分发挥其地方 “智库”作用。统一建章立

制，成立区、镇、村三级乡贤参事会，定期召开议事会议；在镇 （街道）、村成立以 “告老还乡”

新乡贤为主体的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室，让其最大限度扮演好新时代乡村 “智库”角色。

２．搭建招商平台，挖掘新乡贤 “人脉”资源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刻内涵是解决是新时代的 “三农”问题，最大限度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全

国整体均衡发展。积极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充分挖掘新乡贤 “人脉”资源，将民间资本与乡村产

业，尤其是文化旅游产业相互融合①，可谓是助推均衡发展的有效手段。以 “告老还乡”新乡贤

作为推介嘉宾，为村子发展招引民间资本，促进城乡融合；充分发挥特色资源优势，举办乡创大

会，切实推动乡土、乡贤和乡创人才的全面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新态势。

（三）制度激励：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情感认同

传统乡贤往往要经历 “在地—贤于乡—被认同”三个互动环节②，如今新乡贤所处的历史条

件、城乡结构及社会秩序都已发生变化，“在地”和 “贤于乡”并不能完全成为新乡贤的必备条

件，而 “被认同”则是传统乡贤与新乡贤的共性内核所在。各地要重视提升新乡贤的情感认同，

切实提升其参与乡村治理的效度。

１．以制度优化激发新乡贤自我价值感
新乡贤 “告老还乡”是乡村的无形资产，需要将其 “用”足 “用”好，各地应当秉承遵循实

际、因地制宜的原则改革宏观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制定新时代 “告老还乡”人员的聘任制度。一

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发挥 “告老还乡”人员的余热，另一方面，可让 “告老还乡”人员尽可能补

充到乡村的教师、医生、技工等队伍当中去，充实基层力量。

２．以精神激励提升新乡贤政治地位
“告老还乡”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相较于物质回报，往往更倾向于身份认同。各地要把提

升政治地位、加强政治褒奖作为激励 “告老还乡”人员的重要内容，如安排 “告老还乡”人员列

席村两委会，凸显在其中的议事地位，帮助其更好融入村级事务的研判与处理；在乡镇 （街道）

乃至更高行政级别开展相应表彰活动，注重从精神层面的嘉奖。

３．以组织宣传增强新乡贤引领作用持续性
乡贤文化能带动引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对乡贤文化及乡贤事迹的宣传亦是增强新乡贤

情感认同和成就感的有效手段。各地要积极颂扬、宣传优秀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典型事迹，立

标杆、树先进，切实发挥榜样人物的带动作用。应定期组织新乡贤与乡民恳谈会，为两者沟通交

流牵线搭桥，帮助扩大 “告老还乡”人员在乡民中的影响力，拉近与乡民的距离，加强 “乡谊”

联结。

责任编辑：李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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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红河州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 （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２０２１ＺＣ０９）。
作者简介：李炜，红河州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主任、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

①　 《习近平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９－０９／０９／ｃｏｎ
ｔｅｎｔ＿５４２８５９４．ｈｔｍ，２０２２年７月７日。

②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ｈｔ
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２０２１－０６／２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２０４５６．ｈｔｍ，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５日。

③　文中 “图书馆”均指公共图书馆。

图书馆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
有效服务路径研究
———以红河州为例

李　炜

（红河州图书馆，云南 蒙自６６１１９９）

摘　要：图书馆是公共文化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肩负着重大使命，乡村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是长期而艰巨的大工程，必须跟踪其发展，研究其规律。红河州图书馆

事业发展不均衡，尤其是乡村图书馆建设相对薄弱，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发挥效力不明显、不

充分，建议从体制建设、资源整合、业务指导和经费投入等方面加强乡村图书馆建设，为乡村振

兴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关键词：乡村振兴；公共文化；图书馆建设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１３－０８

２０１９年９月８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中写道：“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
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希望国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再立新功”①。２０２１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中，明确提出 “建设以人为中心的图书馆”“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区域均衡发展”②等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老专家的回信精神，也为全国公共图书

馆事业确定了新的方向和重点。

红河州是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多元的民族文化资源富集于乡村，是优秀传统

民族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承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为促进乡村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繁荣发

展而建立，图书馆③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红河州图书馆

事业发展不均衡，尤其是乡村图书馆事业相当薄弱，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发挥效力不明显的现

象比较突出。探索一条适合红河州图书馆发展的有效路径，促进红河州建成独具特色且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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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现时应用性较强的综合型图书馆服务体系，不断推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振兴则显

得尤为重要。

一、红河州公共图书馆概况

（一）红河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红河州辖 ４市９县，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全州共有公共图书馆１４个，其中州级馆１个，县 （市）

级馆１３个，少儿图书馆１个；全州１３个县 （市）建有１３个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级支中
心，１４１个乡镇 （街道、农场）建有综合文化站，１３４３个行政村 （社区）建成了集文化宣传、党

员教育、科学普及、普法教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１００％，全州公共文
化服务网络体系已搭建完毕①。

（二）红河州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情况

根据２０１７年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五部门印发的 《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

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红河州建成了以县级图书馆为总馆，乡镇文化站 （社区）图书馆

为分馆，各村委会 （服务点）为基点的连接县、乡 （镇）、村三级图书馆的服务网络。截至２０２１
年底，红河州图书馆已建成县级图书总馆１３个、分馆１４３个、服务点５２８个的总分馆制体系，形
成总馆主导下的文献资源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通借通还和人员统一培训的体系②。

（三）图书馆在红河州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特色服务

自２０１２年全面执行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以来，红河州各县 （市）图书馆发挥各自优势，

为当地公共文化发展作出了各具特色的探索和贡献。

泸西县图书馆：曾经的辉煌———围绕特色产业培植需要，以 “农文网培学校＋合作社＋农户”
为运行模式，开展 “农民素质提升工程”教育培训活动，把培训学校办成村民的业余学校，提高

了村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致富能力，推动了新农村建设。今天的创新———为５个镇３个乡配置
“文旅一体”机、摄像头视频数据采集和客流监测系统，在红河州率先实现总分馆异地监测管理；

三塘乡分馆尝试建立人脸识别免押金办证服务，建成全州首家自助图书馆分馆；新坝村图书服务

点建于群众活动中心、村史馆之间，与村小学毗邻，较好地融合了村史教育、图书借阅、群众活

动等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相较普通乡村图书室对读者更具有吸引力。

弥勒市图书馆：全程参与农家书屋的管理和运行③，积极开拓思路，率先在城市书房、社区党

建服务中心将分馆、服务点、农家书屋融入建设，将各类全民阅读活动、优秀数字资源延伸到各

个农家书屋，农家书屋管理和服务水平在全州独树一帜。

石屏县图书馆：利用文献名邦资源优势，将分馆、服务点融合到景区景点建设，成功打造石

屏县图书馆古城分馆，并入选中国图书馆学会 “最美阅读空间”荣誉称号，在其中建立的儿童科

普教育基地，成为青少年最热爱的打卡地；通过丰富的阅读推广方式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并创建

“状元故里　书香石屏”品牌；优化县域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与各部门联合、吸纳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如利用村民聚会的小亭子、民宿等打造服务点；利用好上海对口帮扶，推动了从物质帮扶到

全面有效的资源帮扶；建立大学生志愿者团队，不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涵；吸纳社会志愿者，

围绕 “建、管、用”等关键环节，不断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增强乡村群众文

化获得感。

建水县图书馆：重视在寒暑假及节假日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全民阅读活动。携手

当地妇联、乡镇分馆，对乡镇小学贫困学生、留守儿童开展 “暖冬行动”志愿慰问服务，把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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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来源为笔者调研数据。

数据来源为笔者调研数据。

农家书屋管理运作权一般均在各地新闻出版局，而非图书馆。



国卫生 ‘７个专项行动’”“文明县城创建”及阅读服务送到孩子们身边，在乡村小学生心中埋下
热爱阅读的种子；围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精心组织少年儿童喜爱的绘本阅读、优秀少儿电影展

播、朗诵大赛等；在西庄镇分馆、团山村美丽乡村女子学堂开展 “‘元’圆满满，‘宵’口常开”

亲子活动，以故事讲述、亲子手工、游戏表演的形式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推广亲子阅读，体验

读书之乐。

屏边县图书馆：设立 “公职类考试备考资料”专柜，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公职类考试

备考图书捐赠”活动，助力当地考生参加公职类考试；与屏边县民族小学、屏边县新华书店联合

举办 “新时代好少年·红心向党”主题教育读书朗诵比赛，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引导师生深

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河口县图书馆：利用边疆 “国门”特点开展 “国门文化”交流系列活动。“４·２３世界读书
日”期间，组织 “书香国门”朗读活动，并发放 《２０２１年 “书香国门”读者朗读活动》资料，

激发市民的阅读兴趣；７月建党节期间，组织读者及党员参加 “书香国门”爱国电影观赏，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先进典型现身讲”活动，请原河口边防官兵讲述对越自卫还

击战经历；在农场开展 “屯垦戍边 （知青文化）”朗读活动，聆听老知青讲那过去的历史。

二、乡村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红河州公共文化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各县 （市）基层图书馆事业得到很大发展，服务

方式与内容不断创新，与此同时，乡村图书馆 （室）受诸多主客观条件制约，尚处于 “自上而

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对县 （市）图书馆依赖性较强，全州城乡图书馆存在着较为突出

的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等问题。

（一）体制机制不配套，乡村图书馆缺少专人管理

调研发现，红河州各级公共图书馆普遍存在工作人员不足的情况。乡村振兴外派驻村干部以

及工作人员被上级机关借用是工作人员不足的主要原因。各乡镇 （社区）图书分馆、村委会图书

室 （服务点）工作人员则多由乡镇、村委会干部兼职，部分乡镇、村委会图书室 （服务点）因为

缺少工作人员，不得不聘用临时人员，难以保障服务工作的长期稳定性。工作人员身份性质与业

务管理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乡村图书馆人员体制与工作机制不配套的局面。

表１　２０２１年红河州１３县 （市）图书馆从业人员及分馆、服务点调查表

单位名称 从业人员 实际在岗 分馆 服务点

个旧市图书馆 １６ １２ １０ ４６

开远市图书馆 １１ ９ ９ ２８

蒙自市图书馆 １１ ７ １０ ３

建水县图书馆 １１ １１ １７ １５

石屏县图书馆 ８ ７ １０ １１８

泸西县图书馆 １１ ５ ９ １０

弥勒市图书馆 １２ ８ １３ １３４

元阳县图书馆 １１ ９ １４ １８

屏边县图书馆 ８ ８ ７ ８０

金平县图书馆 ５ ５ １４ ２１

河口县图书馆 ７ ４ ９ ２６

绿春县图书馆 ４ １ ９ １０

红河县图书馆 ５ ５ １３ １９

　　注：表中从业人员与实际在岗数一致的，经核实，未减去驻村队员、外借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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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１①可以看出，红河州各县 （市）馆职工承担的分馆及服务点总数是职工实际在岗人数的

１７—１９倍，特别是 “南部六县”②，实际在岗人数均为 “个位数”，与经济相对发达的北部七县

（市）相比处于劣势，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与七县 （市）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一方面是各级图

书馆工作人员不足，自顾不暇；另一方面各乡镇图书分馆、村委会图书室 （服务点）工作人员忙

于乡镇或村委会本职工作，相当一部分乡村图书馆 （农家书屋）存在着 “有馆开不了”、“有书无

人管”的现象。

（二）财政投入不足，图书馆缺少吸引力

自２０１２年红河州普遍实行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以来，各县 （市）图书馆业务开展主要依靠中

央和省级财政投入 （免费开放资金），但购书经费尚未完全纳入政府预算。由于乡村图书馆 （室）

经费有限，业务管理及活动开展依赖于县 （市）图书馆的支持，而各县 （市）图书馆免开资金使

用没有统一标准且有很大的局限性，严重制约着对乡村图书馆 （室）的业务输入，导致大部分乡

村图书馆 （室）设施设备严重老化，业务培训、举办活动贫乏，书籍、期刊品种少、更新速度慢，

图书总量低，缺少吸引力。

表２　红河州１３县 （市）图书馆２０１２、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财政收入情况调查

单位名称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

本年收

入合计

（千元）

免费开

放资金

（千元）

购书专

项经费

（千元）

本年收

入合计

（千元）

免费开

放资金

（千元）

购书专

项经费

（千元）

本年收

入合计

（千元）

免费开

放资金

（千元）

购书专

项经费

（千元）

个旧市图书馆 １８２６ ２００ ２９６４ １８０ １２４ ２８７６ １９８

开远市图书馆 １８０８ ２００ １００ ２１４１ ２００ １００

蒙自市图书馆 ３２０５１２ ２００

建水县图书馆 １２６４ ３０ １９８９ ２００ ２００

石屏县图书馆 １０５７ １８３９ ２００ ６０ １８２８ ２００ ９０

泸西县图书馆 ３４８７ ２００ ２２０ ２６７７７８ １８７ ２７

弥勒市图书馆 ２５０２ １８７

元阳县图书馆 ４６９ １８０ ２６４５５２ １９８

屏边县图书馆 ４４０ ２０ １４３６ ２００ ５０ １３７７ １９９ ５０

金平县图书馆 １８０ １８０

河口县图书馆 ２００ ６０

绿春县图书馆 ６７３ １８０ ２０ ８１２４３ ２１４ １０

红河县图书馆 ７１５ １８０ ７１５ １８０

从表２③各馆财政收入可看出，除免费开放资金均得到保障外，各馆购书经费参差不齐，大部
分县 （市）馆至今没有列入当地财政预算。据各县 （市）图书馆财政收入状况分析，２０１７年各馆
财政收入达到建馆以来的 “巅峰”，但自２０１８年机构改革重组后，不排除疫情等因素影响，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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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文中表格数据均取自１３县 （市）图书馆提供的 “公共图书馆基本情况文旅基３表”。
南部六县：指红河、元阳、绿春、金平、屏边、河口六县。

根据１３个县 （市）图书馆提供数据整理。



年部分图书馆收入甚至滞后于五年前。

表３　红河州１３县 （市）图书馆２０１２、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举办各种活动、新增各种藏量调查

单位名称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

举办

讲座

举办

展览

举办

培训班

本年新

增藏量

举办

讲座

举办

展览

举办

培训班

本年新

增藏量

举办

讲座

举办

展览

举办

培训班

本年新

增藏量

个旧市图书馆 ５ ２ １３ ３０８９ １６ １０ １ ４５３５ ８ ２ ３６８８

开远市图书馆 ３６ １２ ２６ ８４１３ １６２ ２５ ５ ２５００

蒙自市图书馆 ３ ２ ２００００ １２ １２ ４ ８０６

建水县图书馆 １１ ３ ９ ３０２９ ５ １５ ４１ ７８９４ １０ １４２０８

石屏县图书馆 １５ １３ １２ ３５５６ １１ １０ ６ ３８２６１

泸西县图书馆 ９ ６ １０ １２２５１ ４ ３５ ６ ５５８１

弥勒市图书馆 １１ １１ １ ６５２９

元阳县图书馆 １６ ４ ３ １０００ １０ ２ １５００

屏边县图书馆 １５ ２００ ６ １３ ６８４７ ２ １７ ７ １１８６

金平县图书馆 １ ４ ３５ ２０

河口县图书馆 １ ７ ２ １２３０

绿春县图书馆 １ ３ ２ ３１６０ ４ ２４ ４ １４０３１

红河县图书馆 ５ ３ ６ ８ １５ ３ ５０

以２０２１年红河州１３县 （市）图书馆调查数据为例，从表３①可知，图书馆新增藏量以及开展

举办的各项活动所需经费与图书馆财政收入呈正相关。由于公共图书馆的经费几乎全部来源于各

级政府专项拨款，所以，基层图书馆文献藏量与质量并不乐观，无论是纸质文献还是电子资源都

严重不足。由于财政紧张，领导重视不够，购书经费得不到保证，每年采购新书很少，加上大多

数基层图书馆馆舍容量小等因素，导致绝大多数基层图书馆馆藏规模小、馆藏资源陈旧老化、信

息资源更新缓慢，难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文化需求。

（三）读者阅读文化需求的变化

一方面农民物质生活逐年改善，增收致富渠道多样化，从书本获取知识改变命运的原动力小

了很多。大批农民弃农离乡、进城务工，农村日常在乡人口锐减，老人、小孩成为红河州大部分

农村的常居人口，这部分群众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对阅读的需求并不高。另一方面，广播电视网

络进村入户，各种自媒体平台更新不绝，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呈多样化，人们更乐于接受有视听

享受和有形表演的快餐式媒体平台，对于阅读态度冷淡，书上了架也是堆着。

（四）阅读推广不够深入，各地公共文化服务不均衡

红河州大部分乡村图书馆 （室）阅读推广活动受当地经济、文化条件影响，不同程度存在受

众面小，活动形式和参与者单一、阅读推广活动不均衡现象，特别是 “边六县”大部分乡村图书

室常年处于 “无人问津”状态，公共文化服务不充分、不均衡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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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三数据由１３县 （市）图书馆提供。



（五）对图书馆的文化建设服务理念不到位

由于文化建设短时间内不能收到明显成效，容易导致地方领导 “重旅轻文”，重视了旅游工作

却忽视了文化建设。行动上的消极应付，业务上的疏于管理，导致大部分边远落后乡村图书馆

（室）长期处于 “荒漠化”，难以发挥其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有效服务路径探索

红河州乡村图书馆 （室）存在的问题多而杂，只有寻找其中规律，找出切合乡村实际，适合

基层图书馆运作的服务路径，才能充分发挥图书馆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效能和作用，不断推

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振兴。

（一）深入推行总分馆制

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实施 “文献集中配置，人员总馆管理，统一工作规范，文献通借通还”

的管理体制，使基层图书馆网点与县 （市）图书馆的关系由过去的松散型业务指导转变为紧密型

业务领导，有利于发挥县 （市）总馆直接全面领导本县 （市）基层图书馆网点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工作的效力；基层的业务经费和资源配置权上收，由县 （市）馆全盘调度；网点管理由县 （市）

图书馆制定规范，或授权或派出人员实施规范管理。县 （市）馆必须按照总馆的要求建设和强化

自己，改变工作思路，树立整体思维，投入总分馆制服务网络建设中，结合政府财政能力、群众

需求、地域优势、馆室条件等实际，梳理明确县、乡、村各级馆室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推行总

分馆制，探索适合乡村群众的服务模式。

（二）解决乡镇文化站、村图书室体制机制不配套问题

建议各级组织 （人事）部门深入研判各级图书馆驻村干部履职情况，将各级图书馆驻村干部

分配到乡镇文化站或乡村图书馆 （室）从事与之相匹配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与具有公务员身份

的驻村干部一起，在各自熟悉的领域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工作。既可尝试解决乡镇文化站、乡村图

书馆 （室）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不配套问题，又能使乡镇工作人员从兼职文化站、图书管理中解

脱出来，更好地投身本职工作，共同为乡村振兴提能增效。

（三）加大对乡村图书馆 （室）的业务指导和队伍建设

各级政府要制定出台配套扶持政策，鼓励州、县图书馆下乡开展业务指导和人员培训，提

高从业队伍的职业素养，力所能及地帮助乡村图书馆 （室）解决业务和人员技术问题，并纳入

相应图书馆评估定级考核机制，将图书馆从上到下的连接变得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有实效。其

次是开展馆际间互帮互学，挖掘自身动力提升业务指导和队伍建设水平。如 “北部七县”可借

鉴石屏图书馆图书增量、综合服务实力强等先进经验，“南部六县”图书馆可参考绿春县图书

馆如何保持极高的图书增量，学习借鉴先进图书馆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增强服务乡村图书馆

的效能和水平。

（四）确保经费落实

建议财政部门为乡镇图书馆 （室）设立专项资金，每年做到早安排、早落实，减少资金拨付

环节，减轻基层工作压力，对于部分经济困难的乡镇、自然村要加大补助力度和配套资金支持。

乡镇图书馆 （室）要积极争取社会力量的扶持，争取相关经费和实物支持，如积极申报农家书屋

以获取每年稳定的购书经费和藏书，向相关单位募捐各类文献资料、硬件设备、电子资源等。鼓

励图书馆从业人员积极申报课题，开发文创产品等，不断增强内生动力，多渠道增加图书馆建设

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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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持续开展全民阅读工程

１．激励阅读，培养阅读习惯
将动员和激励阅读作为基层图书馆的工作重点常抓不懈。由于不断涌现的各类新媒体平台导

致人们关注点经常发生变化，各级基层图书馆要主动适应不同环境读者的需求，在适当的条件下

与各种媒体 “共舞”，延伸阅读的功能和范围。探索政府主导、图书馆搭台的阅读激励机制、荣誉

机制，打造适合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不同品牌的阅读活动，培养乡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习惯。

２．探索数字阅读，丰富阅读需求
伴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有声读物 “听读”已然走进了大众阅读空间。人们可

以更加自由地利用碎片化时间，用耳朵完成 “阅读”，这既为阅读提供了便利，也丰富了人们的阅

读需求。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２１年中国有声行业市场活跃用户规模达８亿人次，相比２０２０年的５．７
亿人次，其增长速度、增长规模令人惊叹①。此外，疫情防控期间公共文化服务 “线下关门，线上

开花”，提升了数字文化的供需服务。各级图书馆要积极创建数字阅读的条件和环境，增强乡村百

姓对阅读的兴趣，不断丰富阅读需求。

（六）开展不同形式的资源整合

１．建立馆际 “联盟”，整合馆际资源

积极开展馆际间交流与合作，打破不同级别、不同地区、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之间的限

制，建立不同需求的 “图书馆联盟”，如 “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图书馆展览联盟”等，互通

有无，实现馆际资源共享，扩大图书馆服务能力与影响。

２．成立专家智库，整合人才资源
由州级图书馆牵头，政府授权任命，成立一支集权威、专业、高素质的专家队伍组成的 “专

家智库”。吸纳、整合全州各县 （市）各部门的技术骨干、农科带头人、乡镇干部、司法工作者、

教体文卫专业人员等优秀人才资源，面向乡村进行不同领域的教育宣传培训和智力扶持，拓展图

书馆服务形式，丰富乡村服务内容，充分展现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阵地优势。

３．完善志愿者队伍建设，整合热心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
一是充分利用大学生社会实习、大中专学生 “三下乡”、“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社会

实践活动，吸纳年轻血液充实到图书馆日常工作中；二是主动吸纳返乡青年、热心公益的有志人

士并颁发图书馆志愿者聘书，参与图书馆各项公益活动；三是为中小学生设置 “小小志愿者”岗

位，利用假期参与一些简单的图书馆工作，培养少年儿童热爱公益事业、热爱阅读的习惯与品德，

不断完善图书馆志愿者队伍建设。

４．社会力量的资源整合
随着红河州 “十四五”规划的不断深入开展，社会资源越来越丰富，引导和鼓励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图书馆建设成为必然。要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力度，规范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

文化服务工作，制定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评价办法、评估标准；鼓励利用多种方式，

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设施运营、活动项目打造、服务资源配送等，充分整合社会力量投入

图书馆建设。

５．深入开展捐赠书活动，整合社会闲置图书资源
发动社会各界、各级各类学校的开展捐赠书活动，实现闲置图书资源整合再利用。一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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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信公众号、抖音、网站等平台发布面向社会大众的捐赠书活动，不断丰富文献资源数量和

种类，使资源能够涵盖农村各个方面的需求；二是有针对性面向全州各级学校毕业生发布教材

教辅募捐，对乡村中小学贫困生开展爱心捐赠书活动，赋予闲置图书二次生命，实现乡村学子

的阅读梦。

（七）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红河州乡村文化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图书馆可充分挖掘乡村传统文化或特色资源，

提升乡村内在发展动力，在景区景点、旅游度假区、生态旅游示范区开展图书馆特色分馆、主

题图书馆、全民阅读流动服务点建设试点，为游客身心健康注入文化元素。收集、整理、开发

具有地方特色的风景名胜、先贤哲人、历史文化、乡风民俗等文献资料，提升旅游产品文化品

味，打造乡村文化名片，因地制宜探索图书馆和旅游融合发展路径，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

（八）推动图书馆向 “以人为中心”转型，建设开放、智慧、包容、共享的现代图书馆

基层图书馆绝不能只限于文献服务的社会责任，而必须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正视红河州乡

村图书馆存在的较为突出的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 《“十四五”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要求，推动图书馆功能向 “以人为中心”转型。

一是为乡村的创新发展提供支持，如关注农民阅读需求变化，适时调整工作方法和目标，购

买适合当地农科技术、产业发展的文献资料；二要定期开展面向不同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如外

出打工青年的求职培训、农民农业产业技能培训、传统文化传承培训等，为当地个人发展和自我

提升提供支持；三要深入挖掘和保护传统文化项目，强化图书馆在传承文明、弘扬优秀文化方面

的价值与作用；四要努力建设管理规范、具有当地特色鲜明、与城镇融合共生的主题阅读场所，

将乡村图书馆 （室）建设成为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

责任编辑：李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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